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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不稳定、通胀压力大、政治极化现象突出，技术飞速进步、环境

退化、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转变也在加速发生。这些全球性问题不仅给劳动世界带来
重大挑战，也对社会的根本结构构成威胁。若不加以解决，就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实现《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付出的集体努力。

在此背景下，劳动制度治理面临一项紧迫而复杂的任务，即制定出既能满足当代人
和后代人需求，又能保护地球的解决方案。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强调，必须通过社会对话制定政策，以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
性，推动社会进步。受这些政策直接影响的群体（尤其是雇主、工人及其代表组织）的
声音，应当成为决策的核心。在国家、行业、区域和全球各个层面开展有效对话与合作，
不仅对于构建韧性社会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利用劳动世界当前转型所带来的变革机遇。

这份《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报告》第二版聚焦于高层社会对话。高层社会对话是
一种有力机制，能够促进体面劳动和可持续企业发展；保障公平收入分配，这对解决日
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至关重要；应对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带来的挑战；并为修复受损的社
会契约奠定基础。我们将高层社会对话视为防范不明智政策的关键保障，这类政策往往
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优先满足少数人诉求，且聚焦短期收益，可能危及长期发展。

然而，在公民社会空间不断缩小、公众对机构的信任日益下降之际，决策者面临的
任务充满挑战。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捍卫工作场所民主的能力，以及赋予雇主和工人
参与劳动治理的前提条件与基本权利，将对实现以人为本、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
会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将社会对话作为 21 世纪劳动治理的基石。利
用本报告中凸显的证据和现实案例，对于实现国际劳工组织“全球社会正义联盟”的目
标至关重要，包括解决不平等、歧视和排斥问题；将劳动权利作为人权来实现；维护人
的尊严并满足基本需求；扩大获得生产性和自由选择的就业机会以及发展可持续企业的
途径与能力；并提供保护、增强韧性。

鉴于国际上旨在重振全球对社会正义承诺的各项举措，《2024 年社会对话报告》
的推出正合时宜。

Gilbert F. Houngbo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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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序言
全球劳动领域正经历深刻且复杂的变革，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气候危机的迫在眉睫以及人口结构的显

著转变，正在重塑工作的内涵与价值；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地缘冲突的多维冲击以及社会信
任的局部流失，使得各国在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站在关键的历史节点，
《社会对话报告 202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层社会对话》聚焦高层社会对话这一协调多元利益
相关方的核心机制，深入剖析其在构建社会韧性、驾驭系统性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报告确认高层社会对话是应对多重全球挑战的关键工具，其通过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
正，推动体面劳动、公平收入分配，并助力在数字与绿色转型中构建包容性解决方案。报告强调，有效的社
会对话能修复“受损的社会契约”，促进政策协调与民主治理，但其效能依赖四大先决条件——保障工会与
集体谈判权、完善法律框架、确保多元代表性和制度性多元主义。然而，全球实践存在显著差距，近半数劳
动者未被相关公约覆盖，且机构效能参差、弱势群体参与不足，亟需强化机构能力与包容性。

这份报告也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复杂转型期优化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
的理念支撑和制度镜鉴。报告所倡导的通过制度化协商平衡效率与公平、凝聚多元利益共识以应对系统性挑
战的路径，与中国推动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在数字
经济崛起、绿色转型加速、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强化高层社会对话机制是提升政策合法性、增强社
会韧性、确保发展成果公平共享的关键治理创新。通过构建更具代表性和更高效能的三方协商平台，不仅能
更有效地化解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优化、新就业形态规范等领域的深层矛盾，预防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摩
擦，更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球贡献一种在维护社会稳定与活力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范式，
推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实践创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展望未来，在多极世界的全球劳动治理体系中，中国将在改善该体系及践行国际劳工标准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首先，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可以在国内持续推动国际劳工标准的有效落实，展现自己对国
际劳工标准的坚定承诺。其次，基于支持和加强劳工标准的丰富本土实践，中国可以成为实现所有人体面劳
动方面的模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改善劳动基准，并将这些中国经验与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包括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国进行分享。进而，依托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卓有成效的转型实践，中国应勇当应对未
来劳动世界挑战的对策创新者。在三方对话框架下，聚焦数字时代平台治理、绿色就业创造、技能转型适配、
新职业风险防控等全球性前沿议题，率先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解决方案。这不仅能服务于中国自身的高质量发
展，其成果和经验也将对全球应对这些共性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际劳工组织此份报告传递的核心信念清晰而有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加强对话、培育信任、
深化协作，是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全民共享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高层社会对话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能将
多元利益与诉求纳入决策核心，在变革洪流中守护公平正义，在分歧交织处凝聚广泛共识。我们深信，深刻
理解并积极践行这份报告所凝聚的全球智慧，将赋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更加从容、稳健地驾驭深刻
转型的浪潮，携手共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未来劳动世界。

报告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组织翻译，由国际劳工组织中国 - 蒙古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人事学院联合于北京发布。

是为记。

	 李昌徽	 赵 忠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 - 蒙古局局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

	 202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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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术语表

   术语表
本术语表提供了一些简要定义，供快速参考。其既未确立任何通用定义，也未涵盖每个术语

的全部深度和复杂性。

双边社会对话：指雇主或雇主组织与工人或工人组织就共同利益事项达成协商、相互咨询或
交换信息的过程。其通常通过集体谈判和 / 或职场合作来实现。

集体谈判：指由一方的雇主、雇主团体或一个及以上雇主组织，与另一方的一个及以上工人
组织之间开展的所有谈判，目的是：确定工作条件和雇佣条款；和 / 或规范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和 / 或规范雇主或其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

集体谈判覆盖率：在特定国家或行业中，受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工人比例。

社会对话中的协调：指在不同层级、行业、产业或地区之间，协调和统一社会对话进程（包
括集体谈判）的过程。

跨境社会对话：指各国政府、工人与雇主或其代表之间跨越国界开展的社会对话进程与倡议。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一种正式机构，汇集来自社会不同群体的代表（包括政府、雇主、工人，
有时也包括民间社会团体），以讨论并合作处理与经济和社会政策及立法相关的问题。

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一种集体利益组织，实行自愿会员制，代表企业在与国家、工会及整
个社会的关系中的利益。

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密度：在特定国家或行业中，加入雇主组织的私营企业员工数量占所有私
营部门员工的比例。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成员国可选择批准。一旦批准，该国即有
义务使本国法律和实践与公约规定的标准保持一致。

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无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方针，为如何实施国际劳工组织公约提供更详细
的指引，或解决现有公约未涵盖的问题。建议书也可以是独立文书，在没有相关公约的情况下提
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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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标准：由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政府、雇主和工人）制定的法律文书，规定了工作
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混合集体谈判：结合了单一雇主谈判和多雇主谈判要素的集体谈判模式。在这种方式下，劳
动谈判的某些方面可能在行业或部门层面进行（涉及多个雇主），而其他方面则在单个雇主层面
协商。

多雇主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一种形式，由一组雇主与一个或多个代表跨多个工作场所或行
业工人的工会进行集体协商。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一国范围内设立的正式双边或三方结构 / 机构，旨在促进政府与雇主
组织、工人组织（有时包括民间社会团体）之间的对话。

劳资关系中的代表性：雇主组织、工人组织（工会）或其他集体实体准确代表其宣称所代表
群体的利益、观点和需求的程度。

单一雇主集体谈判：由单一雇主与代表该雇主员工的一个或多个工会进行协商的集体谈判模
式。该过程通常形成覆盖该公司或组织员工的集体谈判协议。

社会契约：通过三方社会对话达成的协议或框架，旨在以协作方式解决关键社会和经济问题。

罢工：由一组或多组工人发起的临时性停工行动，目的是强制或抵制某些诉求、表达不满，
或支持其他工人的诉求与不满。

工会：为在不同层面（企业、行业、国家、国际 / 跨境）增进和维护工人利益而成立的工人组织。

工会密度：在特定国家或行业中，工会会员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三方社会对话：政府、雇主和工人（通过其代表）作为平等独立的伙伴互动，以寻求共同关
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三方对话通常指各方通过约定（临时或制度化）建立的协商、谈判和共同决
策的机构、机制及流程。

职场合作：在企业层面，雇主与工人就集体谈判机制未涵盖或通常不由其他雇佣条件制定机
制处理的共同关切事项进行协商与合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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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执行摘要

执行摘要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报告》第二版聚焦于高层社会对话，将其视为推进体面劳动、确保

公平劳动收入分配、应对数字转型与绿色转型挑战以及修复“受损社会契约”的关键工具。

高层社会对话涉及各类流程，这些流程促使政府代表、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以及工人组织（社
会伙伴）在国家和部门层面开展协作。其目的是就劳动、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关问题，推动协商、
咨询与信息交流。高层社会对话既包含双边流程（仅社会伙伴参与，尤其用于达成集体协议），
也涵盖三方流程（政府代表也参与其中）。

通过展示全球各国的实例与良好实践，本报告阐释了高层社会对话如何成为有力催化剂，助
力应对复杂局面、探寻平衡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解决社会与经济不公问题，并促进劳动领域乃
至整个社会的民主发展。

  高层社会对话助力各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推进社会进步，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相契合，以迈向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未来。

《2030 年议程》采用长期且具包容性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高层社会对话
恰好有助于推动这一议程。本报告提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会显著影响高层社会对话机构的运
作方式。与此同时，高层社会对话产生的积极影响也会作用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推动
其朝着更长期、更具包容性的实践方向转变。这就形成了一种双向关系，双方相互影响，第一章
对此进行了阐述。

  在多重危机叠加以及劳动领域发生快速结构性变革的时期，对高层社会对话进
行投入愈发重要。

地缘政治不稳定、极化现象以及对治理机构信任度下降，正阻碍全球向《2030 年议程》目
标推进。此外，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驱动下的劳动力市场快速变革，加剧了多重危机带来的挑战，
使不平等状况恶化，让弱势群体被甩在后面。在此背景下，对高层社会对话的机构、流程和相关
主体进行大量投入至关重要，有实例表明高层社会对话在促进劳动和平、社会凝聚力、良好治理
与民主方面具有价值，这些是其关键的基础性益处。借助这些基础，高层社会对话能够产生变革
性效益，支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特别是促进体面劳动，包括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第二章）、
解决劳动收入高度不平等问题（第三章）以及推动公正的数字与绿色转型（第四章）。这些效益
共同作用，有助于塑造“更新后的社会契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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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社会对话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要确保相关各方对社会对
话流程充分自主把控，且流程能长期持续，必须满足一些先决条件，主要包括：

	 尊重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尤其要保障结社自由，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这与《结社自由
及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 年第 87 号公约）以及《组织权及集体谈判权公约》（1949 年第
98 号公约）相符。这些权利被视为基本权利，是实现体面劳动议程和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

	 尽管这些标准是有效且具包容性社会对话的基础，但全球约有一半的劳动力仍未被国际劳工组
织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覆盖。此外，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法律和实践层面，这些
权利的尊重与落实持续面临挑战。2015 年至 2022 年期间，国家遵守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8.8.2）的全球平均水平下降了 7 个百分点，原因在于雇主、工人
及其代表组织的基本自由以及谈判权受到更多限制。

	 有利的国家环境以及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包括争议的预防与解决机制。这需要国家和监管
机构配置充足资源，以强化社会伙伴和劳动行政管理系统。还要求将社会对话融入所有政策领
域，国家既要作为三方社会对话的召集者，自身也要在公共部门扮演雇主角色。

	 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工人组织的成员数据，以及集体谈判覆盖率，是评估这一先决条件的有
用参考。来自 36 个国家的数据显示，雇主与企业成员组织的密度在 4% 到 98% 之间。低收入
国家的工会密度差异较大，高收入国家平均为 16.2%，而全球未加权平均为 20%（有 139 个
国家、地区的数据）。采用多方雇主集体谈判系统的国家，平均覆盖率（71.7%）高于采用混
合或单一雇主谈判系统的国家（分别为 32.1% 和 15.8%，有 93 个国家的数据）。

	 促进有代表性的参与，确保高层社会对话主体和机构能够回应不同劳动参与方（工人和雇主）
的需求与诉求，平衡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各类安排。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6.7 中关于
各层面建立响应性、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决策机制的要求一致。然而，确立或强化社会伙
伴“代表性”的程序，在符合最佳国际劳工组织实践和监管机构建议方面仍发展不足，亟需大
幅改进。

	 对多元主义作出制度性承诺，这是关键的民主原则，能确保不同观点有发声空间，保障个人和
群体表达自身诉求并影响决策的权利，且通过合法程序实现。社会经济治理的多元主义方法，
认可雇主、工人和政府的不同利益，以及通过最高层级社会对话平衡各类政治和经济取舍的必
要性，这反过来又能强化和补充代表性组织制度。

	 高层社会对话与更广泛民主制度之间存在诸多富有成效互动的实例。比如，社会契约通常由国
家政府和社会伙伴在国家层面签署，在危机和政治转型期间，对强化制度信任和代议制民主尤
为重要。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约有 80 项三方社会契约签署，其中许多旨在推动劳动、税
收和养老金改革达成共识，近期还有不少是为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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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的现状：评估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的成效与包容性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社会伙伴参与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
劳工组织的 187 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已设立具有一般职权的常设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约一半国家
还设有专注于就业、社会保障和工资设定等特定问题的额外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全球各地的实例
表明，即便在危机时期，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也能产生基础性和变革性效益，为长期、具包容性的
社会经济发展设计与实施提供支持。然而，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成效和包容性方面的巨大差距仍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强化这些机构，并提升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和工人组织有
效参与高层社会对话的能力。

  87% 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设有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但其职权范围、构成、
运作方式、技术能力和影响力差异极大。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广泛存在，通常与《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76 年第 144
号公约）相关联。该公约已获 158 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批准，要求各国政府就国际劳工标准与
社会伙伴开展有效协商。非洲、欧洲和中亚地区常设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90%
和 92%。几乎所有国家社会对话机构都采用三方构成模式，部分还纳入公民社会代表。多数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设有秘书处，通常由劳工部提供，且大多由政府代表担任主席，包括政府首脑、部
长或部门主管。

  社会伙伴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成效持积极看法，但对政府能否妥善跟进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成果表示担忧。

为本报告开展的感知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三的工人受访者和约三分之二的雇主受访者认为其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不过在分解的五个成效维度上，观点存在差异。例如，
80% 的雇主和 71% 的工人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有明确的决策规则，有助于达成共识。调查表明，
总体而言，各方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产出成果（如社会契约、建议和咨询意见）的能力看法积极。
然而，56% 的工人受访者和 45% 的雇主受访者担忧政府及公共部门未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成果
采取建设性行动，或未充分将其转化为政策和监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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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伙伴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包容性看法较为负面，因为女性、年轻人以及
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和经济单位在参与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

调查结果凸显出女性参与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显著差异，尤其是在领导岗位上：约三分之一
的工人受访者和半数雇主受访者认为女性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决策制定中缺乏参与或参与不足。
此外，调查结果强调，国家社会对话机构需要加强对边缘化群体（包括非正规经济群体）的代表
性，解决他们的特定关切。虽然受访者认同让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之外的主体参与能带来益处，但
许多雇主和工人觉得自己所在组织对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和经济单位提供的代表性有限甚至没
有。国际劳工组织针对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及类似机构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年轻人在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中的代表性也不足，他们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同一项调查指出，关注年轻人需求、
包容年轻人的高层社会对话出现了减少，尤其是在疫情之后。

高层社会对话：协调经济与社会目标，确
保人人享有体面劳动

高层社会对话能够通过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强化不同政府主体间的政策一致性，最终
推进“人人享有体面劳动”这一目标。它可以促进充分就业、劳动权益以及公平获得社会保护的
机会，还能营造有利于可持续企业发展和生产力增长的环境。研究证据表明，高层社会对话在“体
面劳动议程”的每一个支柱中，都能在协调跨领域政策举措方面发挥作用，采用“整体治理”方法。
报告着重列举了多个实例，展现高层主体如何弥合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差距，
从而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过程中促进政策协调。

  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完善充分且生产性就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包括国家就业
政策以及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运作。

国际劳工组织对 2005 年至 2020 年期间通过的 40 项国家就业政策开展的数据分析发现，
约 80% 的就业政策在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运用了高层社会对话。此外，针对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治理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超 30% 的受访国家，社会伙伴参与到了公共就业服务的治理中。
他们还参与评估劳动力市场信息、岗位匹配或培训及技能提升等项目。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
在就业政策制定中运用高层社会对话，相较于自上而下、单方面的决策方式，更有可能促进经济
和财政部门、行业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建立联系。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
利地位的群体，特别是女性、青年以及非正规劳动者和经济单位，确保就业政策能够回应他们的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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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和实施促进劳动权益的规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高层社会对话的协商性质，为探索和采用适应劳动领域变化、同时推进劳动者权益的监管框
架，营造了有利环境。这种方式有助于平衡多方利益，确保劳动力市场主体参与劳动法律改革。
有证据显示，许多劳动法律的制定经过了三方协商，最终立法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伙伴的提议。
例如，葡萄牙三方常设社会对话委员会达成的一项协议，促使《劳动法典》修订，旨在减少不稳
定就业、加强集体谈判。

  ……包括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

数据显示，约五分之四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已设立国家三方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这些机
构助力政策设计，推动工作场所形成预防事故、疾病和死亡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纳米比亚国
家三方技术工作组在新冠疫情期间制定了确保工作场所安全的准则，并就一项职业安全与健康法
案的关键内容达成一致，该法案推动企业层面设立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此外，行业层面的高
层社会对话对于通过制定和实施契合建筑业、成衣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特点的政策，改善职业安全
与健康成果至关重要。

  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打造有效、优质且资源高效利用的社会保护体系。

其凝聚共识的功能，能够让多元需求得以表达和解决，助力提升社会保护策略的质量与覆盖
范围。社会伙伴对社会保险和税收筹资的社会保护福利政策（包括危机时期的政策）影响显著，
且通常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框架内开展工作。国际劳工组织 2014-2023 年的数据显示，社会伙伴
参与了 65 个国家总计 158 项与社会保护体系相关的法律改革，推动养老金、医疗保障覆盖范围
扩大以及员工福利提升。此外，社会伙伴通过在社会保障计划董事会中的代表身份，参与监督社
会保护体系、管理社会保护项目。

  高层社会对话对不同政策领域协调配合的支持，对于营造有利于可持续企业发
展的环境至关重要。

可持续创业需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间实现平衡，往往涉及权衡取舍。通过促进不同政
府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找到减少或克服这些权衡的办法，助力打破
阻碍政策协调的行政壁垒。这种方式至关重要，因为可持续企业发展需要在劳动事务之外的政策
领域采取行动。实例可见，社会伙伴参与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不
同政府部委和机构以及行业技能机构（如智利的 Chile-Valora，即智利国家劳动能力认证系统委
员会）的董事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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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社会对话对于推动提升生产力且具包容性的结构性变革至关重要，进而保
障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

高层社会对话与企业层面社会对话的有效互动，有助于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和工人组织维持
并协调生产力提升成果。研究表明，企业层面有效的社会对话实践，能促进绩效、创新和职场福
祉提升。而在更广泛层面，劳动生产力增长需要结构性经济变革，将经济活动从低生产力部门转
向高生产力部门。总体而言，当有高层社会对话流程助力公平分配效率增益（显著体现在工资提
升方面）时，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才能实现。此外，国际政策框架（包括部分贸易协定）为高层
社会对话塑造涉及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企业运营的国家政策，提供了契机。

强化高层社会对话机构，促进公平劳动收
入分配

近几十年来，劳动收入不平等已成为紧迫问题，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状况。高收入和工资差
距会破坏减贫努力、限制社会流动性，还会增加社会动荡风险。借助全球研究和各国实例，本报
告展示了高层社会对话如何通过推动聚焦收入公平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政策框架（与《2030
年议程》一致），促进公平劳动收入分配。报告强调三方社会对话、涉及社会伙伴的最低工资设
定在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和解决性别工资差距方面的作用，呼吁各国强化这些高层社会对话机构，
恢复全球劳动者的收入公平。

  各国对最低工资政策重燃兴趣，但在合规性和覆盖范围方面仍存在重大差距。

超 90% 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已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凸显其在推进社会公正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许多制度因合规性和法律覆盖范围不足，无法充分保护所有劳动者。经济危机期间，最低
工资未能定期调整，会侵蚀劳动者购买力。报告强调，在通胀时期需更频繁调整最低工资，且如
《1970 年确定最低工资建议书》（第 135 号）所述，需让社会伙伴全面参与。

  社会伙伴在平等基础上直接参与法定最低工资的制定、设定和调整，对提升其
减贫和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成效至关重要。

多数国家在设定工资底线前，会通过三方机构让雇主与企业成员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但此
类协商的质量和影响差异很大。报告表明，积极让社会伙伴参与的最低工资设定机制，在平衡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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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需求与经济考量方面更有效，能更好保护低薪劳动者、减少工资不平等。例如，在南非，社
会伙伴通过参与国家最低工资委员会，在工资设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将最低工资设定与行业集体谈判相结合，能最大程度发挥高层社会对话对公平
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

作为多方雇主谈判的关键形式，行业集体谈判是高层社会对话应对劳动收入高度不平等问题
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这些高层社会对话机制共同作用，对于保护低收入劳动者、推动实际工资增
长以及促进工资公平至关重要。相比之下，缺乏有效高层社会对话机构的国家，在建立实现公平
劳动收入分配所需框架方面，能力就没那么强。

  三方社会对话、最低工资与行业集体谈判有助于在雇主和劳动者之间更公平地
分担通胀成本，保护实际工资和收入。

各国已采取多种措施，比如自动和酌情调整工资，且往往会与社会伙伴协商。以摩洛哥为例，
2022 年和 2024 年的三方社会契约提高了最低工资，还提供了减税和豁免等非工资福利，针对中
低收入家庭。其他国家，如法国，会根据生活成本指标更新工资底线，且在与社会伙伴协商后进
行调整。最后，有着强大劳资关系传统的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利用行业集体协议保护劳动
者购买力，包括自动指数化机制以及频繁重新协商集体议定的工资，以确保高通胀时期实际工资
增长。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社会伙伴也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社会伙伴能够推动进展，方式包括调整最低工资政策、扩大法律保护，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因为女性在低薪劳动者以及家庭佣工等覆盖范围有限的行业中占比过高。例如，在意大利，行业
集体谈判形式的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规范家庭佣工的薪酬和工作条件，推动该行业的体面劳动和
正规化。此外，雇主和企业成员组织和工人组织可通过行业集体谈判，推进男女“同值工作同酬”，
解决工资分布中间段存在的性别差距问题。美国国家足球队男女队员的协议，很好地体现了行业
社会对话在推动类似岗位男女同工同酬方面的力量。最后，社会伙伴能够确保女性主导行业（包
括公共部门）的工资增长，与男性主导行业的工资增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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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有效且具包容性的数字与绿色转型
的高层社会对话

向数字化和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型，正重塑劳动世界。这些转型虽为经济增长、创新和创造就
业带来机遇，但也引发劳动力市场大幅紊乱的风险。报告强调，高层社会对话在利用这些机遇、
应对挑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依靠切实且具包容性的策略，保护劳动者和企业。高层社会对话促
进就数字化转型政策达成社会共识，推动为劳动力配备相关技能、优先帮扶弱势群体融入的转型。
然而，利用高层社会对话管理“双重转型”数字与绿色转型）的情况仍不完善，在社会对话机构
根基较浅的国家尤为突出。报告显示，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欧洲国家超 100 个高层社会
对话流程及成果中，仅四分之一聚焦双重转型主题——多数来自少数国家。此外，调查结果证实，
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变化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议程中并非重点。重新聚焦旨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和结
构性转型的产业政策（如今涉及公共与私营主体加强协作，包括社会伙伴），为强化高层社会对
话在引领双重转型中的作用，提供了及时契机。总体而言，数字与绿色转型正成为高层社会对话
的关键关注领域，但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为避免不平等加剧，通过高层社会对话解决发展中
经济体适应这些转型的能力差距，至关重要。

  在一些国家，高层社会对话在改善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薪酬与工作条件、明晰其
雇佣关系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在这些议题上，高层与企业层
面的社会对话存在积极的互动。

社会伙伴积极参与塑造平台经济的法规和实践，促成平衡各方需求的解决方案，兼顾劳动者
和企业，保障劳动保护与公平竞争。西班牙的《骑手法案》就是典型案例，它源自三方协议，认
可为数字平台工作的食品配送骑手具有雇员身份。行业集体谈判（尤其在运输和物流领域）也被
社会伙伴广泛用于规范平台劳动者的薪酬、工作时间、社会保护及安全与健康问题。报告显示，
国家和行业层面的高层社会对话，为改善平台劳动者权益创造了条件，借助企业层面社会对话（包
括推动劳动者在这个人员分散行业的组织建设）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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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社会对话也正逐步成为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应对算法管理及人工智
能大语言模型潜在风险的有效工具。

自新冠疫情危机以来，社会伙伴在设计远程工作立法方面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为扩大集
体谈判以及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工作场所合作铺就道路。近期欧洲和美国在行业层面以
及主要高科技企业达成的协议，也为人工智能治理开辟了新领域。例如，2023 年美国一家大型
IT 企业与行业工会达成协议，承诺将工人纳入人工智能管理，把工人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观点
融入其中。鉴于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众多利益相关方认为，高层社会对话有能力制定及时、量身
定制且平衡的解决方案，是指令性、僵化的自上而下立法之外，可信的替代选择。

  聚焦技能开发的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对于让劳动者掌握适应未来工作所需技能
而言，至关重要。

这些机构在认可数字技能、梳理通过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获得的技能方面，能发挥关
键作用，满足数字技术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培训与再培训需求。比如，加拿大未来技能委员会（由政府、
劳工、企业和公民社会代表组成的临时高层社会对话机构）提议搭建数字技能认可平台，助力缩
小数字鸿沟、弥合就业参与和技能开发获取方面的差距。

  高层社会对话对于确保绿色转型对劳动者和企业都公平，使环境与社会目标同
经济增长相契合，至关重要。

随着环境政策愈发严格，政府获得的公众支持可能减少。在此背景下，高层社会对话在政府、
社会伙伴和社会之间，就脱碳政策的必要性凝聚共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高层社会对话，
利益相关方能够就路线图达成一致，将国家和国际气候政策转化为具体措施，比如波兰和韩国减
少道路排放、推广绿色工作场所，或是巴巴多斯等国将环境可持续性置于核心的国家复苏计划。
此外，行业协议（尤其在采矿和能源等行业）包含工资调整、扩大社会保护和技能开发的相关规定，
确保受绿色转型影响的劳动者得到保护。

  热浪愈发频繁，促使政府和社会伙伴通过聚焦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社会对话，应
对热应激问题。

三方协商在制定立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提供技术指导和工具，减轻热应激对劳动者和生产
力的影响（尤其在高风险行业，如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例如，哥斯达黎加的三方职业
健康委员会制定了热应激预防和劳动者保护立法，并通过宣传活动、指导方针和培训来支持实施。
行业集体谈判也逐渐兴起，当前聚焦于管理工作时间以减轻与热相关的风险（如德国建筑行业），
以及为受影响劳动者提供补偿（如意大利林业和家具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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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女性、非正规经济参与者以及土著和部落民族影响重
大，但针对这些群体的高层社会对话却十分有限。

尽管环境挑战存在明显性别维度，关注性别的高层社会对话却很罕见。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
者和经济单位受气候变化影响也不成比例，却鲜少见到同时聚焦正规化和绿色转型的举措（非洲
有一些实例，如肯尼亚）。土著和部落民族面临绿色转型带来的重大风险，包括因可持续能源生
产所需资源开采，其生计受威胁、被迫迁移。不过，他们在环境可持续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利用传统知识为影响评估提供参考、推广“再生农业”实践。在拉丁美洲，专门的高层社会对话
机构在环境立法协商以及影响其社区的项目协商中，纳入了他们的声音。在秘鲁，包括土著妇女
组织在内的土著民族，在《土著人民气候变化框架法》制定期间得到正式咨询，凸显了土著参与
塑造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借助高层社会对话的机遇，促进社会正义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采取短期、非包容性的方式，正阻碍全球实现《2030 年议程》目标的努力，
还可能削弱高层社会对话在推进体面劳动和社会正义方面的成效。尽管如此，高层社会对话的主
体和机构，有潜力促进社会内部协作、为复杂挑战找出共享解决方案（即便社会中存在不同认同
和利益分歧）。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更新后的社会契约”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这涉及重新
界定政府与公民、社会内部的关系，对于应对当代挑战必不可少。它也为利用数字和绿色转型带
来的机遇，打造人人享有公平且可持续未来的途径。通过增进民众与机构间的信任，高层社会对
话能确保包容性、保护与参与，同时重视对民众和地球而言重要的事物，认可劳动者的需求和限
制条件。它推动劳动领域的民主参与，成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必要补充。为充分释放高层社会对
话的赋能潜力，本报告呼吁采取更强有力行动，提升高层社会对话机构、流程和主体的包容性与
成效，这需要至少做到以下几点：

	 尊重、促进并落实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包括全体劳动者的结社自由以及集体谈判权得到
切实承认，还有其他先决条件。

	 强化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和主体开展有意义参与的能力，这需要为社会伙伴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
配备必要资源和技能。应通过“整体政府”方法，将社会对话纳入相关政策领域主流。

	 扩大社会伙伴的成员基础，拓展其对代表性不足群体的覆盖范围，特别是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
者和经济单位、新型工作安排中的劳动者、移民、青年以及中小微企业。

	 鼓励定期开展基于证据的评估，评估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在社会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影响和成果。
这包括在国际劳工组织支持下，探索建立衡量高层社会对话成效与包容性的全球指标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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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高层社会对话：
可持续经济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
核心动力



在新冠疫情之后，国际劳工组织的首份《社会对话报告》展示了集体
谈判如何保护劳动者，并增强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韧性（ILO, 2022a）。

这份第二份报告发布于持续多重危机的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地缘政治
不稳定和战争正在削弱国际团结与合作；政治极化、虚假信息和民粹主义
的蔓延正在破坏对民主的信任；技术进步、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正在
改变劳动世界。人们日益担忧，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缓解不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在此背景下，社会对话及其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必要。

本章阐述高层社会对话的力量。在本报告中，高层社会对话指国家和
行业层面的进程（无论是临时的还是制度化的），它将政府、雇主组织和
工人组织（社会伙伴）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就劳动、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关
的共同利益进行谈判、协商或交换信息。高层社会对话既包括仅涉及社会
伙伴的双方进程（如行业集体谈判），也包括将政府代表作为对话正式参
与方的三方进程。

事实证明，高层社会对话是应对复杂局面、确定平衡和长期解决方案
以及消除不公正现象的催化剂。它是防止劳动世界中民主空间萎缩的关键
保障，并有助于实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ILO, 2024a, 16）。本章
表明，高层社会对话能够带来基础性和变革性效益，推动实现惠及所有人
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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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认识到的是，高层社会对话与企业层面
社会对话（尤其是企业集体谈判和职场合作）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跨境社会对话之间
存在互动关联。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通过高层社
会对话采取有效协调行动，为企业、就业和收
入提供支持（ILO, 2022a）。第 2 章显示，多
国借助高层社会对话，通过促进充分就业、扩
大社会保障、强化劳动者权益来改善体面工作
机 会， 同 时 扶 持 可 持 续 企 业（Ghellab et al, 
2022; ILO, 2021a, 2023b）。事实证明，高层
社会对话在应对当前生活成本危机中同样至关
重要。第 3 章梳理了双边和三方政策措施，旨
在维持法定及协商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并缩
小性别薪酬差距（另见 ECLAC & ILO, 2022；
ILO, 2021b）。此外，如第 4 章众多成功案例
所示，高层社会对话对各国及社会伙伴推动向
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公正转型” 起到关键
作用，具体包括制定产业与技术政策、达成行
业协议等（ILO, 2018a, 2021c）。

高层社会对话是抵御劳
动领域民主空间萎缩的
关键保障，同时也为实
现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与
权利贡献力量

尽管高层社会对话是实现《2030 年议程》
所要求的“惠及所有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
会进步”的核心工具（Grimshaw，待出版），
但两大主要缺陷制约了其效能。第一，高层社
会对话的制度与结构发展不足。许多国家缺乏
必要的法律制度框架、技术知识和财政支持，
部分国家的结社自由权（无论对劳动者还是雇

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稳定和世界各地战乱
的背景下，国际团结与合作面临重大挑战。面
对全球气候危机、过去减贫成果的逆转、生产
力增长停滞、世界许多地区的生活成本危机，
以及人们对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与日俱增的担
忧，人们有理由担心我们推动社会进步的集体
努力已陷入停滞。当前多重危机的影响正在阻
碍全球实现《2030 年议程》的进展（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例如，国际社会
如今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的目标，几乎与 2015 年首次达成
这些目标时一样遥远（ILO，2023a）。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这些挑战，许多国家
正在积极把握积极变革的机遇。这些机遇包括：

	 利用新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企业；

	 推动性别平等的变革性议程；

	 校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体面工作提供
的机遇；

	 促进绿色经济投资；

	 致力于建立鼓励实体经济长期增长的企业
激励机制。

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积极变革均取决于
各国是否具备制度性手段，以表达不同利益、
分享经验和数据、比较应对复杂局面的策略、
消除经济不公，尤其是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之间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 1。这正是社会对
话的目的所在。由于社会对话是雇主、工人
和政府表达各自独特利益的制度性论坛，因
此它能够成为创新、灵活且有效解决方案的
重要催化剂。

本报告聚焦高层社会对话，因其在国家和
行业层面最能展现社会对话应对多重危机的最
大潜力，并为包容性长期可持续变革规划路径。

1	 在本报告中，“雇主组织”和“雇主及企业会员组织”这两个术语可互换使用，指的是同一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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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正面临威胁。第二，经济发展战略往往优
先追求短期政治或经济利益，这阻碍了高层社
会对话实现更长期、变革性经济社会收益的
潜力。

若各国希望实现高层社会对话的多重积极
效益，需重新致力于消除阻碍其发展的障碍（见
第 5 章）。这包括：增强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行使结社自由与集体谈
判权；通过强化三方社会对话在政策制定中的
作用，推动劳动世界治理的民主化。通过将高
层社会对话嵌入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长期包
容性路径，各国将更有可能达成一份旨在促进
和平与繁荣的全新社会契约（ILO, 2024b）。

1.1
高层社会对话的原
则、参与者与类型

高层社会对话的整体逻辑源自于众多国际
劳工标准——这些标准明确规定，高层三方及
双方协商机制是公约与建议书得以妥善实施的
必要前提（参见框 1.1）。

框 1.1  高层社会对话与国际劳工标准

大多数国际劳工标准要求政府与社会伙伴的高层组织开展协商或合作，以契合本国国情及雇主、工人

的实际需求，确保标准条款得以有效落实。

1960 年《（产业与国家层面）协商建议书》（第 113 号）阐明：相关举措应推动公共当局与雇主组织、

工人组织之间，以及这些组织彼此间（三方）进行高效协商与合作（第 1 段）；三方协商需确保公共

当局在制定和实施“影响其利益的法律法规”时，充分征求这些组织的意见、建议并获取协助（尤其

在筹备阶段）；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双方）应“尽可能全面地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协商达成一

致解决方案（第 5 段）。

富有成效的协商能够催生更完善的政策，例如： 

	 强化国家劳工政策是《劳工行政管理公约》（1978 年，第 150 号）的核心宗旨；

	 优化国家就业政策是《就业政策公约》（1964 年，第 122 号）的核心要义；

	 加固社会保护底线是《社会保护底线建议书》（2012 年，第 202 号）的核心目标；

	 推广有效的最低工资制定机制是《最低工资制定公约》（1970 年，第 131 号）的核心任务；

	 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协商是《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76 年，第 144 号）的核心使命；

	 制定与实施教育和培训政策是《人力资源开发公约》（1975 年，第 142 号）的核心职责；

	 推动危机情境下的就业与体面劳动是《就业与体面劳动促进和平与韧性建议书》（2017 年，第 205 号）

的核心追求。

注释：附录 1 汇编了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对有效协商前提条件的相关见解。

来源：ILO, 2013a, 2018b, 2018c。



6 社会对话报告 202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层社会对话

  1.1.1  原则

高层社会对话的核心目标，与所有形式的
社会对话一样，是实现三方行动者在工作和就
业治理中的民主参与，以共同管理影响工作和
就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一民主目标包含以
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原则 1：

	 首先，多元化的治理观念，即承认雇主、工
人和政府的多样化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需
要在各种政治和经济权衡中找到平衡。

	 其次，参与式代表性，确保为雇主、工人和
公民提供一个合法且具有代表性的声音。这
要求社会伙伴发展参与式结构，实现广泛而
包容的代表性，延伸到企业及其工人，特别
是那些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且面临代表性
不足风险的人。

	 第三，工作中基本的原则和权利，特别是结
社自由（包括成立和加入雇主组织或工会的
自由）以及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从而
确保社会对话被视为一种基本的、合法的机
制，以促进经济和政治治理。

	 第四，问责制，即要求各方作出明确可信的
承诺，并确保所有各方都有自由对掌权者进
行问责。

当这些原则落地实践时，高层社会对话可
在共同设计政策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
方面发挥重要的民主作用。正如 ILO（2018b）
所述：

  1.1.2 行动主体

高层社会对话涉及在国家和 / 或行业层面
运作的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织，以及政府，
具体取决于其是双级对话还是三方对话。正是
这些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构成了社会对话的独
特概念，并使其区别于其他参与式治理形式，
例如“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或“民间对话”。
特别是，雇主和工人组织之所以独特，是因
为它们的合法性来自代表性、成员构成及授
权，而这种代表性是有效社会对话的核心保障
（Hyman, 2000; Papadakis, 2021a）。

在实践中，高层社会对话可能会因三方行
动主体选择引入其他组织而得以拓展，例如那
些能够为未被代表或未被认可的工人和企业发
声的组织（ILO, 2024b）。其中包括环保组织、
退休人员协会以及代表女性、青年、残疾人、
移民工人以及社会和团结经济行动者的群体 2。
这种合作范围的扩大可以弥合不同企业、劳动
力和公民群体之间的鸿沟，包括正规工人和非
正规环境中的工人，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对话提
供信息 3。

  1.1.3 类型

高层社会对话在国家和部门层面呈现多种
形式，催生出各类成果，包括联合提案与声明、
部门性、跨部门性及跨职业集体谈判协议，以
及三方社会契约（见表 1.1）。在国家层面，
双方或三方主导的高层社会对话机制可作用于
政府政策的广泛领域：从就业政策的核心维度
（如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就业促进举措、职业
培训计划），延伸至社会保护范畴（涵盖健康
保护），再拓展至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应对高
通胀的策略）。

1	 有关这些原则的详细分析，可参阅 Hassel（2006）、Kaufman（2000）和 Scharpf（1999）的相关内容，Grimshaw（待出版）一书
对上述文献进行了回顾。

2	 社会和团结经济“涵盖从事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的企业、组织和其他实体，这些活动旨在服务于集体和 / 或共同利益，其原则包括自
愿合作和互助、民主和 / 或参与式治理、自主和独立，以及在分配和使用盈余及 / 或利润以及资产时，人的因素和社会目的优于资本”（ILO, 
2022b）。

3	 例如，工会可以通过与有共同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建立联盟来增强其联盟谈判实力（Keizer et al, 2023），同时通过动员原本难以覆盖
的新成员来扩大其人口代表性（Martinez Lucio et al, 2017）。同样，三方政策机构可能会从国际组织（如 ILO）寻求关于最低工资政策
或新贸易协定中的社会条款的详细意见（Rani & Belser 2012; Siroën 2013）。

自由、独立、强大且具有代表性的雇主和工
人组织，以及政府对社会伙伴自主性和社会对话
成果的信任、承诺和尊重，是有效开展社会对话
的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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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层面，通过特设或制度化机构，高
层社会对话进程可以通过集体谈判为整个行业
（如零售或酒店业）谈判就业条款和条件，塑
造特定行业的就业政策（如职业教育培训），
或在绿色转型期间保护工人。高层社会对话还
可以制定针对特定专业或职业群体（如牙医或
会计师）的规则和标准。

研究证据表明，高层社会对话与其他社

会对话层面，尤其是在企业层面的社会对话和
跨境社会对话中，存在大量“垂直互动”。事
实上，强有力的纵向协调形式有助于最大化宏
观层面协调通过高层社会对话实现的经济和社
会公正优势，同时兼顾地方适应和国际协调
（Grimshaw et al., 2024; ILO, 2022a; OECD, 
2019）。此外，强大而稳定的高层社会对话机
构支持国际层面的社会对话，特别是在国际劳
工组织层面，该组织推动了国际劳工标准的制
定和成员国的后续行动。

  表 1.1  高层社会对话的类型和议程示例

类型 议程

国家层面

三方或双方层面
谈判、协商或信息交流
在正式建立的国家社会对话
机构内或通过临时程序

就业 / 劳动市场 / 社会政策与法规
积极的劳动市场计划
危机应对（例如，新冠疫情）
国际劳工组织事务（《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 144
号和《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第 152 号）1 就业增长
劳动法改革
宏观经济稳定
职业安全与健康
为公正的数字和绿色转型做规划
实际工资调整（例如，在高通胀期间）
社会保障
法定最低工资
职业教育与培训
工作与生活平衡政策

行业层面	

集体协商
双方 / 三方协商或信息交流	
在正式建立的国家社会对话
机构内（例如行业技能机构）
或临时程序

性别平等
绿色转型
产业政策
就业创造
新技术
职业标准（例如，资格认证和认证）
技能
对中小企业支持
工资、工作条件

1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 144 号《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建议书》第 152 号《三方协商（国际劳工组织活动）
建议书》，1976 年。

	 来源：ILO, 2013a,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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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世界各地的实例，本报告的各章节表
明，因此，高层社会对话是推动积极变革的重
要力量，能够助力实现《2030 年议程》所需
的紧急转型。本节为第 2、3 和 4 章所呈现的
证据和观点提供了框架。

图 1.1 以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示了高层
社会对话的潜在益处。第一层面的基础性益处

依赖于对社会对话四项原则的制度性支持。基
础性益处包括维护劳动领域（社会）的和平与
社会凝聚力，以及良好的治理和民主。在此基
础之上，高层社会对话能够带来第二层面的变
革性益处，助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可确定的三个变革性益处分别是：体面工作与
可持续生产力增长、应对高劳动收入不平等以
及实现公正转型，这些分别是第 2、3 和 4 章
的重点内容。

1.2 

高层社会对话
有何益处？

高层社会对话能够为雇主
和工人带来互利，其方式
是使各国能够规划一条可
持续且具有包容性的经济
发展路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图 1.1 高层社会对话的基础性和变革性益处

变革性益处

基础性益处

核心原则

体面工作与
可持续生产力增长

应对高劳动
收入不平等 实现公正转型

劳动领域和平
与社会凝聚

良好治理
和民主

高层级社会对话
多元主义 - 参与式代表性 - 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 问责制

来源 : 国际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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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基础性益处

通过协商、咨询和信息共享的做法，高层
社会对话有助于实现劳动和平与社会凝聚。通
过表达分歧、发表观点和声明不同利益，社会
对话可以帮助解决复杂问题，促进雇主、工人
和政府代表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经济各个层
面之间的相互尊重，从而为决策和长期行动铺
平道路。报告提出了一些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
题，例如： 

	 如何分配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风险以及如何
将环境退化成本纳入价值评估（第 4 章）；

	 如何分担技能投资的成本，包括适应新技术
（如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所需的成本（第
4 章）；

	 如何确保不同规模企业以及不同商业模式
企业的利益在行业集体谈判中得到充分代
表（第 2、3 和 4 章）；

	 如何在社会和就业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促进
利益的合法平衡，例如社会保障成本的分配
（第 2 和 4 章）。

高 层 社 会 对 话 是 更 新 社 会 契 约（ILO, 
2024b）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既反映
了代表性组织的多样化观点，又寻求在社会各
群体之间公平且可持续地分配风险和利益的集
体解决方案（见第 5 章）。

高层社会对话还有助于实现良好治理和民
主的巩固，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包容性和代表性
政治模式，并且与之互为补充。正如国际劳工
组织在 2018 年国际劳工大会关于社会对话和
三方性问题的第二次定期讨论的决议和结论中
重申的那样：“社会对话和三方性对民主和良
好治理至关重要”（ILO, 2018b）。

此外，高层社会对话助于平衡雇主和工人
之间的议价能力，从而产生更好的决策，通过
雇主组织和工会的积极参与，使政策更有效地
得到落实。通过确保各种观点和利益被公平、
透明地纳入政策制定过程，高层社会对话可
以增强人们对国家民主和经济体系机构的信
任。

  1.2.2 变革性益处

在此基础之上，高层社会对话可以为体面
劳动和可持续生产率增长做出积极贡献，从而
增强国家经济表现和生产生活水平。体面劳动
和可持续生产率增长不仅意味着提高每个经济
产出单位的劳动投入，而是寻求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 8 相一致的经济价值增长，即创造更多体
面劳动和更环保的经济生产体系（ILO, 2019a, 
2022c, 2023c）。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正在推进关于体面劳
动和可持续生产率增长之间互补关系的最新研
究，但一些政策制定者仍然只关注有限的生产
率增长，而对体面劳动和可持续发展关注不足。
如果没有适当的补充政策措施和目标，生产率
增长可能依赖于劳动力的廉价化、工作不稳定
化以及对社区健康和环境成本外部性的忽视
（Grimshaw et al, 2017; Mezzadri & Nelson, 
2019）。相反，目标应该是通过以下措施来
支撑生产率增长：提高劳动者技能和教育的贡
献、奖励减少污染的努力、鼓励非正规工人和
企业的正规化，并且更广泛地促进向循环经济
模式的转变，在这种模式下，资源得到再利用，
新资源的开采受到限制（Grimshaw, 待出版；
ILO, 2022c, 15）。

高层社会对话还有助于
实现良好治理和民主的
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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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是推动可持续经济绩效的根
本动力这一论点，应对了识别能够改善市场运
作和新技术应用的积极因素的真实挑战。研究
表明，高层社会对话对宏观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但这取决于社会对话机构的质量（参见表 1.2）。
关于社会对话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最新综合分
析（涵盖 111 项研究）证实，工会对生产力有
小幅度积极影响（Doucouliagos, Freeman & 
Laroche, 2017, 70）。从社会对话到提高生产
率的因果机制包括降低员工流动率、增加培训
投资，以及为工人提供向管理层传递想法和创
造 力 的 渠 道（Findlay, Lindsay & Roy, 2021; 
van Ark, 2021）。

除体面劳动和可持续生产力增长外，高层
社会对话在应对劳动收入高度不平等问题方面

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参见第 3 章）。与其他任
何劳动制度相比，社会对话更有助于社会实现
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ILO, 
2021b, 23a）。国际劳工组织已提醒政策制定
者关注与日益加剧的高度不平等相关的问题，
尤其是因为不平等在确保各国能够如《国际劳
工组织章程》（《费城宣言》第三条 (d) 款 ; 
ILO, 2021b）所规定的那样“将进步成果公平
地分配给所有人”方面构成挑战。

通过促进高层社会对话应对高度不平等问
题，对于遏制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至
关重要。国际劳工组织在其 2021 年关于不平
等与劳动世界的决议和结论中（ILO, 2021b, 6）
重申，高度不平等“可能减缓经济增长、削弱
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凝聚力、导致公共健康恶化、
增加社会动荡风险，并损害《费城宣言》的目标。
这些不平等也可能成为童工、强迫劳动或一切
形式强制劳动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立场印
证了相关证据——财富高度集中以及实际工资
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的脱节，是可持续和包容性
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ILO, 2019b; Paternesi 
Meloni & Stirati, 2023）。促进高层社会对话

框 1.2  关于社会对话与生产率关系的宏观层面研究

与大量微观层面的企业研究相比，聚焦于社会对话与生产率关系的全国性宏观层面研
究少之又少。直到近期，大多数宏观研究仍遵循 Calmfors 和 Driffill（1988）早期的研究
思路，集中关注通货膨胀和失业结果。他们那篇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声称，集体谈判与宏观
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呈“驼峰形”：集体谈判高度集中化或高度分散化的国家表现最佳，
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国家表现最差。

此后，相关观点和证据不断发展，Calmfors-Driffill 假说因过于简单化而被彻底摒弃。
如今，在 OECD（2019）的引领下，共识是：各国在失业和通货膨胀方面的差异与集体谈
判结构仅有非常有限的关联。

一项被广泛引用、研究国家间生产率效应的统计研究由 Brandl 和 Braakmann（2021）
完成。他们对欧洲数据的分析表明，以协调化行业谈判形式存在的高层社会对话，相较于
无集体谈判或无协调的谈判，能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这意味着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个体
化谈判无法实现最强劲的生产率增长。相反，拥有高度协调的多层次集体谈判体系的国家，
在生产率效应方面表现更优。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因此是实现生产率提升
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且需要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面的社会对话中，实现雇主与工人代表
之间的协调。

高层社会对话可以为体面
劳动和可持续生产率增长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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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措施（尤其是行业集体谈判和三方最低
工资制定机制）还可缩小社会最富裕与最贫困
群体之间的家庭收入不平等，并减少贫困家庭
数量（参见第 3 章）。此外，促进高层社会对
话能够消除基于性别、阶级、年龄、残疾、种族、
宗教和族裔等因素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歧视。

促进高层社会对话还可推动经济和社会
的公平转型（参见第 4 章）。数字与人工智
能技术崛起、环境危机、人口结构变化和长期
贫困等复杂问题相互交织，需要通过集体解
决方案应对根本性调整需求。基于诺贝尔奖
得主 Elinor Ostrom（1990）的开创性理论，
第 4 章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案
例——这些国家通过促进高层社会对话规划公
平转型，应对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Grimshaw 
& Rani, 2021; Hadwiger, 2022; Muñoz de 
Bustillo Llorente, 待出版）及气候变化（ILO, 
2022d）带来的挑战。促进高层社会对话可在
以下方面提供助力：

	 设计补偿性调整机制。

	 以新知识体系重构不确定性边界条件。

	 平衡不确定性成本承担与适应性收益分配。

	 跨决策场域的变革协同机制。

国际社会对话模式（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框
架下或区域经济共同体内的社会对话）与促进
高层社会对话相结合具有特殊重要性。这有助
于减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承受的沉重代
价并实现成本共担——这些国家正遭受经济冲
击、自然灾害、债务危机、供应链断裂和普遍
长期贫困的累积影响（ILO, 2023c）。

各国能否实现促进高层社会对话带来的基
础性和变革性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
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路径选择。联合国已愈发
紧迫地警示，大多数国家和行业尚未转向包容
性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UN, 2021, 2023；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促进高层
社会对话可潜在遏制经济增长与利润导向的过
度短期主义倾向，推动更具长远视野的发展愿
景，同时对忽视特定劳动群体、区域或企业类
型的政策路径和商业模式形成挑战。因此，必
须认识到两者间存在双向动态关联：促进高层
社会对话有助于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
未来，但其有效运行同时可能受到现有经济发
展战略性质的促进或制约。

1.3 

高层社会对话助力
可持续发展目标框
架下的经济可持续
发展

各国能否实现促进高层社
会对话带来的基础性和变
革性效益，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经济发展与社会
进步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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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短期主义与长期主义方法
的对比

时间维度已成为加速推进《2030 年议程》
相关努力的核心焦点。联合国秘书长已指出政
府和企业采取短期主义路径的弊端，并呼吁
制 定 实 现《2030 年 议 程》 的 长 期 战 略（UN, 
2023）：

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存在一种偏向短期利益
的倾向：关注下一次民意调查、维系权力的下一
次政治策略性操作，亦或是下一个商业周期——
甚至是次日的股价。未来被视为“他人的问题”。
这种短视思维不仅是极度不负责任的，更是不道
德的，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它会使我们当下面临
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更具分裂性且更为危险。
我们需要改变决策的思维模式。我今天想传达的
核心观点是：不要只聚焦于今日可能发生在你身
上的事而犹豫不决，要着眼于明日将影响我们所
有人的事并采取行动。

国际研究为这一新思维提供了支撑。研究
表明，在高度金融化的行业或经济体中，实现
短期经济改善的强大财务压力可能会削弱商业
伦理，损害对劳动力能力的长期投资，并无法
实现服务或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Appelbaum 
& Batt, 2014; Jones & Klenow, 2016; Rubery, 
2017）。相比之下，当长期环境可持续目标
被纳入经济发展路径时，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
之间更有可能形成互补关系（Aiyar & Ebeke, 
2020; Paus, Robinson & Tregenna, 2022; Rai, 
Brown & Ruwanpura, 2019）。

正如本报告中的多个案例所示，时间维
度对高层社会对话的性质和有效性具有重要影
响。由于社会对话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型而非
交易型制度，因此无论是通过三方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还是双方的行业或跨行业安排，采取长
期经济发展路径都有助于建立富有成效的信任
关系并解决冲突。

  1.3.2  包容性路径与非包容性方
法的对比

《2030 年议程》还倡导以人本为中心的
经济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包容社会所有群体，
并强化更广泛的社会正义感。这些理念与国际
劳工组织《费城宣言》相呼应，后者呼吁建立
一个能够确保“向所有人公平分配进步成果”
的劳动世界。包容性原则值得得到重新重视和
振兴，这就是为什么它是《国际劳工组织百年
工作未来宣言》的核心，也是国际劳工组织
“减少不平等积极议程”的主要战略重点（ILO, 
2021b, 23a, 24a）：

该战略应推动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政策和措
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以国际劳工标准为指导，基
于实证并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解
决不平等的不同驱动因素。这种政策组合应将就
业、工人权利保护、非歧视和平等机会、进步成
果的公平分配和再分配置于消除不平等和实现社
会正义行动的核心。

这标志着一种范式变革。在《2030 年议
程》之前，各国普遍将狭义的经济绩效目标（如
GDP 增长）设定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
并假定教育、生活水平、消除贫困等包容性社
会进步会随之自动实现。而如今我们已知，这
种关联并非必然——经济增长未必会减少不
平 等（ILO, 2021b; Ravallion, 2014; Rubin & 
Segal, 2015）。

时间维度已成为加速推进
《2030 年议程》相关努
力的核心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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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国推行非包容性的企业绩效激励措施
时，问题也会随之产生——这类措施可能引发
跨国不平等，并进一步扩大正规与非正规经济
单位之间的鸿沟。例如，将高污染密集型工作
外包至环境与劳工保护标准较低国家的行业惯
例（Pilling, 2018），会加剧“由谁承担环境
破坏相关健康风险”的不平等性。

总体而言，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程度对高层
社会对话的运行具有显著影响。高度包容性的
路径有望通过社会对话形成广泛的集体主义团
结，并推动对公共利益而非个体或特定群体利
益的追求。企业治理的包容性路径还会鼓励利
益相关方参与，而这依赖社会对话来制定和实
施战略。相反，若政府或企业采取非包容性路
径，社会对话虽可能存在，但可能被局限于经
济的特定领域，无法覆盖落后地区、企业或行
业的劳动者和社区。

  1.3.3  追溯社会对话、经济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

综合上述要点，本报告的核心命题在于：
一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路径中所秉持的时
间维度（短期主义或长期主义）和包容性这两
大维度，塑造了高层社会对话制度的运行方式。
同样，高层社会对话的基础性与变革性效益也
能够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推动其转向更
具长期主义和包容性的模式。这种具有偶然性
和反馈效应的双向关系如图 1.2 所示。

一种高度包容性的方法
为社会对话提供了前景，
以促成广泛的集体主义
团结

–+

–+

 

长期主义
短期主义

包容性
非包容性

来源 : 国际劳动组织。

图 1.2  高层社会对话、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

高层级
社会对话

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 
步的方法

基础利益 :
  劳动和平与社会凝聚力
  良好的治理和民主

变革性益处 : 
  可持续生产力和体面工作

  消除不平等 
  实现公正转型

在经济发展
方法上的变
化或延续

反馈效应 ( 促进和阻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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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若经济发展强调短期主义和非包
容性路径，国家将难以充分实现高层社会对话
的效益（如图 1.2 中的“-”所示）。另一方面，
更具长期主义和包容性的导向使高层社会对话
能够在制度、政策目标和共同信任相对稳定的
环境中蓬勃发展（Fashoyin, 2004; Grimshaw 
& Hayter, 2020; Papadakis, 2021b）。

图 1.2 中由高层社会对话主体推动实现的
效益范围和规模，反过来有助于重塑国家经济
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路径。高层社会对话有多种
可能对经济发展路径中的既定选择提出质疑、
抵制和变革。事实上，在许多盛行短期主义和
非包容性路径的国家和行业中，质疑和抵制可
能是高层社会对话在缓解短期主义负面影响、
倡导类似《2030 年议程》的更具长期主义和
包容性路径的斗争中的主要作用。动态反馈效
应意味着，经济发展导向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增
强或阻碍高层社会对话制度蓬勃发展的前景。

基于这一框架，本报告后续对高层社会对
话的国家案例分析将遵循以下两个命题：

	 第一，更具长期主义和 / 或包容性的经济发
展与社会进步路径，有助于充分实现高层社
会对话的基础性与变革性效益。这些已实现
的积极效益可能反过来改变经济发展导向，
进一步强化其长期主义和包容性承诺，并形
成加强高层社会对话制度的正向反馈循环。

	 第二，更具短期主义和 / 或非包容性的经济
发展与社会进步路径，可能阻碍或削弱高层
社会对话的基础性与变革性效益。然而，高
层社会对话仍有强大潜力对经济发展路径
的参数提出质疑，并推动其向更具长期主义
和包容性的方向转变。

高效且具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需要制度
性前提条件框架。由于社会对话形式多样，反

映各国传统与国情，因此不存在“一刀切”的最
优制度体系来强化高层社会对话。然而，仍需遵
循某些普遍标准。制度性前提条件必须确保：

	 社会对话四大原则（见第 1.1.1 节）得到保障；

	 社会伙伴和劳工行政部门具备能力并拥有
充足资源；

	 社会对话在所有政策领域得到推广，包括通
过集体谈判及各类协商与合作形式 1；

	 经济各领域的雇主和工人，无论企业或就业
形式如何，均由强大、自由且独立的组织平
等代表。

确保上述条件得到遵守，是国际劳工组织
监督机构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机构负责监督《国
际劳工组织章程》及国际劳工标准所载原则的
落实情况 2，尤其包括：

  《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8 年，
第 87 号）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1949 年，
第 98 号）

  《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76
年，第 144 号）

  《（公共服务）劳动关系公约》（1978 年，
第 151 号）

  《集体谈判公约》（1981 年，第 154 号）

1.4 

高层社会对话的制
度性前提条件

1	 根据《企业一级合作建议书》，1952 年（第 94 号）。高层社会对话相关的国际劳工标准完整列表见框 1.3。

2	 如《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19、22 和 23 条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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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借 鉴 了 Sengenberger（1994） 提
出的“保护、促进和参与 ”框架，将高层社
会对话的多重制度性前提条件系统化（ILO, 
2018b）。这三组前提条件以对工作中的基本
原则和权利的承诺为基础，共同作用以提升高
效且具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的实现前景。

  1.4.1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高效且具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的基础，
是尊重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尤其是结社
自由和对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分别对应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这些权利既被视为
权利，也是实现体面劳动议程的促成条件（ILO, 
2008）。

第 87 号公约要求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确
保工人和雇主“毫无区别地……建立和……加
入自己选择的组织，无需事先批准”，且各成
员国须承诺“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确保
工人和雇主自由行使组织权”（第 2 条和第 11
条）。

第 98 号公约要求成员国“鼓励和推动充
分发展及利用雇主或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
的自愿谈判机制，以期通过集体协议规范就业
条件和条款”（第 4 条）。

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一贯强调第 87 号
和第 98 号公约的核心价值，及其在促进劳动
和平与社会正义中的作用，包括尊重公民自由
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权利（另见附录 2）。
这些赋能权利与其他多项标准形成强效互补
（见框 1.3）。

  图 1.3  高效且具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的制度性前提条件

有效且包容的高层社会对话

保护
致力于多元化

确保高层社会对话
各方相互负责

提升
投资社会合作伙伴能力

建立有效的国家劳动管理体系

推动行业集体谈判

支持各种形式的社会对话

参与
促进平等

将高层社会对话
扩展至非正规经济

将高层社会对话
扩展至多样化工作形式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来源 : 国际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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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12 月，在国际劳工组织 187
个成员国中，第 87 号公约已获 158 个成员国
批准，第 98 号公约获 168 个成员国批准。然而，
由于若干人口大国尚未批准，全球约半数劳动
人口未被这两项保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
关键国际劳工文书覆盖。除新纳入的职业安全
与健康核心公约 1 外，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
的批准率落后于其他核心文书，如第 182 号公
约（最恶劣形式童工，已获所有成员国批准）

框 1.3  高层社会对话相关国际劳工标准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基本公约
C.087 –《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8 年（第 87 号）
C.098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1949 年（第 98 号）

劳资关系
R.113 –《（产业及国家层面）协商建议书》，1960 年（第 113 号）
C.135 –《工人代表公约》，1971 年（第 135 号）
R.143 –《工人代表建议书》，1971 年（第 143 号）
C.144 –《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76 年（第 144 号）
C.151 –《（公共服务）劳动关系公约》，1978 年（第 151 号）
R152 –《三方协商（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建议书》，1976 年（第 152 号）
R.159 –《（公共服务）劳动关系建议书》，1978 年（第 159 号）

劳工行政体系
C.150 –《劳工行政公约》，1978 年（第 150 号）
R.158 –《劳工行政建议书》，1978 年（第 158 号）

集体谈判
C.154 –《集体谈判公约》，1981 年（第 154 号）
R.163 –《集体谈判建议书》，1981 年（第 163 号）
R.091 –《集体协议建议书》，1951 年（第 91 号）

结社自由
C.141 –《农村工人组织公约》，1975 年（第 141 号）
R.149 –《农村工人组织建议书》，1975 年（第 149 号）

暂行文书
C.011 –《（农业）结社权利公约》，1921 年（第 11 号）
C.084 –《（非本土领土）结社权利公约》，1947 年（第 84 号）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标准数据库。

和第 29 号公约（强迫劳动，181 个成员国批
准）2。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被纳入
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的进展指标。国际劳工组织
数据显示，全球及各区域和次区域在法律和实
践中尊重 / 遵守这些权利方面仍面临挑战，亚
洲及太平洋地区和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
显著（见框 1.4）。

1	 国际劳工组织已确定十项“核心”公约，涵盖被视为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主题：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消除一切形式
的强迫或强制劳动；切实废除童工；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以及职业安全与健康。这些原则亦载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
和权利的宣言》（1998 年，2022 年修订）。其他核心公约包括：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

（第 105 号）、1951 年《同工同酬公约》（第 100 号）、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
（第 138 号）、1981 年《职业安全与健康公约》（第 155 号）、1999 年《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第 182 号），以及 2006 年《职业
安全与健康促进框架公约》（第 187 号）。

2	 自 2022 年安全健康工作环境权升格为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第五类以来，职业安全与健康核心公约（第 155 号和第 187 号公约）在
核心公约中批准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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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4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的有效承认：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的 2015-2022 年趋势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8.8.2 衡量各国对基本劳工权利（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合规程
度，数据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文本资料和国家立法。该指标取值范围为 0 至 10，其中
0 为最佳得分，表明合规水平更高（见附录 3）。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8.8.2 的全球平均分为 4.81，较 2015 年的 4.5 恶化了 7%。
自 2020 年以来，所有区域的合规情况均出现恶化，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疫情及后续多重危机背景
下，三分之一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得分下降。然而，自 2020 年以来，十分之一的成员国（11%）
因立法改革等原因得分有所改善。

大多数权利侵犯仍存在于法律条文层面，涉及工人和雇主建立及加入组织的权利。然而，
数据表明，近期的变化主要由实践中的侵犯驱动，且令人警惕的是，雇主、工人及其组织的基
本公民自由受到侵犯的情况显著增加——2015 至 2022 年间，此类侵犯上升了 59 个百分点。侵
犯增幅第二大的领域是集体谈判权，上升了 8 个百分点。

2015 至 2022 年间，最常见的集体谈判权侵犯涉及：

（法律条文层面）排除工人和雇主的集体谈判权

（法律条文层面）对认定 / 承认有权进行集体谈判的雇主和工人组织设定过度要求，及 /
或缺乏客观、预先制定的精准标准

（法律条文层面）强制实施仲裁

（法律条文层面）干预集体谈判的行为

（法律条文层面）违反集体谈判协议

 图 B1.4.1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2015 年和 2022 年全球及区域加权平均值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世界

注 : 全球和区域汇总数据为加权平均值，权重源自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力估计数。
来源 :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率：见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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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4（续）

增幅最大的违规类型包括：（法律条文与实践层面）推动集体谈判力度不足、（法律条文层面）
对认可有权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会提出过度要求及 / 或缺乏客观标准，以及（实践层面）发生与
工会协商相关的侵权行为。

图 B1.4.2  2015-2022 年集体协商主要类别下的已编码违规数量

来源 :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率 : 见附录 3。

总计             法律中          实践中

  1.4.2 保护高层社会对话

建立有效的高层社会对话还需要制度上对
多元主义民主原则的承诺。这涉及接受以下理
念：人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并应能够通
过合法程序单独或集体表达自身意见，以影响
决策（ILO, 2013b）。

高级社会对话与更广泛民主制度之间存在
许多富有成效的互动案例。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部分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期间，以及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班
牙、21 世纪 10 年代突尼斯等国家从威权政权

向民主政权转型过程中，国家三方社会协议形
式的高层社会对话成果，对塑造多元民主制度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Baccaro & Galindo, 
2018; Rychly, 2009）。近期社会协议的一个
基本假设是，它们通过就促进新冠疫情后复苏
的措施和改革建立共识，有助于推动社会和平，
包括在经历政权更迭的国家（见表 1.2）。

建立有效的高层社会对话
还需要制度上对多元主义
民主原则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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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 2021-2024 年国家三方社会契约实例

地区 国家 年份 标题
社会契约涵盖的关键目标和 / 或
领域

非洲 中非共和国 2022 年
（续签）

社会稳定与经济复苏国家契约 社会和平及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

几内亚 2023 年 社会对话国家宪章 社会和平及加强社会对话

马里 2023 年 社会稳定与增长公约 社会和平及劳动法改革

摩洛哥
( 见 3.13 节，
第 3 章 )

2022 年 社会契约 养老金和税收制度的长期改革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资调整

美洲 墨西哥
(科阿韦拉州 )

2024 年 科阿韦拉 2024 公约：全球科
阿韦拉面临的新劳工挑战

开展社会对话以促进竞争力、劳
动和平、可持续经济增长及实现
全民福祉

欧洲
和中
亚

哈萨克斯坦 2024 年 2024-2026 年 哈 萨 克 斯 坦 共
和国政府、雇主共和协会与
专业工会共和协会之间的总
协定

社会和平及劳动立法改革中的参
与式治理

蒙古 2023 年 2023-2025 年 劳 动 与 社 会 伙
伴关系国家三方协定

促进就业

保护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人的实际
工资

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改革

改进职业安全与健康保障，打击
工作场所的骚扰、暴力和歧视

完善劳动争议解决制度

乌兹别克斯坦 2022 年 2023-2025 年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和国部长内阁、乌兹别克
斯坦工会联合会与乌兹别克
斯坦雇主联合会关于社会经
济问题的总集体协定

经济竞争力

实施国际劳工组织标准

合理的工资和收入

就业

社会保护

注：2019 年至 2024 年，国际劳工组织记录了 80 项国家三方社会契约：非洲有 14 项，美洲有 10 项，阿拉伯国家有 1 项，亚太地区有 10 项，
欧洲和中亚有 45 项（见 ILO, 2021a；Guardiancich & Molina，待出版；以及附录 4）。大多数契约是在危机（新冠疫情、生活成本危机）
背景下签署的，包含有关劳动力管理、税收和养老金改革以及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条款。有少数契约包含扩大高层社会对话的承诺，其中
包括处于政权更迭过程中的国家（如几内亚和马里）。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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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社会对话还需要建立制度框架，使
各方能够相互作出可靠承诺。这意味着确保社
会对话的议定成果得到政府和社会伙伴的尊重
与落实，关键是要让社会伙伴受益于便捷、经
济、公平且透明的争议预防和解决机制（ILO, 
2018b）。

国际证据凸显了各国在建立公平争议解决
系统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法律框架不一致；

	 程序复杂且管辖权不明确；

	 排除了就业或法律地位不明确、不在特定
地理覆盖范围内，或在无免费法律援助情
况下缺乏财务资源的工人和雇主（Ebisui, 
Cooney & Fenwick, 2016）。

监督争议解决机构和程序的三方框架有助
于克服这些挑战，但需要社会伙伴独立于政治
干预，被视为合法的决策参与者，并具备充足
的专业知识与协商能力（ILO, 2018b）。

  1.4.3  推动高层社会对话

推动高层社会对话要求各国建立一套相互
关联的规则和实践框架，涵盖从社会伙伴和国
家劳动管理系统的充足资源配置与能力建设，
到将社会对话纳入所有主要政策领域的主流
（见图 1.3）。确保社会伙伴拥有充足资源以
有效参与高层社会对话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
是致力于加强雇主和工人组织的能力，使其能
够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动员和代表雇主
与工人（ILO, 2018b）。雇主协会会员数量、
工会会员数量以及集体谈判覆盖率的数据，是
评估这一方面的有效指标。

全球范围内尚无雇主组织会员数量的完
整数据。在可获取相关信息的 36 个国家中，
雇主组织覆盖率（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比例）
差异显著：在实行强制会员制的奥地利，覆盖
率高达 98%，而印度尼西亚仅为 4%（见图
1.4）。

关于工会密度（工会会员占雇员的比例），
139 个国家、地区和地区的数据显示出广泛差
异（见图 1.5），未加权平均率为 19.9%，中
位数为 16.7%。按收入水平划分，高收入国家
的工会密度未加权平均率为 25.8%，中上收入
国家为 20.1%，中下收入国家为 16.2%，低收
入国家为 16.6%。

保护社会对话还需要建立
制度框架，使各方能够相
互作出可靠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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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2019 年或最近年份的部分国家雇主组织密度（百分比）

奥地利 
荷兰 
瑞典 

比利时 
西班牙 

揶威 
意大利 

冰岛 
法国 

斯洛文尼亚 
爱尔兰 

德国 
芬兰 
瑞士 

塞浦路斯 
丹麦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土耳其 
捷克 
波兰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 
拉脱维亚 

胸牙利 
葡萄牙 

斯洛伐克 
澳大利亚 

英国 
南非 
希腊 

立陶宛 
墨西哥 
加拿大 

美国 
印度尼西亚

注：雇主组织密度的衡量方式为，在特定国家或部门内，私营企业中加入雇主组织的雇员数量占所有私营部门雇员数量的比例。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阿姆特丹高级劳工研究学院，2023 年，可查 www.oecd.org/employment/ictwss-databa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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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层社会对话的制度前提，是要求有
效承认各级集体谈判权（包括行业层面）——
这是本报告定义下高层社会对话的核心特征。
国际劳工组织第 98 号公约对此作出了规定。
具体机制和支持工具最好由各方共同制定，并
在更广泛的监管框架内实施。然而，适用于行
业和跨行业谈判的某些核心原则必须得以维持
（详见 ILO, 2022a）：

	 集体谈判应适用于所有工人（武装部队、警
察和特定公务员群体可能除外）；集体谈判
是工人组织和雇主及其组织的权利，雇主对

推动高层社会对话的制度
前提，是要求有效承认各
级集体谈判权

主要（或最具代表性）工会的认可构成所有
集体谈判程序的基础；

	 集体谈判必须自由自愿，尊重各方自主权，
并本着诚信原则进行；

	 集体协议效力的法律延长期仅限在特殊情
况下适用；

	 集体谈判应在任何层级均可进行，若存在多
层级谈判，社会伙伴应寻求层级间的协调；

	 集体协议应对签约方具有约束力，并优先于
个人就业合同（但须遵循“有利原则”）；

	 集体谈判涵盖工作和就业条件（由各方确
定）及雇主与工人关系（及其各自组织）的
规范；

	 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设计应旨在促进集体
谈判 1。

   图 1.5  2010-2020 年全球工会密度率（百分比）

注：基于 139 个国家、地区和区域的最新可用数据。所示边界并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对其的认可或接受完整免责声明见：
ilo.org/disclaimer.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率。

1	 第 154 号公约规定：“解决劳动争议的机构和程序，其设立应有助于促进集体谈判”（第 5 条第 2 款第 (e) 项 ）。

15%   30%   45%   60%   75%



23第一章  高层社会对话：可持续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

关于集体谈判覆盖率（即薪酬和工作条
件是由集体协议确定的劳动者占比），根据
99 个国家的最新可用数据，未加权平均覆盖
率为 34.0%，中位数为 26.9%（见图 1.6）。

   图 1.6  工会密度与集体协商覆盖率的序列分布（百分比）

注 : 点代表最新可得数据中的各国数值（每个点为一个数据点，对应一个国家）。叉号代表（未加权的）平均值。矩形显示第一四
分位数（下方矩形的底部）、中位数（中间的线）和第三四分位数（上方矩形的顶部）。

来源 : 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率，见附录 5。

按收入水平划分，高收入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
率未加权平均率为 47.1%，中上收入国家为
30.9%，中下收入国家为 14.9%，低收入国家
为 20.6%。

 集体谈判覆盖率工会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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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推动行业及跨行业集体谈判的一大
核心优势在于，这是提升受集体谈判协议保护
劳动者比例的唯一最重要因素。93 个国家的现
有数据显示，在企业层面以单一雇主为基础开
展集体谈判的情况下，平均仅有 15.8% 的雇员
被覆盖；而在多雇主环境中（主要为行业层面，
也包括全国性职业或区域范围），平均覆盖率
几乎达到四分之三的劳动者（71.7%）（见图 1.7）
（详见 ILO, 2022a）。

在所有政策领域承诺推进社会对话，对高
层社会对话同样至关重要，其相关性需在各个
层级得到嵌入和强化。这意味着，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应确保高层社会对话机制“在政策
制定中占据或保持突出地位”（ILO, 2018b，
3 (a)）。例如，如第四章所述，高层社会对话
是协助政府通过公正转型引导经济的基础——
它建立了公平的程序，在各方之间分配变革的
风险与机遇，同时注入反映多元利益和经验的

不同知识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新的及更具活
力的再技能培训、终身学习和企业调整计划，
可从社会对话的协商性和民主程序中受益，更
有可能形成长期且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

最后，高层社会对话需要充足的财政、技
术和人力资源，以支撑高效且有效的国家劳动
管理系统。正如第 150 号公约所概述的，这一
系统理想情况下应履行积极支持和促进所有类
型社会对话的职能（见框 1.5）。

建立和推动行业及跨行业
集体谈判的一大核心优势
在于，这是提升受集体谈
判协议保护劳动者比例的
唯一最重要因素

   图 1.7  按制度环境划分的集体协商覆盖率（百分比）

注：基于 93 国家的最新可用数据。
来源：ILO，2022a；见附录 5。

多方雇主谈判（样本量为 23 个国家） 

混合模式：部分行业采用多方雇主谈判、其他
行业采用单一雇主谈判（样本量为 21 个国家）

仅单一雇主谈判（样本量为 49 个国家）

  1.4.4  加强高层社会对话中的代
表性参与

最后，有效的高层社会对话需要具备支持
代表性参与的制度条件。遵循可持续发展目标
16.7（促进各级决策的响应性、包容性、参与
性和代表性），这涉及确保高层社会对话的参
与主体和机构能够持续反映并代表经济和社会
各领域的成员利益。

政府和社会伙伴必须依托坚实的民主基
础，以确保社会对话的民主合法性和公信力
不 受 质 疑（Hyman & Gumbrell-McCormick, 
2020），并增强社会对对话成果合法性的信任
（ILO, 2022a, 14-15）。因此，需要持续分析
高层社会对话的实践，以确保其代表性具有广
泛性和包容性，能够促进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
无论其所处行业、企业规模、就业合同类型或
员工群体如何（Carver & Doellgast,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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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键策略是根据国际最佳实践和国际
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意见，建立或强化界定社
会伙伴“代表性”的法律保护程序（见框 1.6）。
此类程序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仍有待完善。

借鉴 2018 年国际劳工大会关于社会对话
和三方合作的决议及结论（ILO, 2018b），方

框 1.5  国家劳动管理部门如何促进高层社会对话

国家劳动管理系统的设计与职能旨在支持社会伙伴的独立角色，并推动高层社会对话
和三方合作，具体如下：

目标：

	 倡导社会对话的各个方面；

	 强化社会伙伴的能力；

	 建立信任并将高层社会对话实践纳入所有社会、经济和就业政策领域的主流。

组织与治理：

 	支持双边和三方高层社会对话机构；

 	与全国性社会伙伴合作，就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政策与法律形成分析和意见；

 	支持争议预防和解决机制；

 	管理资源充足的劳动监察机构，确保劳动法和集体协议得到遵守；

 	就高层社会对话相关问题向社会伙伴提供专业培训和技术援助；

 	开展宣传活动，推广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

数据收集、研究、分析与获取：

	 管理并公开雇主和工人组织的注册信息；

	 收集和传播劳动立法、集体协议和劳动者权利相关信息；

	 分析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数据，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收集反馈并公开报告；

	 促进高层社会对话的经验交流和创新实践；

	 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8.8 的行动计划。

来源：Bente Sorensen，《国家劳动管理系统在促进社会对话和三方合作中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委托报告，2023 年 12 月。

框 1.7 进一步强调将平等和包容原则作为良好
实践的指导。在各类高层社会对话案例中（见
表 1.1），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尤为重要——其
广义定义为涉及社会伙伴代表组织的国家级政
策制定机制。下一节将探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
运作的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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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6   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关于界定代表性的国家实践与指导意见

雇主和工人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可能高度敏感，因其涉及社会对话机制中的谈判权、
协商权或参与权，以及国家补贴等特权。大多数国际劳工标准提及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
组织”或“最具代表性组织”时，并未对这些术语作出定义。

对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意见的分析（ILO, 2012, 98, 230；ILO, 2018d, 1288, 1387, 
1388）表明，代表性的界定方式因劳资关系体系特征、谈判机制及国家法律体系（普通法
或大陆法）而异，存在多种不同模式。

代表性主体的有效承认可通过自愿方式（如通过认可协议）或法定方式确定（ILO, 
2022a, 53）。在通过立法和判例法规范代表性的情况下，相关规定通常侧重于：

	 界定工人组织的代表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雇主组织的代表性；

	 确定企业和行业集体谈判的代表主体，但很少涉及国家三方或双边高层社会对话；

	 设定量化标准，赋予会员人数超过特定阈值（如企业或行业雇员的 10% 至 50%）的组
织在集体谈判中代表劳动者的权利，有时还辅以质性标准，如尊重民主原则、财务和 /
或管理独立性、经验年限、谈判能力以及加入公认的上级工会；

	 制定依据量化标准确定代表性的程序，如职业选举；

	 赋予政府机构推动这些程序的职能；

	 建立申诉和争议解决机制，用于处理对现有代表性标准和程序的异议。

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公约与建议实施专家委员会和结社自由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强调，代表性标准和程序应通过法律确立，不得由政府自由裁量，且需“预先制定、客观
精准”，以“避免任何偏私或滥用的可能”。不符合既定标准的工会（如少数派工会）不
得被剥夺继续维护其会员权益的权利。
来源：ILO, 2018d, 529, 530, 545。

框 1.7  健全高层社会对话的平等与包容性关键原则

健全的高层社会对话应基于以下原则：

	 通过加强女性在高层社会对话中的参与度，推动性别平等，目标是在国家和行业层面实
现平等代表权。

	 促进青年在高层社会对话中的代表性。

	 扩展并动员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和工作形式参与高层社会对话，包括与非正规经济中工
人和企业的会员制组织代表进行协商。

	 将代表性扩展至临时、兼职等多样化就业形式的劳动者，以及小微企业等代表性不足的
雇主群体。

	 将代表性扩展至自营职业者。

	 推动跨地区及城乡雇主和劳动者的包容性代表。

	 动员移民工人和企业家，确保代表性的包容性。
来源：ILO,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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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是国家层面三方或双方
合作的正式安排，旨在为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
提供政策建议或共同制定具体政策，是高层社
会对话的重要形式。理想情况下，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应参与政策制定的全流程，包括议程设
定、政策制定、决策、实施、监测和评估（ILO, 

1.5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
的存在与有效性

2021d）。然而，各国实践差异显著，这既反
映了高层社会对话的制度前提（见 1.3 节），
也体现了将社会对话纳入政策制定的政治意愿

（政治授权）。因此，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存在、
职权范围和有效性在各国间存在广泛差异。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得数据，87% 的成员国
已建立不同程度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见框 1.8
和附录 6）。历史上，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数量
随着1976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
144 号公约）的推广和批准而增加。该公约要求
批准国就国际劳工标准开展有效协商，其配套的
第 152 号建议书则为公约实施提供了具体措施
指导，包括可能成为三方协商议题的国际劳工组
织相关活动。截至 2024 年 12 月，已有 158 个
国家批准了第 144 号公约，最新批准的成员国
为 2023 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 2024 年的泰国。

框 1.8  全球各国社会对话机构的现状与特点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数据库显示，在 187 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中，162 个国家
设有主要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即负责处理多个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的常设社会对话机构。欧洲
和中亚地区的常设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覆盖率最高（92%，51 个国家中有 47 个），而阿拉伯国家的覆
盖率最低（45%，11 个国家中有 5 个）。

除主要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外，近半数国家设有其他专注于单一议题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如工资、
职业安全与健康或社会保障等领域。

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为三方组成（100 个）。除政府和社会伙伴外，部分机构还纳入代表
不同群体的民间社会组织（31 个）。仅有 10 个主要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为两方组成，其 2 个也涉及民
间社会组织，且均位于西欧和美洲地区。

当前约半数常设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成立时间较短，77 个机构于 2000 年后设立。2000 年前成立
的较早机构主要集中在欧洲。美洲、阿拉伯国家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均
于 2000 年之后建立。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规模差异较大（不含行政人员），成员人数从 3 人至 300 人不等，但三分
之二的机构规模较小，最多有 30 名成员。非洲地区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规模最大，10 个机构的成员
人数达到 84 人及以上。

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均设有不同形式的秘书处，通常由劳工部负责设立（95 个机
构中有 93 个）。多数机构由政府代表担任主席（61 个），包括部长或部门主任（48 个），甚至由
总理或总统担任（13 个）。

来源：ILO（见附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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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劳 工 组 织 2023 年 开 展 的 一 项 调 查
（以下简称“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见 
Guardiancich， 待 出 版； 附 录 7） 评 估 了 38
个国家 71 个社会伙伴组织对国家社会对话机
构有效性和包容性的看法。五分之四的受访者
表示，其所在国家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承担着
处理多个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的广泛职
责，从工资和技能政策到未申报工作和数字化
转型均涵盖在内。在少数国家，社会伙伴强调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职责范围较窄，仅负责特
定政策任务，如喀麦隆的冲突预防、德国的最
低工资设定或巴基斯坦的劳动立法改革。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显示，社会伙伴对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有效性总体持积极态度，
工人和雇主受访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四分之三
的工人代表（67-87%）和约三分之二的雇主代
表（58-72%）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有效性完
全或大体持积极评价。然而，调查所考察的有
效性五个维度之间存在差异，如图 1.8 所示。

例如，80% 的雇主代表和 71% 的工人代
表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相关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具有明确的决策规则，有助于达成共识。
但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有效
运作的财政资源不足以履行其职责。

  图 1.8  社会合作伙伴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有效性的认知（正面评价占比）

工人组织 雇主组织

议程

劳动和平
( 争议解决 )

财务、
运营与沟通 政策影响力

营造共识

注：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参与 42 项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 71 名受访者。 
来源：Guardiancich（待出版）：见附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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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数据统计

基于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187个）的数据。 基于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187个）的数据。

欧洲和中亚

非洲
美洲

亚太地区

阿拉伯国家

基于127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数据。

92%
90%

83%

83%

45%

基于141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数据。
*民间社会组织。

71%
三方机制

22%
含民间社会组
织的三方机制*

 
6%

 
1%
双方机制

基于93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数据。

66%
政府代表
担任主席

独立代表
担任主席

12% 12%
成员选举
产生主席

 
10%
成员轮选
担任主席

1%
联合主席

61% 5至30 19% 31至60

16%
不止60 

4% 数量可变

91%
非洲
86%
美洲
67%

36%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84%
世界

100%
欧洲和中亚

87%
至少设有一个
主要国家社会

对话机构

所示边界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对其认可或接受，
完整免责声明见：ilo.org/disclaimer 

全球主要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分布
（设有主要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占比）

1976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2024 年批准情况

按主席设置划分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占比 (%)

按构成划分的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占比 (%)

按成员数量划分的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占比 (%)

含民间社会组
织的双方机制*

批准 未批准

来源：国际劳工标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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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社会对话机构通过提出建议、咨
询意见和协议等成果影响政策的能力，国家社
会对话机构调查显示，社会伙伴总体上持积极
看法。例如，雇主代表（76%）和工人代表（85%）
均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鼓励其成员真诚考
虑机构产出的成果。然而，多数工人代表（56%）
和略少于半数的雇主代表（45%）担心，政府、
议会或公共部门未能建设性地或充分地将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的成果转化为政策 / 监管行动。

此外，关于现有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关键
政策领域推动改进的能力，各方看法不一。社
会伙伴对其在促进劳动权利和社会保护方面的
能力高度认可，但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制定反
歧视和不平等政策或推动可持续企业发展的能
力评价较低（尤其是工人代表）（见图 1.9）。

衡量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有效性的一项关键
指标涉及其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大多数接受
调查的社会伙伴一致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
在解决就业与失业支持、生活成本危机及卫生

社会伙伴对国家社会对话
机构的有效性总体持积极
态度

紧急事件等问题时取得了积极成效。唯一的例
外是气候变化——这一被广泛视为全球所有国
家面临的最重要危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该
领域的活跃度明显较低，尤其是雇主代表对此
看法显著，三分之二的雇主代表表示不满（见
第 4 章）。

此外，社会伙伴普遍认为国家社会对话机
构在住房、能源政策领域（以及对工人代表而
言的移民政策领域）效果较差，约三分之二的
调查受访者表示不满。尽管许多司法管辖区正
式将社会伙伴组织代表纳入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司法和非司法机制），但社会伙伴对国家社
会对话机构在解决劳动争议中的角色缺乏明确
性深感不满（见框 1.9）。

  图 1.9  对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推动特定政策领域改善的能力持积极看法的
                    社会合作伙伴组织（受访者占比）

雇主 工人

促进工作场所权利

促进全民社会保护

促进就业和收入机会

应对歧视与不平等问题

促进可持续企业发展

注：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参与 42 项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 71 名受访者。国家社会对话机制调查中提出的问题为 :
        “请说明国家社会对话机制中的社会对话是否已在以下领域带来明显改善（请对所有选项用‘是’‘否’作答）。”

来源：国家社会对话机制调查：见附录 7 及 Guardiancich（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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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代表正规经济以外的企业和工作形式；确保
年轻人的代表性。

围绕这三个平等问题衍生出一系列相互关
联的议题。其相对重要性因国家国情而异，可
能包括：对从事临时工作、机构雇佣、兼职工
作和数字平台工作者、个体自营职业者及 / 或
移民劳动者和企业家的支持；通过社会对话机
制改善供应链中弱势劳动者群体的代表性；及
/ 或跨地区、城乡地区企业和劳动者的包容性
代表机制。

框 1.9  社会伙伴参与争议解决机制：一个概述

2023 年，国际劳工组织一项比较研究分析了劳动争议预防与解决领域的法律与实践，
涵盖约 40 个司法管辖区的个案研究，考察了法律体系和地理区域的多样性。研究结果揭示
了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包括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重要作用。社会伙伴常直接参与劳动争
议解决机构：作为司法机构的非职业法官；作为三方管理机构成员；或作为非司法争议解
决机制中的仲裁员、调解人或调停人。社会伙伴还常通过为相关方提供法律代理和 / 或其
他形式法律援助间接参与争议解决，少数情况下也会通过集体谈判在设立调解和仲裁机构
中承担特定角色。

常设社会对话机构可能以不同方式参与司法程序。在南非，任命劳动法院法官时需征
求高层三方机构（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动委员会）的意见。在塞内加尔，国家社会对话三方
机构——社会对话最高委员会在劳动争议预防与调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瑞典，《劳动争
议法》要求工会和雇主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完成申诉协商。

非司法机构（如调解、调停和仲裁机构）通常为三方组成（阿尔巴尼亚、加拿大、爱
尔兰、韩国）、两方组成（比利时），或直接由三方委员会管理（亚美尼亚、黑塞尔维亚、
南非）。高层三方机构也可能在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中发挥不同作用，例如在北马其顿，
《劳动争议和平解决法》规定由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三方委员会负责就调解员和仲裁员的执
业许可颁发提出建议。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劳动法与改革部门。

1.6 

高层社会对话的
包容性图景

2018 年国际劳工大会关于社会对话与三
方机制第二次定期讨论的决议和结论（ILO, 
2018b）强调了全面包容性高层社会对话机构
体系的主要特征。政府和社会伙伴需特别关注
以下方面：加强女性在常设社会对话机构中的
参与度；将常设社会对话机构的覆盖范围扩展

各国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
需特别关注加强女性在高
层社会对话中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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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女性的包容性

在高层社会对话机构中实现性别包容性，
对消除性别不平等和推动包容性发展至关重
要（ILO, 2015, 2021b）。这要求女性在决策
机构和社会伙伴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见框 
1.10），并采取针对女性的专项行动。

关于女性在雇主和工人组织中担任领导职
位的障碍研究指出，有利于男性的不平等权力
关系以及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即女性需同时
承担有偿工作和无偿家务责任）是主要制约因
素 1。在某些组织中，女性还需对抗将其排除
在权威职位之外的组织文化（关于工会领域，
参见 Amini, Peters & Amorim, 2018）。

女性在决策机构中可能遭遇骚扰和边缘化
（工会领域参见 Cooper, 2012；企业领导力领
域 参 见 Ndinda & Okeke-Uzodike, 2012）。
女性代表不足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职场
和更广泛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因此，还
需要制定政策和实践，减少行业间、正规与非
正规工作中以及职业层级中的性别隔离。

在高层社会对话机构中实
现性别包容性，对消除性
别不平等和推动包容性发
展至关重要

框 1.10  女性在国家雇主和工人组织中的参与及领导力

尽管女性作为成员的参与度有所提升，但她们在国家雇主和工人组织的领导层中仍代
表性不足。目前全球女性工会化率已高于男性（分别为 18% 和 16%；ILO, 2022a, 4.5）。
这一领导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另
一个原因是许多雇主和工人组织中存在的“玻璃天花板”——组织内男女之间权力和资源
的不平等分配、无意识偏见，以及组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共同造成了这一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的数据显示，虽然女性在员工中占比较高（四
分之三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中，女性员工占比超过 40%），但她们在管理层面的代表性
严重不足。不到三分之一（28%）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在管理层面实现了性别均等（女
性管理者占 40% 至 60%），十分之一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完全没有女性管理者。积极
的一面是，尽管进展缓慢，近期趋势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2017 年至 2023 年间，报告称
女性至少占董事会成员 30% 的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比例从 19% 提高到 26%（ILO & IEO, 
2024）。

关于工会决策结构的数据显示，全球仅有三分之一（34%）的工会执行委员会中有女
性成员，平均 30% 的谈判团队（工资谈判中）有女性参与，欧洲和北美地区比例较高，非
洲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比例较低。总计 70% 的工会报告称已制定战略（如性别配额）以提
高女性在组织中的代表性（ILO, 2019c）。

1	 Silvia Sansonetti，《性别敏感与女性包容的社会对话：良好实践与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委托 Fondazione Giacomo Brodolini Srl SB
于 2024 年 1 月撰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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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显示，女性在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中作为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的参
与度存在差距（见图 1.10）。五分之三的工人
代表和半数雇主代表认为，女性在国家社会对
话机构决策机构中只是稍有参与或根本没有参
与。此外，37% 的工人代表和 30% 的雇主代

表表示，近年来女性从未担任过国家社会对话
机构的主席。

一些国家的社会伙伴已通过自愿目标或性
别配额 2、提升女性技能、改善员工工作与生
活平衡，以及采取行动纠正消极文化态度等积
极措施，推动其组织内的性别平等。

1	 德国自 2005 年起要求工会理事会成员中女性占比不低于 30%，2015 年起该配额同样适用于公司董事会（Amini, Peters & Amorim，
2018）。工会使用配额的其他案例包括孟加拉国、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及、意大利和莫桑比克，雇主组织的案例则包括科特迪瓦和塞
内加尔（Guardiancich，待出版）。

注：样本涵盖来自 38 个国家的 42 项国家社会对话机制。 
来源：国家社会对话机制调查：见附录 7 及 Guardiancich（待出版）。

  图 1.10  社会合作伙伴对女性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决策机构中作用的认知（百分比）

完全是 在很大程度上 在一定程度上 完全没有 不知道

你认为女性在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决策机构中任职吗 ?

 工人

 雇主

你认为近年来，男性和女性都曾担任过国家社会对话机制及其委员会的主席吗 ?

 工人

 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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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已采取多种类型
的积极行动以促进女性包容（Amini, Peters & 
Amorim, 2018; ILO & IEO, 2024），包括：1

	 框架集体协议及提高性别平等重要性意识
的宣传活动；

	 以证据为导向、围绕性别平等商业案例开展
的研究；

	 各级活动和决策中的自愿目标或性别配额；

	 照护支持（如育儿补贴、产假）；

	 居家或远程办公；

	 支持女性职业发展的入职培训和能力建设
培训项目；

	 在雇主和工人组织中任命专人牵头负责性
别平等事务；

	 对暴力和骚扰的零容忍政策；

	 灵活工作安排以满足照护需求。

  1.6.2  非正规经济企业和劳动者
的包容性

非正规经济中企业和劳动者的包容性代
表，或许是高层社会对话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
全球大多数劳动者依赖非正规工作收入，低收
入国家尤为如此。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 15
岁及以上就业人口中，57.8% 从事非正规工作，
总数超过 20 亿人（见图 1.11）。高层社会对
话机构面临的难题在于：国家雇主和工人组织
对非正规经济企业和劳动者的代表性薄弱，且
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工作相关议题很少被纳入
高层社会对话议程。

非正规经济中企业和劳动
者的包容性代表，或许是
高层社会对话机构面临的
最大挑战

1	 汇编自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雇主组织，2024）及工会（Amini, Peters & Amorim, 2018）提供的众多国际案例。

  图 1.11  2024 年全球非正规就业率（百分比）

所示边界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的认可或接受。完整免资声明见：ilo.org/disclaimer.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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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认识到这一
挑战的严重性，包括在 2002 年国际劳工大会
关于体面工作与非正规经济的决议和结论中
（ILO, 2002）。该组织主张自营职业者（非正
规经济中最大的群体）有权加入或成立工会，
1 并呼吁工会采取积极战略以扩大代表性（ILO, 
2019d; Schmidt et al., 2023）。 雇 主 组 织 也
可通过就正规化问题（涉及税收、社会保障、
职业健康与安全及其他议题）为非正规企业提
供咨询发挥作用（IOE, 2021）。

总体而言，这一挑战十分紧迫。与正规经
济中的劳动者相比，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在健
康、收入保障、社会保护和尊严方面面临更高风
险（ILO, 2023d）。非正规企业在技能培养、管
理经营风险和促进创业方面的能力也低于正规企
业（IOE, 2021）。各国正失去支持健全社会保
护和公共服务所需的重要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见附录 7）发现，
大多数雇主和工人代表认为其组织对非正规经
济中的企业和劳动者仅提供了部分代表，或根
本未提供代表。事实上，在调查受访者中，
40% 的雇主和 36% 的工人认为其国家的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中完全没有非正规经济的代表。
这一发现凸显了社会伙伴组织动员和扩展其代
表结构的迫切性。与此同时，社会伙伴确认，
当未被代表的群体缺席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时，
成员组织至少会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与这些群
体进行协商。

尽管缺乏全面数据，但国际劳工组织确实
汇编了一项关于非正规劳动者工会会员情况的衡
量指标。在有数据可查的所有 57 个国家中，主

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在
健康、收入保障、社会保
障和尊严方面面临的风险
要高得多

要从事正规工作的雇员的工会密度率均高于主要
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正规雇员的未加权平均
工会密度率为 21%，而非正规雇员仅为 2.4%。

代表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国际劳工
组织对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
应对措施的分析结果（ILO, 2021a）：2020 年
102 个国家达成的 387 项协议、联合议定书和
业务守则中，仅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成果针对非
正规经济劳动者、移民工人、特定自由职业者
和自营职业者。借助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增强对
非正规经济企业和劳动者的支持，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社会伙伴推动的战略（见框 1.10）。需
要（针对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特定劳动者群体）
解决的关键障碍包括：

	 立法禁止非正规经济劳动者组建组织；

	 雇主和工人组织领导层缺乏战略重点，包括
忽视非正规自营职业者的社会保护需求和
债务管理问题；

	 在分散或流动工作场所（包括街头小贩、拾
荒者和司机）动员劳动者和企业存在障碍；

	 劳动法仅保护狭义界定的劳动者身份，将大
量变相自营职业者排除在外；

	 移民工人因担心仇外骚扰和暴力（包括政府
当局的暴力）而倾向于“隐秘”工作，处境
脆弱；

	 难以向贫困劳动者和薄利经营的企业收取
会员费。

尽管如此，在一些国家已有证据表明，
工会通过成功策略提升了非正规劳动者的会员
代表性（见框 1.11）。雇主和企业会员组织
为解决非正规化问题采取的行动包括倡导有利
于所有企业的营商环境。这些组织主张，亲商
环境可解决非正规化的许多根本原因，促进非
正规企业逐步正规化。实例包括倡导简化企业
创办和注册流程、精简税收制度、改善信贷
获取渠道、尊重财产权和完善基础设施（IOE, 
2021）。

1	 这一原则在《2015 年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中得到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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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年轻人的包容性

一项国际劳工组织 - 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
会及类似机构协会调查 1 为年轻人参与高层社
会对话机构提供了直接证据。该调查围绕经济
和社会委员会议程及活动中纳入青年相关议题
的成员观点展开（见表 1.3）。新冠疫情 疫情
前，成员评价相对积极：多数人认为经济和社

会委员会开展了某种形式的青年议题相关活动
（84%），绝大多数人还表示其所在的经济和
社会委员会通过社会伙伴的间接代表与青年进
行了对话（73%）。

疫情后，相关评价趋于负面。调查显示：

	 84% 的成员认为，疫情以来经济和社会委
员会在促进青年参与高层社会对话进程方
面基本失败；

	 81% 成员认为，疫情未能成为解决青年关
切问题的催化剂；

	 最令人担忧的是，97% 的成员认为经济和
社会委员会未就青年议题采取任何高层社
会对话行动，尽管青年是新冠疫情危机的主
要受影响群体之一（Mexi, 2023）。

框 1.11  工会应对非正规经济挑战的策略

巴西单一工人联合会与“非正规就业女性：全球化与组织化”开展的一项调查，探讨
了工会为满足非正规经济劳动者和经营单位需求所做的努力。这项基于 33 个国家 37 个工
会反馈的调查强调了以下策略：直接吸纳会员、支持家政工人组织、倡导移民工人权利。

挑战包括工会内部规则阻碍组织工作，以及提供服务和福利的资源限制。尽管存在障碍，
大多数工会仍致力于将非正规经济劳动者纳入决策过程，并倡导其权利，通常会借助国际
劳工组织等机构的国际文书。

积极策略旨在：

	 终止对非正规经济劳动者和移民工人加入工会的禁令；

	 从更广泛的工会运动或雇主组织中资源最充裕的机构进行交叉补贴，帮助在非正规
经济中建立新组织；

	 采取主动策略扩展代表性，例如覆盖家庭劳动者或农业劳动者，或为非正规部门劳
动者 / 企业设立专门部门；

	 向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及其组织开放全国性雇主和工人组织的会员资格。

来源：Morillo Santa Cruz & Ruppert, 2023。

许多国家正积极通过以下
方式提升高层社会对话的
有效性：确保最高层级社
会伙伴组织的结构和战略
包容年轻人

1	 这项调查由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及类似机构协会于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开展，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区 37 名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及
类似机构协会成员的回复。调查受访者不构成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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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2.1.3 节进一步探讨的，许多国家正
积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高层社会对话的有效

性：确保最高层级社会伙伴组织的结构和战略
包容年轻人，并关注其代表组织的观点和利益。

  表 1.3  2022 年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及类似机构协会关于青年参与的成员
                    调查结果

序号 主题 调查受访者占比

1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针对
青年问题的行动

84%：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开展了某种形式与青年相关的活动

2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青
年的互动

54%：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未在委员会中正式代表的青年代表有
定期的临时接触
46%：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因设有专门的青年部门或委员会而开展
青年互动工作

3 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与青
年的对话

73%：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通过社会伙伴间接代表青年开展对话
8%：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通过直接代表形式与青年开展对话
19%：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两种形式都有采用

4 新冠疫情后经济和社会
理事会与青年的互动

84%：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尚未在社会对话流程中促进青年参与，
也未让青年能够表达自身关切
16%：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已促进青年参与

5 新冠疫情作为推动青年
问题的催化剂

81%：疫情并未成为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应对青年相关关切的催化剂
87%：新冠疫情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未对青年问题相关
公共政策或法规产生影响或塑造作用

6 新冠疫情后社会对话的
机会

97%：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未带来任何关于青年问题的社会
对话机会
92%：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推动青年相关关切的行动未产生成果

7 未来几年激励青年参与
社会对话的挑战

87%：气候与人口结构变化
11%：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数字化转型
3%：青年失业率上升

来源：ILO 基于 Mexi 的研究，2023 年，第 39 页。

***

本章概述了本报告的核心论点，即：在国
家和行业层面运行的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可带来
基础性和变革性的益处，推动以更具包容性和
可持续性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这与《2030
年议程》及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相
一致。在应对当前多重危机带来的诸多挑战时，
高层社会对话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价
值。然而，这一背景要求各方共同摒弃短期主
义和非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通过高层社
会对话机构寻求平衡且长期的解决方案，捍卫

经济和社会正义。

如下文各章所示，世界各国已有许多积极
范例。但高层社会对话机构的全部潜力远未实
现：许多国家仍缺乏有效开展高层社会对话所
需的法律和制度前提，其包容性也存在重大问
题。本报告最后呼吁，应提升高层社会对话机
构的代表性包容性，使各国能够利用其力量，
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全民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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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章 高层社会对话

促进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议程的四大战略目标——就业、社会保护、社会对话与三方
机制、劳动标准及基本原则与权利——是国际劳工组织社会正义使命的核
心。这些目标也体现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尤其是可持续发
展目标 8，其旨在促进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生产
性就业及全民体面劳动。

本章回顾了各国在落实充分就业政策、加强劳动权利保护、完善社会
保护体系以及支持可持续企业和就业方面的进展。高层社会对话的显著优
势在于其有潜力协调这些跨领域政策举措，确保各项倡议相互衔接，共同
推动体面劳动议程四个相互关联的目标落地。证据表明，高层社会对话支
持“政府整体协作模式”，既能改善政府各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
间的政策连贯性，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又能推动全民社会进步。

鉴于许多国家在体面劳动议程各方面均面临紧迫问题——包括失业和
就业不足、劳动者权利保护有限、社会保护覆盖范围和质量存在缺口，以
及可持续企业发展的环境不足——本章提供了重要的国家案例，有望激发
新动力，支持并激活高层社会对话的完整机制，引领积极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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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话是体面劳动议程的战略目标之
一，也是实现就业、社会保护和劳动基本原则
与权利这另外三个目标的手段（ILO, 2013）。
特别是高层社会对话机构至关重要，因其可制
定社会、经济和劳工政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8，同时助力达成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
多重具体目标（Papadakis & Cauqui, 2023）
1。本章基于国际案例证据，阐述高层社会对话
机构如何推动体面劳动议程并推进具有变革性
的《2030 年议程》。本章探讨高层社会对话
机构在以下领域作为驱动力的潜力：

	 设计和实施充分就业政策（第 2.1 节）；

	 保障劳动权利，包括基于国际劳工标准的劳
工权利（第 2.2 节）；

	 促进普及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保护体系
（第 2.3 节）；

	 为可持续生产力增长及为可持续企业和就
业创造有利环境铺平道路（第 2.4 节）。

总体而言，如第一章所述，高层社会对话
机构可成为推动更具长期主义和包容性的可持
续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力量。与此同时，其变
革性效益受到世界许多国家高层社会对话机构
在有效性和包容性方面显著差距的制约。

促进充分就业是实现体面劳动的核心，这
一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多
项文书中均有明确阐述 2。然而，充分就业政
策直到最近才重新进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
议程，这得益于各方就支持就业的宏观经济政
策的益处达成了有利的共识转变。这一新的政
策背景意味着，社会伙伴完全有条件通过高层
社会对话机构主动塑造充分就业政策。

需特别注意两项干预措施：国家就业政策
的制定，以及参与公共就业服务的设计与实施。
尽管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优秀范例，但关键问
题在于如何确保围绕国家就业政策和公共就业
服务开展的高层社会对话能够增强包容性，尤
其是针对女性就业、青年就业、非正规经济中
的劳动者和企业，以及其他潜在弱势群体。

  2.1.1  转向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
政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流政策理念认为，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出口促进和工业化带来
的经济增长，自然会创造充分就业（Bruton, 
1998; ILO, 2006; Katz, 2001）。 然 而， 此 后
新理论与新证据逐渐提醒政策制定者：经济增

社会对话是体面劳动议程
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实
现就业、社会保护和劳动
基本原则与权利这另外三
个目标的手段

2.1 

促进充分和生产性
就业政策

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8 有助于推动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包括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10）、促进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可
持续发展目标 16）、消除贫困和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增进健康福祉与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 5），以及实现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4）。

2 《费城宣言》（第三条 (a) 款）；《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第一条 (A)(i) 款）；《国际劳工组织百年劳动展望宣言》
（第二条 (A)(iv)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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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虽重要，但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
（Islam, 2004; Lapeyre, 2008）。

这 种 观 点 的 转 变 体 现 在， 例 如，2010
年国际劳工大会关于就业问题的一般性讨论
中，该讨论建议制定优先考虑以就业为导向
的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ILO, 2010；Islam & 
Hengge, 2015; Parisotto & Ray, 2017; Yellen, 
2016）。向“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为最高层级社会伙伴主动塑造宏观经济政策创
造了重要机遇，因为他们在就业事务方面的知
识和经验是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关键资源。因此，
当今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促进就业的宏
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制定？由谁来制定？

研 究 已 强 调 社 会 伙 伴 在 制 定 创 造 就 业
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直接参与和实践经验的附
加 值（ILO, 2021a, 2023a; Lansbury, 2021; 
Parisotto & Ray, 2017）。此类政策涵盖一系
列关键议题，社会伙伴可在最高层级就这些议
题提供重要见解，包括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
通货膨胀和量化宽松的分配效应（包括对性别
平等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规模和行业企业
的税收激励措施。从更广泛层面看，社会伙伴
对营商环境的质量和特殊性，以及可持续企业
发展的障碍性质也有重要见解。

有效的促进就业宏观经济政策应最大限
度地发挥经济的就业潜力，包括通过增加产
出，同时通过增强经济对商业周期和冲击的韧
性来维持高水平就业。通过确保短期经济稳定
并使宏观经济框架与长期包容性增长目标保持
一致，相关政策应促进投资、创造就业和可
持续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Parisotto & Ray, 

2017）。为实现这一目标，两个相互关联的要
素可能至关重要：

	 政府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政策协调，以确
保不同宏观经济领域之间以及与劳动力市
场政策、行业和产业政策等其他政策的连贯
性；

	 有效的高层社会对话机构，以评估宏观经济
政策措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平衡公平与效
率目标，并促进共识和政策的自主性。

  2.1.2  国家就业政策与公共就业
服务

高层社会伙伴影响就业成果的一个关键途
径是，他们为国家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公共就业
服务的治理提供支持。国家就业政策为各国实
现就业质量和数量目标提供了宏观政策框架，
其形式可以是独立政策，也可以纳入更广泛的
国家发展规划。

在这两种情况下，政策均需具备综合性，
以整体思路实现高水平就业，并特别关注处境
脆弱群体（ILO, 2020a）。公共就业服务则通
过为劳动者提供必要支持和关键资源，促进其
参与劳动力市场。国家就业政策与公共就业服
务共同助力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而高层社
会伙伴可协助提供决策依据，并确保相关政策
的顺利实施（ILO, 2023b）。

《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第 122 号）
为考察高层社会伙伴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起点
（见框 2.1）。国家劳动管理体系负责监督劳
动力市场治理，在制定就业政策和推进国家就
业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社会伙伴的作用至
关重要，因其对劳动力市场挑战的实践经验和
深刻洞见，能为政策制定者在政策设计、实施
和优先级设定方面提供宝贵信息（d'Achon, 
2021；国家案例见框 2.2）。

国家就业政策为各国实现
就业质量和数量目标提供
了宏观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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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 《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第 122 号）

第 122 号公约为制定就业政策确立了三项指导原则：

	 数量层面（为所有有工作意愿且正在求职的人提供工作）；

	 质量层面（工作需体面且尽可能富有生产力）；

	 非歧视原则（就业选择自由，且每位劳动者无论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政
治观点、国籍或社会出身，均享有充分运用自身技能的可能性）。

公约呼吁各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就业政策时，应通过咨询可能受影响群体的代表（尤
其是高层社会伙伴），考量其经验与观点（第 3 条）。此类协商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狭义的
就业政策措施，而应涵盖影响就业的经济政策各方面、技能培训计划，以及与促进就业相
关的一般性经济政策。

来源：ILO, 2020a；第 122 号公约。

框 2.2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基于第 122 号公约对高层社会对话的观察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就《1964 年就业政策公约》（第 122 号）实施情况提
出的评论包括：

柬埔寨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会注意到柬埔寨在落实《2015-2025 年国家就业政策》
中取得的进展，包括三方协商在实施《体面劳动国家计划》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推动了
社会对话、劳资关系和劳动权利的改善，使其符合国际劳工标准，包括针对移民工人的标准
（公约和建议书适用问题专家委员会关于柬埔寨实施第 122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2022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指出，三方组成的国家就业委员会于 2021 年 5 月重启，
启动了制定《国家就业计划》的协商工作。协商过程涵盖社会伙伴、政府机构、学术专家
和公民社会成员。2022 年 2 月，拟议的《国家就业计划》在定稿前已提交给社会伙伴和公
共机构代表征求意见。（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实施第 122 号
公约的观察，2022 年）

大韩民国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注意到韩国政府表示，社会伙伴通过经济、社会与劳动
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参与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委员会已成立三方联合实施监督小组，
以监督《三方就业协议》的落实情况。（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关于大韩民国实施
第 122 号公约的观察，2022 年）

多哥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指出，多哥通过两个国家三方常设协商机构——国家社
会对话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委员会，就劳动者生活与工作条件、劳动纠纷预防、参与重大劳
动纠纷解决、劳动立法改革，以及就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事项开展协商。（公约和建议
书实施专家委员会关于多哥实施第 122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2022 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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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基于对其《就业政策门户网
站数据库》1 中 69 个国家就业政策样本的研究
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里，支持国家就业政策设
计的社会对话在范围、内容和深度上均发生了
变化。三方社会对话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所有被
考察国家塑造了国家就业政策的制定流程（见
框 2.3）。

高层社会对话在就业政策制定中正日益
推动经济与财政部门 2、行业部委（如阿尔巴
尼亚、阿塞拜疆、布基纳法索、柬埔寨、马拉维、
北马其顿、巴拿马、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
和赞比亚）与中央银行（约旦、摩洛哥、北马
其顿、大韩民国、卢旺达和斯里兰卡）之间建
立有效联系，这表明高层社会对话可助力推动
“政府整体协作”模式，改善政府机构间的政
策连贯性。

此外，高层社会对话近期纳入了新的参与
主体，例如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如危地马拉、
莫桑比克、巴拿马、塞拉利昂和斯里兰卡）、

国家统计局（阿尔巴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
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和斯里兰卡）以及民
间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群体代表，如莫桑比克
和突尼斯的年轻人、中国的下岗工人和移民，
以及约旦、马达加斯加和卢旺达的残疾人）。

围绕国家就业政策开展的高层社会对话
流程（涉及跨部门工作组和委员会）还助力拓
展了社会伙伴参与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外领域的
能力，包括宏观经济、贸易和行业政策等。近
期三方参与的国家就业政策流程表明，社会
伙伴除了对政策进行核准确认外，还为政策
的分析和实施提供了实质性投入（d'Achon, 
2021）。

高层社会对话可助力推动
“政府整体协作”模式，
改善政府机构间的政策连
贯性

1	 见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门户网站》，网址：https://webapps.ilo.org/empolgateway。

2	 在 d'Achon（2021）考察的 69 个国家中，经济与财政部门参与了 93% 的国家就业政策制定工作。

框 2.3   国家就业政策制定中三方社会对话案例

在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危地马拉、北马其顿、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大韩民国
和卢旺达等多个国家，就业政策在正式通过前均已在三方对话论坛中进行讨论。在每个案
例中，高层社会对话均显著提升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

例如，在大韩民国，社会伙伴深度参与各类就业政策三方机构，如三方经济与社会发
展委员会，推动形成了《社会大妥协》（1998 年和 2009 年）、《就业协议》（2013 年）
以及多代就业政策。随后，政府于 2017 年在总统直接监督下成立就业委员会，并公布了涵
盖关键政策措施的五年就业综合路线图。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基于 d'Achon（2021）研究及《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门户网站》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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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05-2020 年 间 30 个 国 家 通 过 的 40
项国家就业政策的详细分析显示，在约 80%
的被分析政策文件中，高层社会对话被视为设
计、实施和评估就业政策的关键机制 1。此外，
25% 的国家就业政策将三方协商明确列为就业
政策及国家就业政策的具体目标，约 60% 的
政策涉及社会对话的必要条件，包括：强大且
独立的雇主与工人组织、尊重结社自由、致力
于参与社会对话流程，以及为社会对话提供支
持的法律与制度框架。部分国家就业政策还专
门探讨了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高层社会对话的
途径（d'Achon, 2023）。

此外，几乎所有被考察的国家就业政策
（98%）均涉及强化公共就业服务的议题，许
多政策赋予社会伙伴特定角色，以确保决策更
具科学性、更便捷地触达利益相关方，并增强
政策认同与实施可能性（d'Achon, 2023）。
社会伙伴被赋予评估公共就业服务实施的劳动
力市场项目的职责，以确保对结果的集体责任，
并优化接触弱势群体的工作。

社会伙伴在公共就业服务治理中的实质性
参与，最终可缓解许多公共就业服务长期面临
的难题——即雇主和求职者对其评价较低（ILO, 
2023b）（见框 2.4）。

国际劳工组织 2021 年的全球调查显示，
公共就业服务管理委员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形
式多样（见图 2.1）。在被调查的 92 家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中，超 70% 设有某种形式的管理
委员会。超 30% 的受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设
有三方委员会，其中许多还纳入了代表青年或
妇女组织的民间社会团体、培训提供者（如柬
埔寨）、学术或独立专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日本）、公共就业服务员工代表（克罗
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地区和地方当局（冰岛、
瑞士）。调查表明，除社会伙伴外，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度呈上升趋势，仅 8 家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报告设有严格的三方委员会（比利时瓦隆
区和布鲁塞尔、中非共和国、乍得、以色列、
马里、黑山、南苏丹）。按区域划分，46% 的
欧洲和中亚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设有三方或“三
方 +”管理委员会，非洲为 32%，亚太地区为
15%，美洲为 6%（ILO, 2023b）。

  图 2.1  2021 年公共就业服务管理委员会的设立情况与构成（受访者占比）

上级主管部门代表

工人组织代表

雇主组织代表

无管理委员会

其他利益相关方

其他职能部门代表

青年、妇女或其他利益
团体协会代表

注：回答该调查问题的受访者数量为 92 人。 
来源：ILO，2023b，图 2.10。

1	 此次分析涵盖 30 个国家的 40 项国家就业政策（2005-2020 年），按收入水平和国际劳工组织区域分类分布。样本主要包括国际劳工组
织提供过国家就业政策制定与实施协助的国家，因此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为主。



51第二章  高层社会对话促进体面劳动

  2.1.3  包容性就业政策与促进性
别平等、青年及非正规就
业者权益的社会对话

尽管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可有力推动国家就
业政策更具包容性，但仍需进一步关注劳动力
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即女性、青年和非正规
经济工作者。

新冠疫情对所有国家的就业成果均造成
严重冲击，但这些群体受影响尤为显著（ILO, 
2020a）。通常由女性承担的、隐性的无偿照
料工作在疫情期间虽更受关注，但随着学校和
托育服务关闭，此类工作负担反而加剧（Tavora 
& Rubery, 2021）。 青 年 在 疫 情 期 间 及 疫 情
刚结束时，教育和就业前景大幅缩水（Mexi, 
2023），而非正规经济工作者通常被排除在就
业与收入保护计划之外，不仅常遭歧视，还缺
乏劳动者权益（ILO, 2020b）。在此背景下，
关键在于优先确保青年、女性和非正规就业者

框 2.4  德国公共就业服务治理中的持续性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

在德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联邦劳工局，其治理体系以长期实行三方机制和社会对
话而闻名。该机构为自治且半独立的主体，资金主要来自失业保险基金，由雇主和劳动者
均等出资。政府通过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确立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框架目标，以此指导联
邦劳工局的工作目标与运营。

在联邦层面治理，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联邦劳工局的战略决策，发挥着重要的
咨询、监督和立法作用。公共就业服务管理委员会就所有关键议题向管理委员会咨询，决
策通常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达成。管理委员会中政府、雇主和劳动者代表数量相等（各 7 名），
政府代表来自三级行政体系（地方、区域和联邦）。该委员会在监督各级公共就业服务绩效、
通过明确奖惩机制对各类服务进行基准评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区域与地方层面，联邦层面的治理体系延伸至区域和地方层面：区域和地方管理委
员会在实施劳动力市场项目、分析地方劳动力市场及评估公共就业服务绩效时，需听取三
方区域咨询委员会和地方治理委员会的建议。区域和地方三方委员会均由政府和社会伙伴
平等代表组成（分别有 9 名和 12 名成员），主要承担咨询职能。

来源：基于 Weishaupt, Jørgensen & Nunn（2023）研究整理。

在雇主与工人组织中（包括领导岗位）获得包
容性代表权，从而将他们的多元经验纳入更具
包容性的就业政策制定流程。

关于女性就业，上述最新分析显示，过去
20 年通过社会对话制定的国家就业政策中，
90% 纳入了性别关切议题。国家就业政策中
响应性别需求的措施数量已有所增加，尤其是
在需求侧，例如平等机会与非歧视条款、设定
按性别分类的目标，以及将性别视角纳入所
有政策领域的主流化措施。然而，在创造就

必须将青年、妇女和非正
规就业劳动者在雇主组织
和工人组织中的包容性代
表权列为优先事项，这一
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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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性别响应措施方面仍需加强，因为贸易、
投资、货币和财政政策尚未充分纳入性别视角
（d'Achon, 2023）。

在许多国家，公民（尤其是青年）在就业
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声的机会正逐步增加。国际
劳工组织《就业政策门户网站数据库》提供了
一项衡量青年包容性的一般性国家指标（非专
门针对高层社会对话机构），数据显示，110
个国家的青年主导组织参与了与青年就业相关
的政策制定。其中，半数国家的青年组织“全
面参与”（54 个），四分之一“部分参与”（27
个），另有四分之一“仅被咨询”（27 个）（Mexi, 
2023）。从区域来看，非洲国家的青年参与度
最高（占三分之二），而阿拉伯国家则以基础
咨询模式为主。

截至 2024 年 7 月，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
示 133 个国家的社会伙伴参与了青年就业战略
制定（见图 2.2），包括：

	 128 个国家的社会伙伴参与青年就业战略制
定（如国家青年行动计划）；

公民（尤其是青年）在就
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声的
机会正逐步增加

	 123 个国家的社会伙伴参与青年就业项目开发
（如设定明确青年雇佣数量目标的行业项目）；

	 126 个国家的社会伙伴参与青年就业战略与
项目的实施（例如，社会伙伴作为战略或项
目的官方实施主体）。

总体而言，由于参与机会有限等原因，青
年与社会对话之间似乎存在一种“脱节”现象，
这与青年公民参与度较低的更广泛问题相关
（Mexi, 2023）。要营造对青年敏感且具包容
性的社会对话有利环境，需要培养如何与年轻
人建立联系、倾听并回应其需求的相关知识；
加强社会伙伴在青年相关领域的机构能力和技
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参与社会伙伴及社会对
话进程的机会（包括接触难以触及的青年群
体）。图 2.3 展示了社会伙伴在针对青年的政
策中的参与情况。

  图 2.2  报告社会伙伴参与青年就业战略的地区分布

所示边界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的认可或接受。完整免责声明见：ilo.org/disclaimer。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门户，202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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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按区域及政策阶段划分的工人与雇主完全 / 部分参与青年政策制定的国家占比（%）

注：上图样本涵盖 133 个国家。其中，非洲 37 个，美洲 23 个，阿拉伯国家 5 个，亚太地区 24 个，欧洲和中亚 44 个。
来源：Mexi，2023。

发展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完全参与 部分参与

提高认识

实施

制定

监测与评估

评估



54 社会对话报告 202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层社会对话

最后，关于非正规经济工作者，d'Achon
（2023）研究显示，在分析的 40 项国家就业
政策中，7 项将“向正规经济转型”列为需实
现的目标；18 项将其视为战略目标；7 项包含
与正规化相关的具体指标。国家就业政策中推
动向正规经济转型的最常见措施是促进创业、
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发展。其他措施包括：将
社会保护覆盖至非正规经济工作者；提供教育
与技能发展机会；制定支持企业发展的立法和
监管框架；提供商业相关服务和金融服务获取
渠道；营造有利的投资与商业环境；尤其强调
认可社会对话在向正规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2.2 

促进劳动权利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劳动
法和劳动权利方面发挥着
关键作用

各类双边与三方高层社会对话形式在制定
和实施保护工人权利的规范（涵盖保护性劳动
立法内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本节所示，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劳动法与劳动权利方面至
关重要，包括与支撑高层社会对话制度前提的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相关的内容（见
第一章），尤其是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以
及职业安全与健康。其他重要议题，如消除工
作场所骚扰与暴力，也被纳入三方社会对话机
构的议程（南非案例见框 2.5）。

框 2.5  南非《工作场所预防和消除骚扰良好实践准则》

《工作场所预防和消除骚扰良好实践准则》是一项覆盖南非所有生产部门的三方国家
协议，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签署。该准则由南非劳动部发起，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
事会支持下制定，旨在完善现有反骚扰立法（主要是《就业平等法》）的实施。

该准则对“骚扰”作出了更广泛的定义，包括：

	 身体骚扰（实际发生或威胁性的）；

	 言语欺凌与心理虐待；

	 其他形式的骚扰，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针对 LGBTQIA + 群体的歧视性语言、蓄意
破坏或阻碍工作表现的行为、选择性使用纪律处分程序，以及扣留或错误提供工作相关
信息；

	 对心理、健康、残疾或个人状况的不容忍。

此外，准则明确骚扰的受害者范围广泛——不仅包括管理人员、主管和员工，还涵盖
求职者、申请者、志愿者、客户、供应商和承包商。

来源：Silvia Sansonetti，《性别响应与女性包容的社会对话：良好实践与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委托 Giacomo Brodolini Srl SB
基金会于 2024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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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劳动
法中的作用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多样化工作安排的扩
展，劳动世界正迅速演变。为维持有效的劳动
力市场治理，监管框架必须通过劳动法改革进
行调整，以向劳动者提供充分保护，并为雇主
提供可预测性。正如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
员会所敦促的，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包括基本
文书）需要定期修订立法。

三方高层社会对话可通过促进雇主、劳动
者和政府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推动这一进程。
此类对话有助于调和对立利益，并培养对改革
成果的信任与承诺。所采用的机制（包括临时
对话和常设三方机构）有时会促成三方协议或
社会契约的签署，为改革设定框架，如葡萄牙

的实践（见框 2.6）。

在实践中，由于时间限制、被认为效率低
下或违反咨询雇主与劳动者组织的义务，高层
社会对话流程在劳动法改革中有时会被边缘化
（ILO, 2013）。然而，在缺乏有意义对话的情
况下仓促推进改革，可能导致雇主和劳动者拒
绝接受改革，进而阻碍实施。

相反，真诚的社会对话可促进合作、共享
建议并形成平衡的提案，从而获得公众支持和
政治背书，进而简化通过流程并确保更广泛的
社会认同。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社会伙伴还可
支持现有法律条款的实施，如 2023 年阿根廷
关于母婴照料设施的双边国家协议所示，该协
议展示了高层社会对话如何在增强合规性的同
时注入一定灵活性（见框 2.7）。

框 2.6  葡萄牙三方常设社会对话委员会

在葡萄牙，三方常设社会对话委员会负责审查立法草案（尤其是劳动法）、发表意见，
并可应任何成员请求召开会议。所有决策均需三方代表共同出席。当社会伙伴达成共识时，
会签署“社会对话协议”。

该委员会成立于 1992 年，已推动多项法律的讨论。尽管葡萄牙议会保留最终立法权，
但常采纳委员会的建议。2018 年，委员会通过三方社会对话就修订《劳动法》达成协议，
旨在减少不稳定就业并加强集体谈判，最终促成第 93/2019 号法案的出台。

来源：葡萄牙经济社会委员会与《共和国日报》。

框 2.7  阿根廷工业联合会 - 劳工总联合会在政府支持下的实施协议

2023 年 3 月，阿根廷工业联合会与劳工总联合会在政府支持下签署双边协议，要求雇
主为女性员工提供母婴照料设施。该协议在第 144/2022 号法令已规定的法律措施基础上，
针对职场性别平等政策及行业特定需求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雇主承诺按法令要求提供育儿场所或非薪酬性报销，但双边协议通过以下方式简化了
法令合规要求：允许灵活的育儿费用报销、临时扩大报销资格范围，并简化跨行业实施流程。

该双边协议与法令的相互配合促进了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法令旨在推动工作与生活
平衡、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而协议通过适配行业需求加快了法令的落地可能性。

来源：Sanson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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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开展的研究考察了 2019 至 2023
年间各地区高层社会对话在推动劳动法改革中
的作用（详见框 2.8 与附录 8）。研究结果显示，
跨区域的劳动法修订已成为普遍趋势，多数改
革涉及与社会伙伴的不同程度协商，尽管协商
的深度和实效存在差异。有记录的案例表明，
协商过程中雇主和 / 或劳动者提供的意见，对
最终通过的劳动法修订版本产生了积极贡献。

由于社会伙伴的参与，劳动立法的不同方
面得以修订或更新，例如与社会对话框架（包
括集体谈判）相关的法律或制度变革，相关国
家包括孟加拉国、斯威士兰、格鲁吉亚、印度、
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莫桑比克、葡
萄牙、罗马尼亚、南非、乌克兰和越南。在罗

马尼亚，一项劳动法改革重新确立了多项社会
对话与集体谈判权利——这些权利在 2008 年
金融危机期间因结构性调整改革而被压制或大
幅限制（见框 2.9）。

除修订社会对话框架外，劳动法改革还涵
盖广泛议题，包括：

	 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

	 打击工作场所歧视；

	 保障安全工作环境；

	 更新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雇佣合同、解雇
程序、骚扰监管、劳动监察、工资和工作时
间等内容。

框 2.8  基于高层社会伙伴协商的近期劳动法改革案例

莫桑比克

在莫桑比克，2023 年通过的新《劳动法》（第 13/2023 号法案）由劳工咨询委员会
三方共识推动，涵盖多项议题，包括产假与陪产假、固定期限合同、合同中止、正当缺勤、
劳动者岗位调动及工作场所骚扰等。

墨西哥

2019 年，墨西哥基于与社会伙伴的协商对《联邦劳动法》进行重大改革，重点强化结
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及工会中的性别比例代表制。

巴拿马

巴 拿 马 在 应 对 新 冠 疫 情 时 通 过 多 项 临 时 法 律（ 如 第 54/2020 号、157/2020 号 和 
201/2020 号法案）保护就业，并在三方协商后通过法规规范远程办公（根据第 126/2020
号法案颁布的第 133/2020 号法令）。

智利

2023 年，智利基于三方磋商通过所谓的“40 小时法案”（第 21.561/2023 号法案），
修订《劳动法》并将每周工作时间从 45 小时缩减至 40 小时，分最长五年逐步实施。此外，
高级劳工委员会下属矿业部门委员会推动批准 1995 年《矿山安全与健康公约》（第 176 号）。

越南

2019 年越南《劳动法》改革（第 45/2019/QH14 号法律）在国家产业关系委员会协
商支持下，重点强化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

格鲁吉亚

2020 年格鲁吉亚劳动法改革包括对《劳动法》的大幅修订，以及通过《劳动监察服务
法》，使国家劳动法更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及欧盟指令要求。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劳动法与改革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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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强化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

2022 年 6 月国际劳工大会第 110 届会议
通过一项里程碑式决议，将安全健康的工作环
境纳入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
利”框架（ILO, 2022a）。该决议还将 1981 年《职
业安全与健康公约》（第 155 号）和 2006 年《职
业安全与健康促进框架公约》（第 187 号）指
定为基本公约。由此，187 个国际劳工组织成
员国均有义务以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
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言》所涵盖的其他四项原
则相同的方式和承诺水平，促进、尊重和实现
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无论其是否已批准这些
公约）1。

框 2.9  罗马尼亚新社会对话法

自罗马尼亚 2011 年通过《社会对话法》（第 62/2011 号法案）以来，企业和行业层
面签署的集体协议数量显著下降，谈判覆盖范围也随之缩减。该法案设定了工会认可标准，
要求在谈判单位中获得 50% 以上加 1 票的多数支持，从而限制了集体谈判的机会。不过，
当选的劳动者代表仍保留代表企业全体员工进行谈判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和欧盟委员会均认识到该法案对社会对话的限制，因此要求
罗马尼亚政府修订社会对话相关立法。在欧盟委员会的协调及国际劳工组织技术咨询团
的协助下，罗马尼亚于 2022 年底废除了 2011 年法案，并通过新《社会对话法》（第
367/2022 号法案）。

新法案放宽了代表性门槛，引入全国性集体谈判条款，扩大罢工权利，并延伸了协商
和信息获取权。这些变革有望增强社会对话，并扩大集体协议对员工的覆盖范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基于其监督机构（标准适用委员会会议、结社自由委员会、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及司
法部的报告整理。

尽管有效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显然对
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均有益，但应对职业安全与
健康挑战并无“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由雇主
和劳动者组织参与的高层协作模式，对制定、
实施和修订政策及监管框架以解决工作场所危
害至关重要。高层社会对话在培育职业安全与
健康预防文化、塑造政策及确保成果认同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ILO, 2022b）。三方职业安全
与健康机构形式的高层社会对话（如墨西哥的
三方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 2，见框 
2.10）常履行这一职能。

高层社会对话在培育职业
安全与健康预防文化、塑
造政策及确保成果认同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

1	  结社自由及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

2	  墨西哥《联邦劳动法》第 512-A 和 512-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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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期间，若各国政府在职业安全与
健康治理中吸纳雇主和工人组织参与，则能制
定并实施紧急措施，确保利益相关方广泛认同
政策，并在危机中维持企业运营连续性（Azzi, 
2022）。在此背景下，首份《社会对话报告》
（ILO, 2022c）强调，集体谈判不仅推动了国
家支持的就业保留措施落地，还通过工资、工
时和工作分配的灵活性换取了就业保障。

在丹麦、卢森堡、南非和乌拉圭等国家，
三方社会对话或就就业保留措施的设计与扩
展与高层主体进行协商，通过集体谈判推动
了这些措施的实施（ILO, 2022c）。特别是在
疫情初期，公共当局与社会伙伴的成功合作

框 2.10  墨西哥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

在墨西哥，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负责参与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设计、
提出立法改革建议，并针对降低工作场所风险提出预防措施。该委员会由政府机构、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平等派代表组成。

过去五年的重要成果包括制定《2020-2024 年职业安全与健康公共政策》。作为国家
级高层社会对话委员会，其与墨西哥各州及墨西哥城的地方三方机构，以及三方职业安全
与健康委员会、墨西哥社会保护研究所等机构合作。这种协作在新冠疫情期间至关重要，
通过共同制定工作场所指南，确保封锁后安全复工。

来源：Natasha Scott，《高层社会对话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职业安全与健康部分》，国际劳工组织 2023 年 12
月委托报告。

框 2.11  纳米比亚

在纳米比亚，国家三方技术工作组负责指导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
确保法律框架与国际标准一致。新冠疫情期间，该工作组制定了《工作场所复工准备指南》，
后于 2021 年 3 月修订为《纳米比亚工作安全保障指南》，以强化针对新冠疫情的职业安
全与健康措施。

疫情后，工作组开始起草《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供利益相关方协商并提交议会通过。
该法案涵盖劳动者选举安全代表及参与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的权利。此外，工作组还监
督制定《员工健康实践准则》，旨在通过整体性职业健康管理覆盖传染病与非传染病、暴力、
骚扰及影响劳动者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风险。

来源：Scott。

促成了健康与安全政策的快速制定（Brandl, 
2023），包括意大利等国制定规范工作场所措
施的联合协议；肯尼亚（ILO, 2022b）和纳米
比亚（见框 2.11）就职业安全与健康合规、个
人防护装备达成三方协议，并协商调整集体
协议。

此外，针对疫情中非正规经济主体需求的
高层社会对话举措虽较少见，但同样重要。例
如，2020 年，塞内加尔社会对话高级委员会参
与了新冠疫情对非正规经济的快速影响评估；
秘鲁在 2020 年通过三方国家协议，提出措施
确保非正规经济劳动者遵守公共健康与安全标
准（ILO,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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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研究显示，在国际劳工组织 187 个
成员国中，约五分之四设有国家级三方职业安
全与健康机构 1。这类机构在高收入国家占比
最高（84%），在低收入国家占比仍相对较高
（68%）。区域分布差异较大，欧洲和中亚达
94%，阿拉伯国家为 55%。尽管 85% 的非洲
国家属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但其区域占
比位居第二（见图 2.4）。

行业层面的高层社会对话也常通过针对特
定行业的定制化成果，对职业安全与健康发挥
关键作用。例如：在建筑业，奥地利和西班牙
已建立社会契约，以共同执行职业安全与健康
标准（欧盟职业安全与健康局，2022 年）；
在阿根廷，社会伙伴制定了新冠疫情联合协议，

在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187 个
成员国中，约五分之四设
有国家级三方职业安全与
健康机构

其中包含针对安全措施的实用建议（阿根廷建
筑工人联合会，2021 年）。

在纺织行业，2013 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
灾难导致 1134 名工人遇难后，当地发起多项
三方倡议，通过培训项目改善管理者与工人之
间的沟通（Manzur et al., 2017）；在斯里兰卡，
一份谅解备忘录要求签署方成立双边职业安全
与健康委员会 2。

  图 2.4   按区域划分的设有国家级三方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比例
                   （百分比）

来源：世界工作安全与健康日数据（2024 年更新）。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1	  Scott。

2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与工会集体关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谅解备忘录》，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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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可借助高层社会对话共识构建
作用的关键领域，以确保有效覆盖、高质量供
给及资源优化利用。高层主体可帮助其成员对
社会保障政策形成集体认同，并推动政策的推
广与实施。

与就业政策类似，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
表达和理解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同利益与需求，
促进数据共享、探讨解决社会保障质量与覆盖
不公平问题的策略，并在新技术、人口结构变
化和气候变化加速的背景下，对比劳动者与雇
主快速变化的需求体验。社会伙伴的参与还通
过其在社会保障计划董事会中的代表权，帮助
政府监督社会保障体系并管理相关项目（ILO, 
2020c）。

国际劳工组织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为双重
目标，推动按照 1952 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
公约》（第 102 号）和 2012 年《社会保护最
低标准建议书》（第 202 号）中概述的原则扩
展社会保障。

2.3 

促进和强化社会保
障体系

第 202 号建议书呼吁，在考虑社会保障
体系的设计与治理时，需“由雇主和工人的代
表性组织参与三方合作，并与其他相关且具代
表性的利益相关方组织协商”。该建议书建议
成员国“考虑采用多种不同方法调动必要资
源”，以确保包括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在内的国
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税收和经济可持续
性”。这些融资方法可包括“单独或组合使用
有效执行税收和缴费义务、重新调整支出优先
级，或建立更广泛且充分累进的收入基础”（第
11(1) 段）。通过三方参与和其他协商开展的
此类工作，对于保障至少由国家定义的最低收
入安全水平（作为国家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组
成部分）至关重要。

  2.3.1  缩小社会保障覆盖缺口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促进包容性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和
结构性变革中。社会保障是政府确保更公平的
国民收入再分配、缓解经济差距及满足边缘化
群体需求的工具（ILO, 2021b）。

缴费型社会保障计划通常基于集体筹资和
社会团结原则构建，允许在计划覆盖人群中进
行收入再分配。此外，税收资助的社会救助项
目也有助于收入再分配，尤其是当这些项目得
到累进税制支持并涵盖弱势群体时。总体而言，
社会保障是构建抗风险能力的有力手段，使劳
动者及其家庭能够应对突发困境，从而减轻相
关负面影响。

对社会保障的投资有助于推动包容性增长
和提高生产力。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近期分析
佛得角、厄瓜多尔、墨西哥、尼泊尔、巴基斯
坦、巴拉圭和越南等国社会保障投资对经济产
出影响的研究发现，每投入 1 美元社会保障资
金，经济产出将增加 2-5 美元（ILO, 待发布 a）。
在此背景下，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被视为实现
体面工作和构建“新社会契约”的关键（ILO, 
2024a; UN, 2021）。

高层主体可帮助其成员
对社会保障政策形成集
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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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保障领域仍存在巨大缺口，
全 球 超 过 38 亿 人 缺 乏 社 会 保 障 覆 盖（ILO, 
2024b）。制定通过扩大覆盖范围和提高福利
水平实现全民社会保障的国家目标——包括覆
盖各类就业形式的劳动者——需要以集体筹资
和社会团结为基础的投入，以及可持续且高效
的实施机制。

覆盖缺口与非正规就业问题紧密相关。
例如，若缺乏鼓励正规化的政策，失业保险便
无法为面临失业风险的群体提供保护。在此
类情况下，高层社会对话可通过结合劳动力
市场背景分析，评估和探讨将社会保障计划
扩展至非正规经济劳动者的机遇与障碍（ILO, 
2021b）。因此，确保雇主和工人组织具备充
足资源与能力参与社会保障政策制定至关重
要，包括代表非正规经济中的经济单位和劳动
者的组织（ILO, 2020c；见第五章）。

除缴费型计划外，税收资助的社会保障
项目（包括现金转移计划）已在全球范围内
受到关注（见框 2.1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24-2026 年 世 界 社 会 保 障 报 告》， 全 球
17.3% 的人口被非缴费型社会保障机制覆盖
（ILO, 2024b）。这些通过一般税收收入（在
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国际财政支持）资助的项目
主要有两种形式：部分项目聚焦弱势群体，如
儿童、老年人或残疾人；另一些则基于收入或
其他标准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有时会结合多种
资格认定方法。

若能最大限度减少排斥性误差并提供符合
国际社会保障标准的充足福利，这两类项目均
具备强大的再分配潜力。基于广泛且累进的税
收和缴费基础，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与
公平筹资，是有效预防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关
键（Razavi et al., 2022）。

框 2.12  税收资助的社会保障福利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通常在现有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框架内——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不仅在社会保险领域，还在税收资助的社会保障福利（包括危机时期的福利）方面，为国
家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

例如，在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为社会伙伴提供平台，使其定期向政府提
交关于国家社会补助体系（社会救助）的分析与建议，补助对象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及儿
童照料者等符合条件的受益者。2021 年，这些提案建议取消资格认定中的经济状况调查程
序，并建立转移支付金额定期指数化机制，以防止通胀导致福利缩水。目前这些建议已纳
入政府政策讨论文件。

在安哥拉，政府自 2023 年起通过国家社会对话修订 2004 年《基本社会保障法》，该
法律规范社会转移支付计划和社会保险计划。此修订旨在解决立法中缺乏具体细则的问题，
并为社会转移支付（社会救助）及强制性与补充性社会保险计划的各层级规划和实施建立
社会对话的参数与机制。

在波兰，社会伙伴积极参与维持税收资助的家庭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最高收入
资格标准。近年来，这些门槛未能跟上“最低生活保障”等贫困指标的步伐。2015 年起，
政府开始向三方社会对话委员会提交最低生活保障及福利资格最高收入标准的信息以供审
核。若某年个人或家庭成员的最高收入标准等于或低于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对话委
员会可建议政府调整社会转移支付的资格收入标准。

来源：南非政府，2021 年；Mę cina, 2017；UN,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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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伙伴参与制定和实施社
会保障政策的效益，需要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
均有代表参与，包括非正规就业者和非国民群
体——这些群体往往在获取社会保障方面面临
巨大障碍，且在正式制度结构中缺乏代表（见
第一章）。根据第 202 号建议书，其强调需开
展广泛参与式协商，包括“与其他相关且具代
表性的利益相关方组织协商”（第 3(r) 段），
因此政策制定过程应具包容性，并基于广泛参
与式协商，适当情况下还需包括与民间社会主
体的协商。这既保障了待遇平等和非歧视原则，
也有助于解决各类企业和劳动者的需求与关切。

  2.3.2  高层社会对话在扩展和改
革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社会保障政策的实质
性内容方面也可发挥关键作用。国际劳工组织
研究发现，其重要性在法律改革以及养老金和
健康保险政策中最为显著 1。在许多国家，高
层社会对话主体和机构参与国家社会保障战略
与政策的制定。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表明，这种
参与程度因改革范围和是否存在具有明确职责
的社会对话机构而有所不同。国际劳工组织分
析了 2011 至 2020 年间 52 项旨在发展包括社
会保护最低标准在内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及
其实现目标的国家层面广泛社会保障战略与政
策（ILO, 2021c）。结果显示，社会伙伴的参
与较为有限，仅在 15% 的被调查政策中提及（国
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更为优先）。

然而，有证据表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更
积极参与了某些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法律改

革，尤其是在扩大养老金与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以及员工福利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
保障监测报告》，2014 至 2023 年间，社会伙
伴在 65 个国家 2 参与了 158 项此类改革。涉
及社会伙伴的改革包括 117 项扩大覆盖范围或
提升养老金充足性的措施（61 例）、医疗保险
覆盖措施（42 例）以及儿童与家庭福利措施（61
例）3。社会伙伴还参与了税收资助的非缴费型
社会保障项目改革（66 例）。

近期一项全球研究（ILO, 待发布 b）分析
了 60 个国家的 263 项社会保障改革与政策，
包括社会伙伴的参与角色。宏观层面的研究证
实，扩展社会保障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等高层
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及类似机构协会，2018 年）以及专门致力于
扩展和改善社会保障的机构（如柬埔寨、加拿
大、阿曼、南非和乌拉圭的相关机构）的议程
中占据首要地位（见图 2.5）。

行业集体协商也能塑造社会保障计划，以
补充一般计划提供的福利，尤其是在医疗保健、
疾病津贴和失业保护方面。相关协议通常涉及
医疗保险或失业津贴的集体筹资，减轻单个企
业的行政负担和财务风险。例如，在多哥，制
药行业的一项行业协议规定由雇主和工人共同
出资设立补充退休基金 4。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社会
保障政策的实质性内容方
面也可发挥关键作用

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监测报告》，2014 至 2023 年间，社会伙伴参与了 65 个国家宣布的 158 项社会保障改革。

2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监测报告》。

3	 这些措施并非相互排斥。

4	 Bill Salter，《社会对话在为可持续企业创造有利商业环境中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 2023 年 12 月委托编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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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还可作为财政整顿措施的一
部分，为社会保障相关改革的讨论提供信息，
这类讨论通常有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债权人参
与。一般而言，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背景下，
财政整顿要求政府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自我筹
资能力和可持续性，这通常表现为上调退休年
龄和缴费标准，以及下调待遇计算基数。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参与至关重要，这
能确保有争议的改革对照公平准则进行检验，
反映其成员的需求，并考虑所有相关方的成本。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获取广泛公众支持，是确保
社会保障改革过程公正的必要条件——即便改
革结果不受欢迎，此举也能提高改革成功实施
的可能性。

  图 2.5  社会伙伴参与社会保障改革与政策的典型案例

来源：ILO，待出版文件 a。

在柬埔寨，基于社
会对话流程，推出
各类方案，包括全
民医疗保健和社会
保障制度。

在加拿大，负责处理
一审上诉的社会保障
法庭进行了全面的第
三方审查，参与方有
工会、雇主、宣传团
体、该法庭上诉流程
的客户及客户代表、
法律专家。

在阿曼，建设性对
话流程先于社会保
障政策改革开展涉
及失业福利扩展、
失业保险计划推出
以及全面的社会保
障改革。

在南非，由于持续
的社会对话流程，
社会救助计划不断
拓展，包括为弱势
群体提供补助。

乌拉圭的全国性
社会保障对话汇
聚政府、工人、
雇 主 和 民 间 社
会，以评估社会
保障制度并提出
未来改革建议。

2014 至 2023 年间，国际劳工组织在 65
个国家开展的 158 项涉及社会伙伴的改革中，
发现 31 项社会保障改革属于中性或限制社会
保障获取的类型 1。例如，赞比亚国家三方劳
动协商委员会近期审议了政府关于提高国家健
康保险计划缴费的提案。2022 年，该计划管
理当局与劳动部提交了精算评估报告，建议将
总缴费率提高 2%，由工人和雇主平均分担增
幅。2023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委员会的讨论
及并行的双方协商产生了替代方案，包括将当
前缴费率适用于工资总额而非净工资。

高层社会对话还可作为财
政整顿措施的一部分，为
社会保障相关改革的讨论
提供信息

1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监测报告》指出，由于该报告主要依赖当地新闻来源，因此在关于改革最终如何实施的叙述中，社会伙伴的实
际参与情况可能时而被忽视，时而又被过度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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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社会保障计划的管理

国际社会保障标准，包括 1952 年《社会
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要求
雇主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参与社会保障计划的三
方委员会和咨询理事会 1。根据这些标准，三
方社会保障委员会是国家社会保障机构的常规
设置，许多国家依靠三方机制对社会保障计划
和资金管理进行监督。委员会的角色和职责通
常由法律规定，政府在作出决策前会咨询委员
会成员。各国赋予社会保障委员会的具体权力
及其组成差异显著，这种三方监督的有效性也
因国而异。

例如，在厄瓜多尔，尽管其宪法未明确要
求三方参与，但社会保障协会采用三方组成结
构。在其他国家，只有特定类别的劳动者在社
会保障委员会中有代表，如毛里求斯制糖业等
主要民族工业的劳动者。在印度，由于优先考
虑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展至非正规部门劳动
者，非正规工人国家社会保障委员会除了知名
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外，还包括代表非正规部门
劳动者和雇主的成员 2。

高效的三方社会保障委员会对于包容性决
策、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管理以及公众认同至
关重要。委员会成员的政治独立性、代表性和
能力，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起
着关键作用。

高效的三方社会保障委员
会对于包容性决策、社会
保障资金的有效管理以及
公众认同至关重要

委员会成员的任命程序各不相同。根据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良好治理指南》（ISSA, 
2019），部分成员由各自团体提名。在其他情
况下，雇主和工人代表由政府官员根据团体自
身提供的建议选拔。例如，柬埔寨国家社会保
障基金管理机构的成员由其所属组织推选 3。
在几内亚，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代
表由社会事务部长从雇主和工人组织提供的名
单中选定 4。

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指南建议，无论社会伙
伴委员会成员的所属关系如何，都必须符合既
定的适用性和能力标准，即如社会保障立法所
概述的，他们应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ISSA, 
2019）。例如，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被任
命为董事会成员的人必须具备“社会保障、财
务事务或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5。在柬埔寨，
雇主和工人代表必须具备“社会研究、经济学
或法律方面的全面能力”，而主席则需要至少
五年相关专业经验且无犯罪记录 6。

1《第 102 号公约》，第 72 条。

2	 印度，《2008 年非正规工人社会保障法》，第 5 页。

3	 柬埔寨，《2016 年关于设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第 16 号次级法令》，第 2 页。

4	 几内亚，《1994 年 2 月 14 日第 L/94/006 号社会保障法典》，第 4 页。

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家社会保障基金法》（2018 年修订版），第 36 页。

6	 柬埔寨，《2016 年关于设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第 16 号次级法令》，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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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持续企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
的创新和生产力增长，需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
内公平分配人力、财务和自然资源，该框架应
允许充分享受工作中的所有基本原则和权利。
这种资源分配要求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机制开展
有效合作，让政府、工人和雇主共同参与，以
确保经济增长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行（ILO, 
2007, 6）。

可持续创业旨在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
目标。这些目标必然相互关联：有时相辅相
成，有时则相互矛盾，需要权衡取舍（Belz & 
Binder, 2017）。高层社会对话在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柱融合，并确保
其相互强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ILO, 
2007）。

2007 年国际劳工大会关于促进可持续企
业的讨论结论（ILO, 2007）明确指出，可持续
企业需要可持续社会才能蓬勃发展，反之亦然
（Buckley, Salazar-Xirinachs & Henriques, 
2009）。根据该结论，可持续企业发展的有利
环境建立在 17 个相互关联的支柱之上（ILO, 
2007）：

	 和平与政治稳定

	 良好治理

2.4 

为可持续企业和就
业营造有利环境

	 社会对话

	 尊重人权与劳工标准

	 促进创业文化

	 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贸易一体化

	 有效的法律与监管框架

	 法治与安全的财产权

	 公平竞争

	 获得金融服务

	 强大的物质基础设施

	 广泛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

	 优质教育与终身学习

	 社会正义与包容性

	 全面的社会保障

	 负责任的环境管理

这些要素共同支持创建和发展推动可持续
经济发展的企业（ILO, 2007）。

  2.4.1  高层社会对话在促进可持
续企业中的作用

关于促进可持续企业的结论（ILO, 2007, 
5）强调，有利环境应旨在“通过平衡企业需
求与利益，以及社会对发展路径的期望——即
尊重体面劳动、人类尊严和环境可持续性的价
值观与原则——来实现投资、创业、劳动者权
利，以及可持续企业的创建、发展和维系”。
高层社会对话可协助确保这些条件，以培育可
持续企业。例如，在捷克，经济与社会协议委
员会除了讨论常规劳动和就业议题外，还会
探讨经济政策及该国在欧盟中的地位等问题
（Bittner, 2018）。在葡萄牙，经济与社会理
事会已就国家预算草案、城市竞争力、社会凝
聚力与空间规划，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广泛议
题提供意见（IL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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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参与此类宏观议题
程度的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行政结构。多数高层
社会对话机构往往隶属于劳工部，因此其职责
仅涵盖传统劳动议题，而非与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更广泛问题（ILO, 2017）。这种关联性通常
意味着社会伙伴无法接触处理贸易、投资、金
融、经济和外交等问题的其他政府部门，从而
限制了他们对这些议题的影响力。因此，高层
社会对话有必要采取“全政府”方法，以克服
行政壁垒带来的挑战。

本报告委托开展的研究表明，政府机构与
社会对话之间存在有益的互动，尤其体现在：
改善跨政府部门在涉及不同机构职责议题上的
合作；促进政策一致性；以及强化高层社会对
话机构的职责，使其直接或间接参与为可持续
企业和就业创造有利环境（Masocha，待发
布）。

例如，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中
的政府代表包括来自劳工部、财政部、贸易与
工业部以及公共工程部的高级代表（部长、副
部长和总司长）。多年来，其四个专题分会（劳
动力市场、公共财政与货币政策、贸易与工业、
发展）为多个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和立法提供
了关键投入。此类高层社会对话结构凸显了多
层治理的重要性，以及高层社会对话在打破官
僚壁垒、改善政策一致性和实施效果方面可发
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促进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作，并让
包括雇主和工人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参与，
社会对话能够有效解决跨越不同政府职责范围
的复杂问题。这种方法不仅促进了更广泛的政
府间合作，还确保政策更具连贯性，更能响应
可持续企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强化高层社会
对话机构的职责以推动这些进程，可进一步为
可持续企业和创造就业营造有利环境。

此外，根据 1975 年《人力资源开发公约》
（第 142 号）1，雇主组织、工人组织与政府
共同参与培训和技能发展的公共政策，是制定
出能充分响应企业、行业、工人需求以及政府
所设定产业政策的培训政策与项目的关键（ILO, 
2021d）。国家和行业层面的三方社会对话，
一直是技能发展政策的核心。这些政策既要实
现对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结构产生积极影响的
双重目标，同时也成为弱势群体（如青年、女
性和移民群体）融入社会和劳动体系的不可或
缺的要素。

	 在国家层面，若干国家以法律形式赋
予社会合作伙伴参与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管理委员会的权利。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肯尼
亚、摩洛哥、南非和乌拉圭，这些机构通常由
国家层面的不同部委和政府机构协调（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2018 年）。这
些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部委及其他政府机构提
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政策建议，且常参与制
定标准、资格认证、课程体系及学习资源开发。
在行业层面，部分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社会合作
伙伴有权成为行业技能机构管理委员会成员
（见表 2.1）。行业机构的目标因需而异，旨
在满足特定行业需求。例如，它们可能为微型
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本地支持服务并管理征税
基金（如法国），制定并验证培训与就业路径
计划、登记学徒协议（南非），以及支持认证
流程（智利，详见框 2.13）。

高层社会对话有必要采取
“全政府”方法，以克服
行政壁垒带来的挑战

1	 第五条规定：“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的政策与计划，应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合作制定与实施，并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在适当情况下
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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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行业技能机构与社会合作伙伴代表情况

地区 国家 行业技能机构 社会伙伴代表

非洲 肯尼亚 培训委员会 相关行业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未说明

南非 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机构 代表有组织劳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成员；
人数未说明

美洲 巴西 国家工业培训服务机构 由国家工业联合会主席主持；6 名成员来自工会

智利 行业就业技能组织 大多数行业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不一

乌拉圭 行业就业与职业培训委员会 相关行业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未说明

亚太
地区

澳大利亚 就业与技能联盟 相关行业的雇主和雇员代表；人数未说明

欧洲
和中
亚

丹麦 行业委员会 雇主和工人代表人数相等

法国 技能运营机构 雇主和工人代表人数相等

意大利 跨职业继续职业教育与培训
联合基金

雇主和工人代表人数相等

来源：Bridgford，待出版。

框 2.13  关于技能政策的最高级别和行业社会对话：智利国家劳动能力认证体系委员会的
                 案例

智利国家劳动能力认证体系委员会旨在通过认证正式认可劳动能力。该机构确保体系
的透明度、质量和公众信任；提升并认证生产部门的劳动能力；同时向用户普及体系的使
用方式和益处。智利国家劳动能力认证体系委员会的董事会是高级管理集体机构，实行三
方成员制，由九名成员组成：三名工人代表、三名雇主代表以及三名公共部门代表（来自
教育部、劳动部和经济部）。

智利国家劳动能力认证体系委员会设立了行业劳动能力组织，这些组织属于行业层面，
由工人代表、有组织的雇主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其主要目标包括：明确并规划所代表行
业在国家能力认证体系中的参与方式，发现人力资本缺口，以及确定行业层面的优先事项。

截至 2023 年 11 月，已成立 48 个行业劳动能力组织，并在 18 个行业和 50 个经济子
行业中开发了 1015 个职业概况。这些职业概况基于《国际职业分类》中描述的 186 个职业，
占《国际职业分类》涵盖职业总数的 42%。

来源：Bogliaccini & Carrere，待出版；https://www.chilevalor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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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企业可持续发展问
题转向了确保企业生存，尤其是在封锁期间。
如第一份《社会对话报告》所示，集体谈判
在确保业务连续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ILO, 
2022c，165）。从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1 月，
全球范围内通过高层社会对话在 102 个国家和
地区达成了 381 项成果，例如联合声明和协议
（ILO, 2021e）。其中，133 项成果聚焦于帮
助工人和企业挺过疫情的直接冲击，158 项致
力于帮助各方适应疫情，90 项则基于疫情经验
致力于推动长期复苏和韧性建设。在最后一类
成果中，超过一半是通过临时和既有的社会对
话机制设计达成的。

在这些高层社会对话成果中，投资被视为
高度优先领域，许多成果聚焦于为企业业务连
续性创造有利环境。截至 2021 年初，国家复
苏计划成为所有成果中最全面的一类，涵盖经
济、金融和制度性措施。国家及行业层面的双
边或三方社会对话通过共同制定的措施支持企
业，例如佛得角、韩国和葡萄牙实施的债务延期、
简化贷款获取、税收减免安排，以及降低或延
期社会保障缴费等（见框 2.14）。从更广泛的
层面来看，成功的高层社会对话需要政府与社
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支持提案的实证研究，
以及政府落实提案的诚意（Brandl, 2023）。

在疫情期间，高层社会对话与集体谈判进
程相互配合，共同制定保住就业和确保企业生
存的措施。在一些国家，三方和双方高层社会
对话推动将集体谈判作为实施或补充公共政策
及法规的工具，例如在政府资助的休假和短时
工作计划中便是如此。

通过双方和 / 或三方高层社会对话达成的
措施，通常旨在确保雇主承诺保留工作岗位，
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保证全额或部分工资支付的
连续性。这些努力往往基于政府、雇主和工人
的共同承诺，即分担经济活动下滑的成本，并
将裁员作为最后手段（ILO, 2021e）。例如，
在斯里兰卡，该国成立了一个三方特别工作组，
以解决新冠疫情封锁 / 宵禁期间的工资支付关
键问题。该工作组制定了支持企业和减少失业
的措施。

在疫情期间，高层社会对
话与集体谈判进程相互配
合，共同制定保住就业和
确保企业生存的措施

框 2.14  作为最高级别社会对话成果的新冠疫情紧急支持与企业调整措施案例

在佛得角，国家预算中新增四笔信贷额度和一笔担保额度，用于支持受重创行业的大
型企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在葡萄牙，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就一揽子综合紧急措施达成共识，包括：为受严重影
响的经济部门提供财政支持；推迟企业税款缴纳；延长企业所得税申报截止日期；临时暂
停针对企业的税收和社保缴费诉讼；临时减免三分之一的社会保障缴费。这些措施自动适
用于所有员工不超过 50 人的公司，员工人数在 50-250 人之间的企业，若因疫情导致营业
额下降 20% 及以上，也可申请适用。

在韩国，为本地商户制定支持措施，为受危机严重影响的小企业主提供退税，并就疫
情重创的行业和地区达成特殊应对措施。

来源：ILO, 202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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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利用集体协商来细化通
过高层社会对话在国家层面确定的危机措施实
施方式，是限制或避免失业的关键举措——例
如在瑞典 1。瑞典雇主获得公共资金支持的短
时工作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现有的中央和
地方集体协议；若没有此类协议，则需达成新
的短时工作协议，且该协议需覆盖申请该计划
的雇主至少 70% 的劳动力。同样，荷兰劳工
基金会 2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的声明中，呼吁
雇主和工人强化分散式集体协商，以补充政府
的“NOW”持续就业临时紧急过渡措施。

在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国家针
对疫情的就业与劳动应对措施。基于旨在弥补
临时裁员或减工时导致收入损失的新冠疫情临
时雇主 - 雇员救济计划，社会合作伙伴承诺采
取额外措施，包括承诺达成行业特定协议，以
改进拟议措施的实施 3。2020 年 3 月 26 日，
全国纺织谈判委员会达成一项集体协议，作为
新冠疫情临时雇主 - 雇员救济计划的补充，为
约 8 万名服装工人 4 保障六周全额工资，随后
又达成其他与新冠疫情相关事项的协议 5。

  2.4.2  高层社会对话与可持续生
产力增长

旨在促进包容性、可持续且创造大量体
面就业的经济增长，同时确保充分享受工作中
的基本原则与权利的持续生产力增长，在许多
国家的发展路径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企业层面
的生产力提升外，这还意味着通过将经济活动
从低生产力部门重新分配至高生产力部门，以
实现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更广泛结构转型过
程。这要求实施一套全面、综合且协调一致的
公共政策，通过结构性和产业政策的战略路径

提升生产力，从而为所有人创造生产性和体面
的就业（并改造非生产性或非体面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确保
生产力提升和包容性结构变革，同时也需要其
创造正规就业、减少贫困与不平等，进而推动
平均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压缩的向上趋同（ILO, 
2021f）。

生产力增长是经济增长、发展和生活水
平 提 升 的 关 键 驱 动 力（Cusolito & Maloney, 
2018）。通过效率提升增加单位工时产出，生
产力增长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促进
就业创造，并支持向正规经济转型。从根本上
说，生产力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福祉的基础。其
决定因素在宏观层面涉及 2007 年国际劳工大
会《关于可持续企业的结论》（ILO, 2007）中
设定的 17 个支柱，在企业层面则包括管理质
量、持续改进、技能发展、创业精神、良好工
作条件，以及促进员工参与和赋权的工作组织
形式（ILO, 2022d）。

生产力与创新依赖于人，而将员工置于
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能使他们更易应用知识
和技能以推动工作场所的创新。促进合作伙伴
间信任的社会对话，可通过识别企业中未充分
利用的资本和推动向更高生产力的转型，实
现提升生产力的思路交流。这需要良好的工
作条件和促进员工参与及赋权的工作组织形
式（Buckley, Henriques & Salazar-Xirinachs, 
2009；Grimshaw & Hayter, 2020；另见第一章）。
同时，持续的生产力增长若伴随高层社会对话
进程——加速效率收益的公平分配——将有力
推动工资提升（见第三章）。简而言之，生产
力提升对雇主和工人至关重要，因为生产力收
益可改善工作条件、收入和就业创造，形成对
劳资双方皆有益的良性循环（ILO, 2022e）。

1	 参见欧洲基金会（2020）及 https://static.eurofound.europa.eu/covid19db/cases/SE-2020-12_564.html?utm_source=external%E
2%80%8CDashboard&utm_medium=powerbi&utm_campaign=COVID-19。

2	 参见 https://www.stvda.nl/nl/nieuws/coronacrisis-noodpakket。

3	 参见 https://sacoronavirus.co.za/2020/03/17/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and-labour-council-on-measures-to-combat-covid-
19-coronavirus/.

4	 参见 https://archive.opengazettes.org.za/archive/ZA/2020/government-gazette-ZA-vol-658-no-43210-dated-2020-04-07.pdf.

5	 总体而言，五个行业谈判委员会根据新冠疫情临时雇主 - 雇员救济计划达成协议，为其所在行业接收和管理救济资金（ILO, 2022c，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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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提升生产力的举措，还
与企业层面的社会对话相互作用，在此层面各
参与主体更易利用工作场所合作与生产力提升
之 间 的 正 向 关 联（Grimshaw, Koukiadaki & 
Tavora, 2017）。工人深度参与生产流程，因
此能为管理者提供关于如何优化和改进流程的
关键信息。研究表明，当工人通过社会对话参
与生产力提升时，劳动力积极性更高，且更可
能采用更高效的工作实践，以实现自身与雇主
的共同利益。同时，这种生产力提升并非孤立

存在——满足劳动标准和实现有效社会对话的
条件至关重要。在这些前提下，生产力提升可
切实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ILO, 2022e）。

国际劳工组织对“通过社会对话推动生产
力增长与就业创造”项目的评估显示，雇主与
工人的协作关系可降低员工流失率和病假天数
（见框 2.15）。欧洲基金会的研究进一步强调，
人道、创新且协作的管理实践对提升企业绩效
具有重要意义（见框 2.16）。

框 2.15  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维持有竞争力和负责任的企业”项目实现工作场所合作以提
升生产力收益

一个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因流程低效、时间管理不善、管理层与员工
沟通不足，加之安全隐患问题，面临生产力挑战。为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发起了工作场所
合作及工作安全与健康培训，并成立了由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企业改进团队。

起初，工人对该举措持犹豫态度，但企业坚持定期召开企业改进团队会议，升级设施
并实施“建议奖励”制度，以促进员工参与和开放式沟通。这些努力带来了显著成效，包
括产能提升、资源效率优化和客户满意度提高。

来源：见 https://www.ilo.org/empent/whatsnew/WCMS_835981/lang--en/index.htm.

框 2.16	 互信协作的社会对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2019 年欧洲企业调查（欧洲基金会与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2021）覆盖约 15 个行
业中员工规模 10 人及以上的机构，该调查阐释了企业层面社会对话实践与绩效、创新之间
的联系，并根据社会对话的质量和强度将机构分为三类：

	 “充分参与、互信且具影响力”类（占欧盟 27 国机构的 41%）：

	 多数管理者会咨询员工代表，对其持信任态度，并认为双方关系相当或极具建设性。员
工代表对管理决策具有中等到较高的影响力。

	 “信任与影响力中等”类（47%）：

	 多数管理者会以某种形式与员工代表开展协商，对其信任度中等，认为双方关系颇具建
设性。员工代表对管理决策的影响力为低到中等。

	 “关系不良、影响力微弱”类（12%）：

上述所有变量表现均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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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6（续）

研究发现，这三类机构的占比并不随机构规模或行业而变化。统计分析表明，属于“充
分参与、互信且具影响力”型社会对话的机构，在绩效和工作场所福祉两方面的评分更可
能较高（见图 B2.16.1）。这印证了国际劳工组织与国际金融公司“更好工作”项目的最新
评估结论：鉴于“更人道、创新的管理方法”，工作场所内更良好的合作与沟通可提升一
线生产力。

  图 B2.16.1   社会对话与机构绩效、工作场所福祉的关联（标准分数）

来源：欧盟基金会和欧盟职业培训发展中心，2020 年，图 80，基于 2019 年欧洲企业调查管理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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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16（续）

同样地，企业经济绩效、工作场所福祉，以及注重员工参与 / 协作的工作实践，均与“市
场创新”呈正相关（见图 B2.16.2）。通过多种渠道与员工系统性互动并允许其参与决策的
企业，相比未采取此类措施的企业，更有可能推行“市场创新”（欧洲基金会与欧洲职业
培训发展中心，2020，第 32 页）。

  图 B2.16.2  按机构类型划分的工作场所福祉与机构创新的关联（标准分数）

来源：欧盟基金会和欧盟职业培训发展中心，2020 年，图 80，基于 2019 年欧洲企业调查管理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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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力对减少非正规就业和增加正规
部门就业也至关重要（ILO, 2020d, 2021f）。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2021 年全球工资报
告》，“低生产力是非正规就业的驱动因素之
一”（ILO, 2020e）。推动正规化对营造有利
的法律和监管环境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确保企
业和工人之间公平竞争方面。任由非正规就业
持续存在，会导致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减少、
生产力低下、注册企业在获取融资时面临困难
及遭遇不公平竞争，同时还会使工人面临工作
条件恶劣和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全球协议，
2020）。

高层社会对话机构的包容性可能会影响解
决非正规就业问题的方式。根据《2015 年从
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建议书》（第 204
号），当最具代表性的雇主和工人组织将非正
规经济中以会员为基础的工人代表组织和经济
单位的代表纳入其行列时，这些代表的存在会
增加对正规化的支持和激励 1。

例如，在加纳，雇主协会已在其理事会中
为小规模工业协会分配了一个席位，并设立了
中小企业服务台作为小企业的联络点。同样，

工会大会鼓励其附属机构修改章程，以允许非
正规工人现有协会加入（ILO, 2019）。菲律宾
制定《2017-2022 年劳动与就业计划》时，基
于全国范围的磋商，不仅有最具代表性的雇主
和工人组织参与，还包括非正规经济代表、移
民工人及其他群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机会，以影响那些关乎可持续企业发展环境的
政策 2。

还需要考虑与性别相关的生产力差距，因
为女性主导的企业在获取技术、外国投资和其
他有利商业条件时面临障碍。此外，女性的无
酬照料工作仍被排除在大多数生产力衡量标准
之外，尽管无酬照料工作间接补贴了其他形式
的有偿工作（ILO, 2022d）。

  2.4.3	 高层社会对话在塑造可持续
贸易与投资政策中的作用

包括某些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国际政策框
架，强调高层社会对话在制定国家外国直接投
资政策及规范跨国企业运营方面的作用。国际
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与社会政策的三方原
则宣言》（《跨国企业宣言》）同样强调，跨
国企业、政府与雇主及工人组织之间需开展协
商，以使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和商业实践与东道
国法律、发展优先事项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
该宣言鼓励成员国在国家层面推广《跨国企业
宣言》，包括通过三方指定的协调中心，以促
进对话并将《跨国企业宣言》的目标制度化，
这符合 1976 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
公约》（第 144 号）（见框 2.17）3。

高层社会对话机构的包容
性可能会影响非正规性问
题的解决方法

1	 Bill Salter，《社会对话在为可持续企业创造有利商业环境中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 2023 年 12 月委托撰写的报告。

2	 Salter。

3	 《跨国企业宣言》，附件二第 (1)(b)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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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近年来正转向处理更广
泛的经济事务，如贸易和投资（欧盟委员会，
2019；ILO, 2017）。这些机构此前被视为咨询
机构，但在一些国家，如今已参与制定国家政
策并制定战略以加速政策实施，包括与供应链
企业尽职调查相关的政策（Masocha，待发表）。
然而，制定并推进涵盖投资、就业和技能发展
的目标颇为复杂，需要为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明确授权，涉及部门、执行机构、社会合作伙
伴和跨国企业（OECD, 2022）。南非的国家经
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是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在此
领域拥有明确授权的早期范例（见框 2.18）。

框 2.17  塞内加尔对《跨国企业宣言》原则的应用

在塞内加尔，最高社会对话委员会是国家三方社会对话机构，由政府、雇主及其组织、
工会各派十名代表组成。该机构是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促进三方社会对话的主要平台，同时
确保在分支机构和企业层面建立适当的对话机制。

2017 年 8 月，最高社会对话委员会成立了三方委员会以推广《跨国企业宣言》。同
年 12 月，塞内加尔劳动部、最高社会对话委员会、全国雇主组织和全国工会联合会根据第
144 号公约原则，各自任命官员担任国家协调人，负责推动《跨国企业宣言》的落实。自
任命以来，四位塞内加尔国家协调人通过国家和次区域层面的三方社会对话，将《跨国企
业宣言》的原则转化为具体政策与实践，以促进塞内加尔及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可持续经
济发展。

来源：Masocha（待发表）。

同时，贸易协定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提及社
会合作伙伴。在一些国家，贸易协定通过国际
劳工组织的各种发展合作项目等途径促进了社会
对话（Corley-Coulibaly, Grasselli & Postolachi, 
2023a）。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区域贸易协定 1 中，包含社会对话在实施与
合作中作用的协定占比情况（见图 2.6）。这
些内容包括：由雇主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国家咨
询小组；面向政府代表的跨国部长级理事会或
委员会；邀请更广泛民间社会发表意见的公众
参与和协商程序；以及公众意见提交机制（社
会合作伙伴常参与其中的投诉接收流程）。

框 2.18  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中贸易与投资议题的制度化实践

在南非，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通过促成政府、组织化企业、劳工及公民社会之
间的合作，以联合解决问题和协商谈判的方式应对经济、劳工及发展挑战。该机构会在所
有对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有影响的立法草案提交议会前进行审议。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
理事会的技术工作由四个分委员会承担：贸易与工业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劳动力市场委
员会，以及财政与税收委员会。

2023 年 2 月，贸易与工业委员会围绕“如何将南非打造成优先投资目的地”展开策略
讨论，议题聚焦向低碳且气候韧性经济的转型。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理事会下属的技术部
门联络委员会等委员会负责审议贸易协定、制定南非的谈判立场，并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对欧盟贸易关系等倡议提供建议。此外，技术部门联络委员会还协
助制定南非在全球贸易论坛中的国家立场，并参与贸易政策的定期审查。

来源：Masocha（待发表）。

4	 “区域贸易协定” 一词包括双边、多边和区域性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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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贸易协定中，多数（全球范围内
94%）提及设立咨询小组或使用现有协商机制
的协定，同时也包含向雇主和工人代表寻求建
议的条款。所有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协定均涉

  图 2.6  1994-2023 年加拿大、欧盟、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区域贸易协定中在制度框架内
                    提及社会合作伙伴的协定占比（百分比）

注：本图涵盖截至 2024 年 4 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所有含劳动条款的 113 项区域贸易协定，包括首个
含具约束力劳动条款的贸易协定，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已失效）。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劳动条款在贸易协议中的相关内容。

加拿大 欧盟  美国  全球

咨询小组  理事会及委员会 公众参与及咨询 公众提交意见

及此类内容，多数欧盟协定（90%）亦是如此
（Corley-Coulibaly, Grasselli & Postolachi, 
2023b）。

***

本章阐述了在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中，为
实现体面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制定政策的
复杂性，这些领域包括：充分就业政策、工作
权利、社会保护政策与计划，以及可持续企业
发展。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在广泛的政策领域进
行深入协调，要求处理相关议题的政府当局和
部门采用 “政府整体”的工作方法。聚焦经济
增长问题的政府部门与关注社会议题的部门之
间，需要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这个
意义上讲，高层社会对话有潜力成为积极的协
调者，打破传统的政策孤岛，注入更具长远性
的愿景，并打造以证据为导向的路径，推动实
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例从实践层面
表明，高层社会对话如何为广泛的政策领域提
供支持，并使其与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工作议
程》相协调。社会合作伙伴能够很好地传达其
成员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并在国家、跨职业和
行业层面调解所促成解决方案的基层落实。尽
管高层社会对话的存在和能力存在更广泛的限
制，但它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可持
续发展目标 8）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可
持续和包容性方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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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用于实现公平收
入分配的高层社
会对话



近期研究突显了高水平不平等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不平等
会增加环境退化风险，阻碍减贫努力，削弱社会凝聚力和流动性，还会加
大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ILO, 2021a）。鉴于这些挑战，减少不
平等成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

《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百年宣言》（2019a）进一步强调，体面劳
动在通过解决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核心地位。
它敦促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利用三方机制和社会对话，打造“以人为本的
未来工作方式”（ILO, 2019）。

本章聚焦劳动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工资不平等，主张高层社会对话已
被证明能有效推动优先关注收入平等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政策框架
的建立。

本章探讨了两种对解决严重劳动收入不平等至关重要的高层社会对话
形式。首先，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有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在应对低
薪问题、促进生产性充分就业以及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可能非常有效。其次，
行业集体谈判能够通过促进工资平等、使实际工资与生产力增长相匹配（尤
其在与最低工资政策有效互动时），保护中低收入者。这些高层社会对话
形式共同发挥作用，对于缓解加剧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两大主要挑战——生
活成本危机和歧视性性别工资差距，可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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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聚焦劳动收入不平等（见框 3.1），
探究社会伙伴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高层社会对
话助力减少这种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利
用家庭收入数据衡量）属于“纵向不平等”，
处于政策辩论核心，因其涵盖贫困和极端财富
的衡量标准。劳动收入不平等也是众多“横向
不平等” 形式的基础并与之相互关联，横向不
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差
异。此外，各类不平等往往相互交织、彼此强化，
致使个体同时面临多种形式的不平等 1。

各类不平等往往相互交织、
彼此强化，致使个体同时
面临多种形式的不平等

框 3.1  收入不平等的全球衡量标准

劳动收入不平等仍是一项巨大挑战。图 B3.1.1 显示，最贫困的 10% 类别劳动者的年
度劳动收入为 374 美元，而最富有的 10% 类别劳动者的年度劳动收入为 98383 美元。这
意味着，最贫困的 10% 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仅为最富有 10% 劳动者劳动收入的 0.4%。尽
管近年来略有改善，但 2020 年，全球最富有的 10% 劳动者所持有的劳动收入份额仍达到
45.6%，而全球劳动力中最底层的 50% 仅获得 8.9% 的劳动收入。

  图 B3.1.1  2020 年按十分位数划分的年度劳动收入（单位：美元，购买力平价）

注：有关劳动收入和不平等统计数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hips:/losiat.ilo.org/opicslabowrineomes。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2022 年 11 月）；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1	 如需全面了解包括劳动世界在内的各种不平等形式，请参阅 ILO（2021a, 2024a）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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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强调了高层社会对话的两种特定
形式——最低工资设定和行业集体谈判，在减
少劳动收入不平等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
些工资设定机制不仅有潜力缩小工资不平等，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协调宏观层面的工
资增长与通胀及产出指标，助力实现实际工资
与生产力增长相匹配。总体而言，正如本章所
示，这有助于提高全球劳动收入占比（国内生
产总值中用于劳动报酬的部分），从而为恢复
全球劳动力群体中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做
出重大贡献。

本章还探讨了这两种高层社会对话形式在
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和消除性别工资歧视方面的
作用。有证据表明，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
济体中，这两种高层社会对话形式相结合，已
被证明能有效应对严重的劳动收入不平等问题
（ILO, 2021a, 2022a）。相反，缺乏有效高层
社会对话的国家，在建立和维持实现公平劳动
收入分配所需的制度机制方面，能力较弱。

与其他紧迫的政策目标（如体面劳动，
见第二章；确保公正转型，见第四章）类似，
设计和实施应对严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政策颇
具挑战。这需要对制度机制进行投入，这些机
制要能够表达不同利益诉求、共享可信数据、
建立协作关系，并针对复杂问题提出创新性解
决方案（见第一章）。本章表明，高层社会对
话机构能够提供一个具包容性的长期路线图，
以解决当前严重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关键驱动因
素。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对最低工资政策的关
注再度升温，将其视为一种关键的分配性劳动
制度，能够保护劳动者免受低薪困扰 1、减少
工资不平等，并且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ILO, 2020a; OECD, 2022a）。 这 反 映 出 研
究领域日益达成的共识，即最低工资应设定在
适当水平，以避免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增加低薪劳动者的收入（Dube, 2019; Hijzen, 
Montenegro & Pessoa, 2023）。在缺乏有效
集体谈判的情况下，制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来保
护劳动者尤为关键（OECD, 2022a）。通过提
高低薪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最低工资能够缩小
工资和收入不平等，以及性别工资差距（ILO, 
2020a; Rubery & Grimshaw, 2011）。

然而，最低工资在分配和促进平等方面的
效果并非自动实现。至关重要的是，如《1970
年确定最低工资公约》（第 131 号）所要求的，
高层社会伙伴要积极且关键地参与这些过程。
社会伙伴履行着多种职能，比如倡导调整最低
工资法规、确定工资水平，以及开展各类对
话——从以最低工资政策机构成员身份与政府
进行正式磋商和谈判，到通过集体谈判为特定
经济部门确定最低工资。了解不同国家高层社
会对话做法的多样性及其影响，对于最大程度
发挥最低工资促进平等的效果而言，十分重要。

高层社会对话机构能够提
供一个具包容性的长期路
线图，以解决当前严重劳
动收入不平等的关键驱动
因素

3.1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
推动制定合理最低
工资标准

1	  “低薪工资劳动者”这一术语，用于描述那些小时工资低于所在国家小时工资中位数 50% 的劳动者（见 ILO, 202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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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概述全球的最低工资制度，阐述其
分配潜力，并探究各国在社会伙伴参与最低工
资制定过程方面的差异。框 3.2 将简要回顾国
际劳工组织长期以来对最低工资政策的关注
历程。

  3.1.1	 最低工资的合规情况与覆
盖范围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促进社会正义的一种机
制，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事实中：逾 90% 的国
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已建立最低工资制度（见图 
3.1）。在这些国家里，93% 依赖法定最低工资，
即最低工资由政府确定，且大多会让社会伙伴

以某种形式参与。在占比小得多的国家（7%），
最低工资由社会伙伴通过谈判确定，也就是仅
通过或主要通过集体协议来设立。在许多国家，
这两种制度并存，如此一来，法定最低工资便
构成了特定行业或企业通过集体协商确定的一
系列更高工资的基础（ILO, 2020a）。

逾 90% 的国际劳工组织
成员国已建立最低工资制
度，这凸显了其作为促进
社会正义机制的重要意义

框 3.2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最低工资的简要历史与定义

自 1919 年成立以来，工资政策一直是国际劳工组织议程的核心内容。基于“只有建
立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和平”这一观点，《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在
序言中呼吁紧急改善劳动条件，包括“提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

《费城宣言》也提及 “向所有受雇且需要此类保护的人提供最低生活工资”的重要性。
近期，《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ILO, 2008）和《国际劳工组织
未来工作百年宣言》（ILO, 2019a）再次重申这一点，强调通过实施“适当的法定或经谈
判确定的最低工资”等措施，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保护劳动者的重要性 。

尽管第 131 号公约未给出具体定义，但最低工资可理解为“雇主必须向工资劳动者支
付的、针对特定时期所完成工作的最低报酬数额，该数额不得通过集体协议或个人合同降低”
（ILO, 2014, 33）。这体现了最低工资的约束性，无论确定最低工资的方式如何。

最低工资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经谈判确定的，即可以由主管当局（包括工资委员会、
工资理事会、产业或劳动法院或法庭）通过决策来设定（法定形式），或者由雇主组织与
工人组织通过谈判达成集体协议来设定，且该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

仅对公务员或公共部门适用工资下限的国家，不被视为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公务员
的工资通常由通过行政法确立的薪级表或相关安排来确定，这些往往独立于最低工资立法
运作 。

来源：ILO,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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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最低工资制度在国际上广泛推行，但
并非所有制度都能切实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充分
保护。诸如不遵守规定以及法律覆盖存在漏洞
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持续削弱着最低工资制度
应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潜力。此外，许多国家
未能定期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导致劳动者的购
买力下降，最终削弱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有效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
2.66 亿工资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其所在国家规定
的最低工资，约占全球工资就业总人数的 15%
（ILO, 2020a），且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见
图 3.2）。

  图 3.1  2024 年全球最低工资制度分布情况

纳米比亚新出台的法定最低工资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生效。图中所示边界不代表国际劳工组织予以认可或接受。 
完整免责声明见：ilo.org/disclaimer。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最低工资数据库。

法定最低工资

逾 90% 的国际劳工组织
成员国设有最低工资

协议量低工资 ( 集体谈判 ) 无最低工资

  图 3.2  2019 年各地区小时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工资劳动者比例（百分比）

注：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估算涵盖阿拉伯国家的结果。据估计该地区约有 100 万工资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 
          但由于数据不足，无法得出可靠估算结果。故未展示阿拉伯国家的数据。

来源：ILO，2020a。

非洲  美洲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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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情况）在非正
规 经 济 中 尤 为 普 遍， 全 球 有 20 亿 人 从 事 非
正 规 经 济 工 作， 占 15 岁 及 以 上 就 业 人 员 的
57.8%，且各地区占比差异很大（见图 3.3）。
非正规劳动持续存在（尤其在低收入国家），
极大地削弱了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最低工
资合规要求的能力，最终也削弱了最低工资
制度在减少劳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成效（ILO, 
2020a）。

许多最低工资制度也未能充分保护那些最
需要劳动保护的关键工人群体。据估计，18%
设有法定最低工资的国家，将农业工人、家庭
佣工或两者同时排除在覆盖范围之外。最后，
全球约 3.1% 的工资劳动者（即约 5700 万人）
生活在没有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工资劳动者
中未受最低工资保护比例最高的地区是阿拉伯
国家和非洲（见图 3.4）。

  图 3.3  2024 年各地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比例（百分比）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算，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表。

非洲  美洲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阿拉伯国家

  图 3.4  2020 年各地区生活在无最低工资制度国家的工资劳动者比例（百分比）

来源：ILO, 2020a。

非洲  美洲  亚太地区  欧洲和中亚  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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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最低工资的分配潜力取决于社
会伙伴的积极参与。这是因为高层社会对话对
于推动最低工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四个关键特
征至关重要，这些特征有助于促进薪酬公平。
首先，最低工资必须具备广泛的法律覆盖范围，
涵盖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群体，比如家庭佣工。
其次，雇主必须高度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由于
在非正规经济比例高且执法机构薄弱的国家，
不遵守规定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最低工资促
进平等的效果需要配套举措来推动向正规经济
转型。第三，最低工资必须设定在适当水平（见
框 3.3）。第四，预期的分配效果深受最低工
资受益者的构成和特征影响，尤其是最低工资

领取者的占比、税收政策以及低收入家庭获得
补充福利收入的情况（Grimshaw & Rubery, 
2013）。

高层社会对话对于将生活工资落到实处也
至关重要。2024 年 3 月，国际劳工组织理事
会核准了 2024 年 2 月召开的涵盖生活工资的
工资政策专家会议结论（ILO, 2024c）。这些
结论明确了界定生活工资概念的关键标准，并
概述了估算生活工资的基本原则（见框 3.4）。
结论确认，生活工资估算“有助于为工资设定
开展基于证据的社会对话，并为其提供参考依
据”（ILO, 2024c，8）。

框 3.3  确定适当最低工资水平的平衡方法

确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工资监管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如果设定得过低，最
低工资可能无法为劳动者提供足够保护，以抵御低薪和工作贫困问题；如果设定得过高，
则可能出现合规率低的情况，还可能对就业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ILO, 2016）。

第 131 号公约第三条要求，在设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时采用平衡方法：

在确定最低工资水平时，应尽可能并根据国家实践和条件酌情考虑以下因素：

(a)	 劳动者及其家庭的需求，同时考虑本国的一般工资水平、生活成本、社会保障福利，
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相对生活水平；

(b)	 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的要求、生产力水平，以及实现和维持高水平就业的必
要性。

框 3.4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生活工资的结论

这些结论强调，合理的工资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是减少贫困与不平等、保
障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推进社会正义的关键。结论（第 5 段）指出，生活工资的概念是：


	 考虑国家具体情况，为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体面生活标准所需的工资水平，且该工资水

平按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的工作计算；

	 依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生活工资的原则进行计算；

	 通过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工资设定原则的工资设定程序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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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社会伙伴在法定最低工资
设定中的作用

对高层社会对话的原则与参与方（见第一
章）秉持承诺，是建立并维持能为工资平等带
来积极效益的适当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国际
劳工标准要求各国政府确保社会伙伴充分参与
磋商，且尽可能在平等基础上直接参与有关最
低工资的设立、实施和调整的决策（见框 3.5）。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应能够依据透明且预
先确定的标准，直接提名或推选代表，这符合
第 131 号公约的规定。此外，磋商不应流于形
式，因为只有以透明方式开展，且在政府做出
任何决策之前进行，磋商才有可能切实有效。

更广泛地说，围绕最低工资设定开展社
会对话，能够借助社会伙伴对劳动力市场动态

框 3.4（续）

结论还概述了估算生活工资应遵循的原则，包括：

	 采用基于证据的方法和可靠数据；

	 采用基于证据的方法和可靠数据；

	 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开展协商；

	 透明度；

	 公开可得性；

	 明确是否包含社会保障及其他缴费；

	 定期调整；

	 考虑性别平等、非歧视以及当地社会经
济和文化因素。

来源：ILO, 2024c。

在工资设定流程中落实生活工资，应
基于证据且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原则。这涉及
强化社会对话与集体谈判，赋能工资设定机
构，推动从最低工资逐步过渡到生活工资，
同时要由国家或地方主导。

工资设定应优先考虑“劳动者及其家
庭的需求以及经济因素，这是工资设定流程
的两大支柱”（第 13 (a) 段）。此外，促
进生活工资的可持续策略，不能仅依靠工资
设定机制，还应包括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
结构转型，确保生产力增长转化为工资增
长，而这需要强有力的劳动力市场机构和社
会对话来助力。

的深刻理解，提升程序和结果的质量与合法
性。为了最大化基于证据的社会对话的成效，
向社会伙伴提供可靠数据和及时分析以助力
其做出明智决策，至关重要。社会伙伴对劳
动者需求以及企业支付更高工资能力的洞察，
有助于推动制度实施与合规，增强决策的合法
性，并促进各方更坚定地致力于执行这些决策
(Guardiancich & Artale, 2018; ILO, 2014）1。

对高层社会对话的原则和参与方秉持承
诺，是建立并维持适当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所

对高层社会对话的原则和
参与方秉持承诺，是建立
并维持适当最低工资制度
的核心所在

1	 公约和建议书适用专家委员会一再强调，在第 131 号公约框架内，社会伙伴应在平等基础上充分参与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和运作相关磋
商及决策。如需查阅近期报告，可参考公约和建议书适用专家委员会针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023 年）、厄瓜多尔（2022 年）和吉尔
吉斯斯坦（2022 年）适用第 131 号公约情况所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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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充分证据表明，近年来，社会伙伴的参
与有助于改进最低工资作为政策工具的设计与
运用，以应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包括在
高通胀时期维持其有效性（ILO, 2020a）。自
2010 年以来，佛得角、塞浦路斯（见框 3.6）、

框 3.5  最低工资磋商的合理性

与社会伙伴充分磋商的原则是第 131 号公约的核心内容，该公约第四条规定：

1.	 批准本公约的每个成员国，应设立和（或）维持适应本国情况与需求的机制，借此可为
依据第一条涵盖的工资劳动者群体确定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

2.	 在设立、运作和修改此类机制时，应做出规定，与相关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进行
充分磋商；如不存在此类组织，则与相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进行磋商。

3.	 凡适合最低工资确定机制性质的情况，还应做出规定，让以下各方直接参与机制运作：

(a)	 相关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如不存在此类组织，则让相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
在平等基础上参与；

(b)	 经认可有能力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人员，且在存在相关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情况
下，经与这些组织的代表充分磋商后任命，且此类磋商符合本国法律或实践。

埃及、德国、圭亚那、马来西亚、卡塔尔、南
非和苏里南等国家推出了新的国家最低工资制
度，并且在 2022 年，欧盟通过了一项新指令，
旨在推动其成员国制定适当的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开展更积极主动的社会对话（见框 3.7）。

框 3.6  塞浦路斯的首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经过与社会伙伴的广泛协商，塞浦路斯政府于 2022 年 8 月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第
350/2022 号法规）1，推出该国首个国家最低工资标准。这一开创性举措出现在集体谈判
从行业层面分散到企业层面的背景下，而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有所加速。

依据 1941 年《最低工资法》，政府有权为特定低薪职业设定最低小时工资或月工资。
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资下限，传统上由政府每年与社会伙伴协商后确定，曾适用于 9
类职业（包括商店售货员和医疗助理）以及酒店行业的 13 类职业。随着工会呼吁出台法律
措施，保护劳动者免受不合理低薪影响，国家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引入成为政策讨论的核
心，并被提上政府议程（Perdikes, 2023 年）。

根据《最低工资法令》，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法令还设立
了最低工资调整委员会，由 3 名工人代表、3 名雇主代表和 3 名独立专家组成。法令列出
了确定工资下限的若干标准，包括经济发展、生产力和就业趋势，工资整体发展与分配情况，
成本 - 生活因素，以及工资增长对就业水平和其他指标的影响。该立法将家庭佣工、农业
工人、航运工人、实习生和培训生，以及受酒店行业多雇主集体协议覆盖的人员排除在外（欧
盟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2024 年）。

对于与同一雇主连续就业满 6 个月的全职员工，月毛最低工资最初于 2023 年月 1 日
设定为 924 欧元，后于 2024 年月日调整至 1000 欧元（第 402/2023 号法规）。尽管委员
会就涨幅范围达成共识，但具体标准由政府最终决定。据政府称，此次最新上调让超 2.5
万名劳动者受益，他们主要集中在零售行业（(Kouroushi & Marathovouniotis, 2024）。

1《最低工资法令》（第 350/2022 号和第 402/2023 号法规）。



90 社会对话报告 2024——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层社会对话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采用多种方法来设定
和调整最低工资，这反映了不同的国家传统、背
景以及劳资关系环境。不过，大多数国际劳工组
织成员国在设定工资下限前，都会寻求让雇主组
织和工人组织参与磋商，通常是通过三方机构和
其他社会对话机制来进行（ILO, 2020a）。

此 类 磋 商 的 性 质 和 成 效 差 异 很 大。
Grimshaw（待发表）对不同地区九个国家开展
的研究，凸显了最低工资设定过程中社会对话
的关键区别特征（见表 3.1）。在有着浓厚社会
对话传统的国家，政府会在与社会伙伴进行磋
商或谈判后设定最低工资，通常由最低工资委
员会等机构性组织推动。例如，在德国（见框 
3.8），最低工资委员会中的社会伙伴会通过谈
判程序，共同且独立地决定最低工资调整事宜，
传统上政府的角色仅限于批准或否决该决定。

框 3.7  欧盟最低工资指令：促进社会对话以确保适当的最低工资

2022 年 10 月通过的《欧盟最低工资指令》，标志着在确保欧盟成员国劳动者获得公
平且适当工资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该指令旨在保障法定最低工资的适当性、加强工资确
定方面的集体谈判，并扩大最低工资保护的覆盖范围，与《欧洲社会权利支柱》高度契合。

指令引入了关键条款，强调非歧视原则，尤其涉及工资变动或扣除方面。虽然它没有
规定适当最低工资的具体比例阈值，但提供了指示性参考值，比如一国工资中位数的 60%
和平均工资的 50%。它概述了调整法定最低工资的四项基本标准：购买力、一般工资水平、
工资增长率和长期生产力趋势。此外，指令要求集体谈判覆盖率低于 80% 的成员国建立框
架，以强化集体谈判条件，并据此制定行动计划。

该指令凸显了高层社会对话在工资设定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它要求成员国让社会
伙伴参与法定最低工资的设定与调整；另一方面，鼓励成员国“促进建设并加强社会伙伴
在工资设定方面开展集体谈判的能力，尤其是在行业或跨行业层面”（第 4 条）。

认识到最低工资在经济低迷时期的重要性，这项新的跨境法规力求保障劳动者的体面
生活水平，减少在职贫困，从而推动可持续且具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尽管成员国需在 2024 年 11 月前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但欧盟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
（2024 年）已观察到，该指令已在影响欧盟各国的最低工资设定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将
2024 年本国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或工资中位数的特定目标百分比挂钩。

来源：2022 年 10 月 19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欧盟适当最低工资的 2022/2041 号指令。

在南非，社会伙伴对工资设定也有显著影
响。南非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工委员会是 2019
年通过南非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内的谈判设立的，
其中国家最低工资委员会包含工人代表、雇主
代表、有组织的社区代表 1 以及政府任命的独
立专家。该委员会的职责包括就行业决定中的
工资增长向政府提供建议，从而扩大高层社会
对话的范围。

在其他情况下，设定最低工资时与社会伙
伴的磋商相对有限，比如通过技术性指数化体
系（如在法国，尽管仍会就决定向社会伙伴进
行咨询），或是为了实现政府规定的目标。在
西班牙，政府于 2021 年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
会，以推荐策略，争取到 2023 年实现最低工
资达到平均收入 60% 的目标。2021 年 9 月，
政府与工会达成协议，设定了 2021-2023 年

1	 代表社区和发展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成员，用于体现相关组织里为社区、发展层面发声群体的身份，常出现在涉及多方参与（如政策制定、
社会协商等场景）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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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工资增长，不过未获得雇主批准。2024
年，政府与主要工会同意将最低工资再次提高
至 1134 欧元，自 2018 年以来涨幅达 54%（西
班牙政府，2024 年）。这些协议与过去三方
社会对话的做法有明显不同。最初，2017 年
的一项三方协议设定了 2018-2020 年的最低工
资增长。但政府换届导致 2020 年初重新谈判
当年的最低工资。新冠疫情期间，关于最低工
资的社会对话陷入中断，而执政联盟内部的分
歧又拖延了 2021 年最低工资决策的制定，促
使调整了做法（Puebla Pinilla, 2024）。

最低工资委员会的代表构成可能仅局限于
雇主和工会，也可能涵盖政府、独立专家（通
常是学者）以及社区组织。代表的选任可能会
力求反映雇主群体和工人群体在经验上的潜在
差异。例如，在越南，有专门代表中小企业、
合作组织以及工商会成员的雇主代表。设定最

框 3.8  社会伙伴在德国国家最低工资设定体系中的重要性

德国的国家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法》）作为名为《加强集体谈判法》的更广泛
立法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于 2015 年推出，该法认可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工资设定过
程中的核心地位。此法既为法定最低工资设定新规则，也确立条件以推动行业最低工资的
设立以及集体协议的延伸，旨在重振德国集体谈判体系（Bosch, Schulten & Weinkopf, 
2021）。

该法还通过要求最低工资以集体协商工资的平均变化趋势作为确定其水平的主要标准，
强化了集体谈判参与方的影响力。在实践中，社会伙伴每两年就最低工资调整进行谈判，
政府的角色仅限于批准或否决推荐的工资标准（Bosch, Schulten & Weinkopf, 2021）。

不过，2022 年德国议会通过立法，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将法定最低工资提高至每
小时 12 欧元，常规调整程序随即暂时中止。次年，设定最低工资的职责交回最低工资委员会。

2023 年 6 月，该委员会核准了第四次调整，2024 年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 12.41 欧元，
2025 年提高到每小时 12.82 欧元（Dütsch, Ohlert & Baumann, 2024）。然而，此次调整
最低工资的决定首次并非通过共识达成，而是经多数投票做出。

该委员会还是工资设定机构朝着性别平等迈进的积极范例。委员会中代表的三个群体，
即工会、雇主和独立专家，每个群体都必须提名至少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作为成员。

注：2023 年 6 月最低工资委员会核准的第四次调整见 https://www.mindestlohn-kommission.de/DE/Bericht/pdf/Beschluss2023.
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委员会群体构成规定见 2014 年 8 月 11 日《德国最低工资法》第 5 条和第 7 条（《联邦法律
公报 I》，第 1348 页），最新修订见 2023 年 6 月 28 日法案第 2 条（《2023 年联邦法律公报 I》，第 172 期）。

低工资的机构规模可大可小，成员数量差异悬
殊，阿根廷有 32 名成员，英国则仅有 9 名。

  3.1.3  通过集体谈判设定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既可以由主管当局与社会伙伴磋
商后通过法定决策来设定，也可以由雇主组织
和工人组织通过集体谈判来设定。这两种方式
也可同时实施。框 3.9 包含了关于国际劳工标
准中协商确定最低工资规定的更多信息。不过，
在已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
中，仅有 7% 完全依赖集体谈判来确定最低工
资（见图 3.1）。这些国家拥有强大且独立的
社会伙伴，集体谈判覆盖率也很高，这种情况
在多雇主集体谈判环境中最为普遍，并且存在
法律延伸机制（即“对所有人有效”条款 ）（ILO,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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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部分国家在最低工资设定制度安排中社会伙伴参与的情况

国家 参与类型 相关工资设定机构名称及构成 主要特征

阿根廷 磋商 就业、生产力与可调整最低生
活工资全国委员会：
政府（主席，1 名）
雇主（16 名）
工会（16 名）1

委员会还提出失业救济金及基本生活物资篮子
的定义

柬埔寨 磋商 劳工咨询委员会：
政府（14 名）
雇主（7 名）
工会（7 名）2

该委员会为服装和制鞋业设定最低工资；近期
已扩展至旅行用品行业

法国 指数化调整
与磋商

最低工资专家小组：
主席（1 名）3

独立专家（4 名）

依据专家报告，政府采用自动指数化规则，该
规则结合通胀、平均工资增长情况，按加权组
合方式为体力和文职劳动者调整

工资对决策有一定程度的有限磋商

德国 磋商与谈判 最低工资委员会：
独立主席（1 名）
雇主（3 名）
工会（3 名）
咨询成员（学术专家，
无投票权）（2 名）4

主席由政府根据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合提
议任命

决策需经政府批准

南非 磋商 国家最低工资委员会：
主席（1名）
独立专家（3名）
雇主（3名）
工会（3名）
社区组织（3 名）5

2019 年设立

改进了之前行业最低工资设定流程（行业决定
流程）中的社会对话投入

主席和独立专家由政府任命

西班牙 政府设定目
标与临时磋
商

无常设最低工资委员会
2021 年设立临时咨询委员会，
成员包括：
政府（3 个部门）
雇主（2 个已退出）
工会（2 个）
学者 / 独立专家（7 名）6

政 府 目 标： 最 低 工 资 达 到 平 均 工 资 的 60%
（2019-2023 年 ）

咨询委员会就如何界定和实现该目标提供指导

英国 磋商与政府
设定目标

低薪委员会（所有成员均
“以个人身份”任职）：
主席（1 名）7

雇主（3 名）
工会（3 名）
独立专家（2 名）

政府目标：最低工资达到工资中位数的 60%
（2016-2020 年），后为 66%（2020-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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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仅法定程
序，社会伙
伴不参与

无最低工资委员会 8 联邦最低工资由政府单方面设定
50 个州中的 30 个州（以及众多城市）使用一
系列规则设定更高的最低工资，通常是响应工
会运动

越南 磋商 国家工资委员会：
政府（5 名）
雇主（5 名）
工会（5 名）
独立专家（2 名）9

该委员会为全国四个地区提议最低工资调整；
自 2019 年起有独立专家加入

1	 见 https://www.argentina.gob.ar/trabajo/consejodelsalario.
2 	 见 https://www.mlvt.gov.kh/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task=download&id=327_7a51a37c2d55e9437295115a2d15

a019&Itemid=236&lang=en.
3	 见 Decree No. 2009-552 of 19 May 2009. 
4	 见 https://www.mindestlohn-kommission.de/DE/Kommission/Mitglieder/mitglieder_node.html. 
5	 见 https://www.labour..za/‌‌Us/Pages/National_Minimum_Wage_Commission.aspx. 
6	 见 https://www.lamoncloa.gob.es/serviciosdeprensa/notasprensa/trabajo14/Documents/2021/80621-%20Resumen_ejecutivo_

comision_smi.pdf. 
7	 见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organisations/low-pay-commission/about/terms-of-reference#the-purpose-ofthe-low-pay-

commission.
8	 见 https://www.dol.gov//topic/wages/minimumwage. 
9	 见 https://nhankiet.vn/vi/w2783/Decree-1452020NDCP---On-Working-Conditions-And-Labor-Relations.html. 
来源：改编自 Grimshaw（待出版）。数据通过案头研究和与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收集。

行业协议（其是否通过政府决策在法律上
延伸具有不确定性）是确定最低工资的集体谈
判的主要形式。这种做法在北欧国家尤为常见，
即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其他几个
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由于
很大一部分雇员受集体谈判协议覆盖，也属于
这一类别。

此外，在比利时，月平均最低收入是通过
双边全国劳工委员会（ILO, 2023a）下的国家
跨职业集体协议确定的。大多数集体协议被允
许设定最低工资，条件是它们达到或超过法
定水平（“有利原则”），其效果是，在法定
最低工资超过某些集体协议设定的基线的情况
下，以法定数字为准（ILO, 2020a）。

框 3.9  国际劳工标准对协商确定最低工资的规定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建议实施委员会强调，第 131 号公约及其配套的《1970 年最低
工资确定建议书》（第 135 号）提供了广泛的适用方式选择（ILO, 2014）。这些方式包括
如第 135 号建议书（第 6(e) 段）明确指出的，通过“赋予集体协议条款法律效力”来确定
最低工资。

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与建议实施委员会所阐明的，这并不要求将集体协议的适用范
围扩展至特定行业的所有劳动者和雇主，或一国的所有行业。相关要求仅在于使协商确定
的最低工资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然而，必须考虑第 131 号公约中关于最低工资制
度适用范围的规定，该公约要求覆盖“所有就业条件适合被纳入覆盖范围的工薪劳动者群体”
（第 1 条）。

来源：IL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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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在推动最低工资政策及塑
造其分配效应方面的作用，可因它在通过行业
集体谈判确定工资过程中所发挥的并行作用而
大大增强。作为多雇主谈判的主要范例，行
业集体协议是最高效的高层社会对话工具之
一，有助于减少严重的工资不平等，包括消
除因性别、种族和年龄产生的工资差距（ILO, 
2022b）。事实上，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据支持行业集体谈判在经济和平等方面
的优势，涵盖就业增长与失业指标、工资平等
及 培 训 等 领 域（ 如 Andersen, 2018; Brandl 
& Braakmann, 2021; Grimshaw & Hayter, 
2020；OECD, 2019；Wright, 2022）。

本节阐述行业工资集体谈判促进工资平
等的三种途径。首先，通过使特定行业实际工
资增长与平均生产力增长相契合，社会伙伴能
够实现工资从经济增长中的更公平分配（ILO, 
2019b；Paternesi Meloni & Stirati, 2023）。
其次，通过增强中低薪工人的谈判能力，行业
集体谈判往往有助于降低低薪现象的发生率，
保护工资差异，压缩整体工资结构（Hayter, 
2015；ILO, 2022b）。 第 三， 在 特 定 制 度 环
境下，行业集体谈判可通过尊重因技能、资
历和经验产生的工资差异，将工资上涨带来
的收益扩展到工资分布中更靠上位置的劳动
者，从而补充法定最低工资在薪酬公平方面
的 效 果（Dingeldey, Grimshaw & Schulten, 

2021; Garnero, Kampelmann & Rycx, 2015; 
Grimshaw, Bosch & Rubery, 2014）。

  3.2.1  使实际工资增长与生产力
增长相契合

平衡劳动者的体面生活水平和收入与创
造体面工作岗位的企业可持续增长，对促进社
会公正和经济进步至关重要。历届《国际劳工
组织全球工资报告》都强调了集体谈判在使工
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相契合方面的根本作用，
从而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并确保公平的收入
分配。例如，集体协议，尤其是行业层面的
协议，可纳入与生产力增长挂钩的工资上调
以及工时缩短的内容。在行业集体谈判中，工
资谈判方常利用生产力指标来争取公平薪酬，
助力劳动者获得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合理份额，
进而增强他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ILO, 
2022b）。

近几十年来，工资与生产力的脱钩是导致
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见图 3.5）。这是因
为它降低了全球劳动收入份额（即分配给劳动
报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见图 3.6）。行
业集体谈判与精心设计的最低工资政策相配合
（见下文），可通过协调宏观层面工资增长与
通胀及产出指标，助力工资与生产力增长重新
契合。除设定基本工资外，行业集体谈判的议
程还可纳入与生产力和绩效挂钩的额外可变组
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涵盖基于成果的薪酬制
度，如（见框 3.10）：

	 与产出挂钩的基于生产力的奖金；
	 基于个人或团队业绩的绩效薪酬；
	 财务参与计划，包括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利润

分享方案（ILO, 2023a）。

3.2 

行业工资集体谈判
及其与最低工资的
相互作用

近几十年来，工资与生产
力的脱钩是导致不平等的
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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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劳动生产率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指数均以各国人口为权重计算加权平均值，因此大国在每个时间
点的估计中影响更大。估计以 1999 年为基年。2024 年的数据基于当年第一和第二季度。

来源：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资就业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的全球就业趋势数据集。工资数据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 (ILO, 2024b)。

  图 3.5  高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实际工资趋势，1999-2024 年（指数，1999 年 = 100）

工资 劳动生产率

 指
数

，
19

99
年

=1
00

  图 3.6  全球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4-2024 年（百分比）

说明：劳动收入占比是指劳动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 衡量总产出的指标 ) 的百分比，两者均按名义价值计算。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模型估计，2024 年 8 月；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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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行业集体谈判与法定最低
工资的相互作用

要更清晰地理解国家层面行业集体谈判对
工资平等的影响，需要更多了解集体谈判与最
低工资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通过对比各国经
验，本节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伙伴在其工
资设定角色中提供指导，以帮助填补覆盖缺口，
并解决不遵守规定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正规经
济领域。

国际劳工组织委托开展的一项研究通过
分析不同国家的样本，揭示了行业集体谈判
与法定最低工资 之间一系列可能的相互作用
（Grimshaw，待出版）。表 3.2 呈现了四种行
业集体谈判 - 最低工资相互作用类型的特征 1。

框 3.10  包含与生产率挂钩的可变薪酬组成部分的行业协议示例

西班牙

在西班牙，建筑行业 2017 年签署、2022 年更新的集体协议，通过强调生产率对行业
增长至关重要，对基于成果的薪酬进行了规范。该协议包含生产率奖金或激励措施，将更
高的工作产出与相较于标准水平的按比例薪酬增长挂钩。协议还设立了一个双边行业生产
率委员会，负责监督工资等级的定义和审批。

北马其顿

在北马其顿，酒店业集体协议明确了基于绩效的薪酬分配方式，员工最多可获得相当
于基本工资 30% 的额外收入。基于绩效的薪酬根据若干标准确定：工作活动的及时执行；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工作流程中的成本节约；工作时间利用效率；工作完成量；以及工作
完成质量——每满足一项标准，可获得 5% 的薪酬增长。该协议还设想根据企业的整体绩
效提高基本工资。

阿根廷

在阿根廷，2020 年签署的涵盖银行业的集体协议包含一项员工利润分享计划。该计划
基于金融系统的整体利润，以阿根廷中央银行过去六个月公布的平均股本回报率为参考。
金额按月计算和发放，相当于协议中规定的一系列额外付款的十二分之一，这些额外付款
也会根据员工的教育水平、工作地点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来源：ILO, 2023a。

紧密型相互作用适用于集体谈判覆盖率相
对较高的体系，其中法定最低工资往往与集体
协商工资重叠。行业集体协议中的基本工资率
有时可能低于法定最低工资，尤其是在法定最
低工资调整后的时期，而近乎普遍的集体谈判
覆盖率赋予社会伙伴相当大的权力，以推动设
定高价值的最低工资。这意味着，对于实际工
资增长而言，这两个制度性推动因素之间可能
存在强大且动态的双向相互作用。

行业集体谈判与法定最低
工资之间存在一系列可能
的相互作用

1	 每种类型都是一种“理想类型”，这意味着该分类可作为评估国家制度时，揭示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分析基础。其目的并非要在国家
制度与理想类型间找到“完美契合”，而是要厘清不同国家背景下，行业集体谈判与法定最低工资政策相互作用中固有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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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四种行业集体谈判 - 最低工资互动类型

关键特征 1. 紧密型相互作用 2. 松散型相互作用 3. 孤立型最低工资 4. 无最低工资效应

最低工资
水平

中 / 高 低 / 中 低 / 中 / 高 低 / 中

集体谈判
覆盖率

中 / 高 中 / 高 低 低

相互作用 最低工资与集体协
商工资重叠
行业集体谈判和最
低工资设定相互影
响大

最低工资是确定更高基本
工资的明确基准

最低工资对低工资影
响占主导
集体协商工资重要性
有限

最低工资覆盖缺口
大，和 / 或不遵守
情况严重，且 / 或
在非正规部门“灯
塔效应”弱（见框 
3.11）

最低工资
上调对工
资平等的
预期影响

广泛的积极最低工
资“涟漪效应”（即，
对收入高于最低工
资门槛的劳动者的
工资影响），助力
劳动者摆脱低薪

广泛的积极最低工资“涟
漪效应”帮助低薪劳动者
摆脱低薪，但行业集体谈
判覆盖范围外的劳动者面
临最低工资较低的风险

零（甚至负面）最低
工资“涟漪效应”，
给摆脱低薪制造障
碍，但可能存在较高
的最低工资底线

最低工资仅让一小
部分劳动者受益
高比例劳动者处于
低薪状态，面临工
资被剥削的高风险

来源：Grimshaw（待出版）；改编自 Dingeldey, Grimshaw & Schulten, 2021, 表 1.2。

法国就是这种行业集体谈判 - 最低工资相
互作用类型的范例。在低工资行业，行业集体
协议中众多协商确定的基本工资往往处于或接
近最低工资水平，而且社会伙伴倾向于在 1 月
最低工资调整后立即更新集体协议。企业层面
的补充谈判意味着，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行业
工资率会得到提高。

在存在紧密型相互作用的国家，一个关键
的紧张点在于最低工资上涨可能超过集体协商
工资上涨的风险，这会对受集体谈判协议覆盖
但仍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工人产生
影响。例如，在法国，虽然传统上领取法定最
低工资的工人比例相对较低，但近年来这一比
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 2021 年的 12% 上升到
2023 年的 17%，这表明低工资行业集体协议
的相对响应性发生了转变（Ley, 2023）。

松散型相互作用代表的是集体谈判覆盖率
中等到较高的国家或行业，在这些国家或行业
中，法定最低工资是行业集体协议工资谈判的
明确参考点，但集体协商工资通常比法定最低
工资高出约 10%-20%。在一些国家，这种制
度形式存在的风险是，它可能会抑制最低工资
的价值，因为社会伙伴在设定最低工资方面的
资源投入与社会对话过程相脱离（Grimshaw 
& Johnson, 2024）。对于社会伙伴而言，问
题在于他们是应该努力维持集体协商工资相对
于最低工资的溢价，还是寻求提高法定工资下
限，以补充和加强针对最低收入者的集体协商
工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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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型最低工资描述的是集体谈判薄弱且
不发达的国家或行业，这意味着低薪工人工资
保护的主要形式是法定最低工资。原则上，这
种类型为最低工资相对价值的变化提供了最大
空间。由于社会伙伴通过集体谈判发挥的作用
较小，政府在确定最低工资的调整轨迹方面相
对重要，政府可能会寻求削减、冻结或提高最
低工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政府可能会与雇
主或工会的利益结成联盟，或者可能会优先考
虑其他政策目标，包括与就业增长、工作贫困
减少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目标。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具有说明性。在这两个
国家，有很大比例的工人领取最低工资，在英
国总体接近十分之一，但在该国一些低薪行业
中比例要高得多（Avram & Harkness, 2019）。
集体谈判的普遍缺失导致工资增长缺乏，因
为未被集体谈判覆盖的企业的人力资源薪酬
实践，不像通过集体工资协议确立的那样，
会为低薪职业考虑资历、技能和工作经验带
来的工资增长（Grimshaw, Bosch & Rubery, 
2014）。

无最低工资效应涵盖了适用于既不受最低
工资保护、也不受集体谈判保护的工人的结构
性和制度性条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最低工资法并未覆盖非正规
经济中大量的自营职业者和家庭工人，或农业
工人与家庭佣工（ILO, 2020a, 92-95）。此外，
即使工人受最低工资立法覆盖，由于存在不遵
守法律的风险，他们仍易遭受低工资待遇。虽
然非正规经济某些领域的工资做法可能会模仿
法定最低工资（见框 3.11），但在其他领域，
未注册的经营单位可能要么不了解最低工资标
准，要么在设定工资率时选择无视，导致很大
比例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

从这一分析中得出两个主要考量。首先，
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参与最低工资设定，即便
在集体谈判覆盖率有限的情况下，也会对工资
调整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它们的参与会在考虑
工人及其家庭需求以及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增
强最低工资政策在保护低薪工人和缓解工资不
平等方面的有效性。其次，各国的证据表明，
通过与社会伙伴协商或社会伙伴直接参与设
定、并通过集体谈判以互补方式设计的最低工
资，从长远来看，能有效促进工资平等和可持
续经济发展，与《2030 年议程》相一致。当
与集体谈判充分结合时，最低工资更有可能有
效保护从事低薪工作的人员，确保实际工资增
长并实现工资公平。

框 3.11  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影响：“灯塔效应”

在许多国家，无论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是否受法律覆盖，最低工资都有可能影响该部门
的工资实践，而且它的影响往往独立于集体谈判等其他工资设定机制。例如，来自拉丁美洲
的研究证据表明，法定最低工资与大量从事非正规经济工作的劳动者的工资存在一定关联。

在近期针对该地区六个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开
展的一项研究中，Lombardo, Ramírez-Leira & Gasparini（2024）发现了直接证据，表
明最低工资的提高会缩小非正规就业工人中收入最低者与处于工资分布 75 百分位者之间
的收入差距。作者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与“灯塔效应”的存在相符。尽管最低工资仅针
对正规就业工人设定，但它似乎在非正规部门的工资协商中充当了参考标准（Lombardo, 
Ramírez-Leira & Gasparini, 2024, 507）。

来源：Lombardo, Ramírez-Leira & Gasparini,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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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受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
断影响，全球经济通胀大幅飙升，加之乌克兰
战争爆发后能源与食品价格上涨。自 2022 年
年中通胀见顶后，全球通胀在多数地区回落速
度快于预期，发达经济体降幅尤为显著。预计
2024 年全球通胀率降至 5.9%，2025 年降至
4.5%（IMF, 2024）。然而，基本商品价格仍
居高不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全球能源与食
品市场带来持续风险，可能引发价格飙升。这
些不确定性或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
等产生不利影响（OECD, 2024a）。

尽管 2023-2024 年平均实际工资随通胀
逐 步 回 落 而 反 弹（ILO, 2024b）， 但《2022-
2023 年国际劳工组织全球工资报告》（ILO, 
2022c）凸显了生活成本危机对工资与购买力
的负面影响。通胀高企致使众多国家出现实际
工资负增长，削弱了中产阶级购买力，对脆弱
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此轮通胀压力，加剧了
新冠疫情期间劳动者及其家庭遭受的工资大幅
损失。

通胀上升还加剧了国内劳动收入不平等，
因低收入家庭需将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食品、
电力等基本商品与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
涨幅通常高于非必需品（ILO, 2022c）。高通
胀率也重创全球企业，部分行业因生产成本飙
升而衰退。此外，货币紧缩政策推高利率，增
加企业融资与投资成本，抑制私营部门就业
创造，拖累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2023；
Shah et al., 2024）。

除工资调整外，各国还采用一系列政策工
具缓解通胀对劳动者和企业的影响，力求公平
分担危机成本。这些工具包括针对性财政措施，
如临时能源补贴、在职福利及其他社会转移支
付，助力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水平，支撑
总需求（见第 2 章）。不过，高通胀时期帮扶
低薪劳动者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法定最低工
资名义值，至少部分抵消生活成本上涨（ILO, 
2022c）。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机制设计与实施的最
低工资（法定或协商确定）、行业工资集体谈
判及社会保护，能够缓解生活成本危机对低收
入家庭的冲击，在雇主与劳动者间，以及不同
薪酬水平劳动者间，公平分配通胀相关成本
（OECD, 2023a）。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社会
对话在应对生活成本危机方面整体成效积极，
包括为本报告开展的两项国际劳工组织调查。

第一项是对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9 月期
间 43 个国家的高层社会对话进程与成果的回
顾。结果显示，该期间确定的 118 项进程与成
果中，33 项（占 28%）聚焦应对通胀，涵盖
旨在保障最脆弱家庭实际工资与收入的政策，
包括工资指导线、社会转移支付及能源价格管
控（Guardiancich & Molina， 待 出 版）（ 见
附录 4）。此外，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助力推动
这些政策讨论，落实解决方案以应对生活成本
危机。国际劳工组织针对所有地区 38 个国家
42 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中 71 个雇主与工人组

3.3 

高层社会对话应对生
活成本危机的举措

为在经济危机期间保护低
薪工人，定期调整最低工
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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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的调查显示，75% 的受访者 1 对国家社
会对话机构在应对危机影响方面的成效给予积
极评价（Guardiancich，待出版）。

本节余下部分将阐述高层社会对话如何缓
解通胀带来的不利不平等影响，概述政府与社
会伙伴调整法定最低工资、提高公共部门工资
的策略，还将探讨三方与双方高层社会对话案
例（如行业协议），这些举措旨在抑制通胀、
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购买力。

  3.3.1  调整最低工资以缓解生活
成本危机

在大多数国家，法定最低工资已针对通胀
上升进行了调整，这有助于保护低薪工人免受
生活成本危机的冲击。然而，尽管 2022 年和
2023 年有近 60% 的国家提高了最低工资的名
义值，但这些调整总体而言不足以完全抵消通
胀的影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 160 个国家的
抽样数据，2021 年只有 14% 的国家实际最低
工资有所上涨，2022 年这一比例为 27%（ILO, 
2024b）。

在所有地区，高通胀时期最低工资都难以
跟上生活成本的涨幅，但一些国家，尤其是发
达经济体，设法缩小了生活成本危机造成的差
距。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最
低工资的实际水平总体上已超过 2019 年的水

平。2019 年 5 月 至 2024 年 5 月 期 间， 平 均
涨幅达 12.8%，涨幅中位数为 8.3%。这一涨
幅反映了 2023 年全年名义值的大幅调整，与
此同时通胀压力有所缓和。这些调整是自动增
长机制与自主调整举措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
伙伴直接参与其中或开展了相关协商（OECD, 
2024b）。

为在经济危机期间保护低薪工人，在社会
伙伴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定期调整最低工资至
关重要。第 135 号建议书指出，最低工资标准
“应不时调整，以考虑生活成本和其他经济条
件的变化”（第 11 段），鉴于近期通胀逐月
波动明显，还补充说明，修订可“定期进行，
或在根据生活成本指数变化认为有必要审查时
开展”（第 12 段）。

在许多设有法定最低工资的国家，生活
成本指标被用于更新工资下限，这通过压缩工
资分布对低薪群体产生积极影响。在调整时，
最低工资往往与物价指数挂钩，以法国为例，
该国的国家最低工资每年根据最底层收入五分
之一家庭经历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加上体力和
文职工人平均实际每小时收入变化的一半，进
行重新评估。该机制还考虑年内调整以反映通
胀情况。计算公式中纳入了应对负通胀（此时
通胀视为零）和超过 2% 高通胀（此时最低工
资立即按通胀率上调）的缓冲条款。指数化调
整后的变化每年由最低工资专家小组（见表 
3.1）审核，随后劳工部长通过国家集体谈判、
就业与职业培训委员会向社会伙伴提交拟议调
整方案，之后再推进方案通过（欧洲晴雨表，
2024；Grimshaw，待出版）。指数化也可基
于集体协议确定的工资（荷兰）或平均工资（以
色列）（OECD, 2023a）。

在其他国家，社会伙伴在确定最低工资方
面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包括在高通胀时期（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 160
个国家的抽样数据，2021
年只有 14% 的国家实际
最低工资有所上涨，2022
年这一比例为 27%

1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中的问题为：“根据你的经验，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是否应对过危机（的影响），或关键的国家发展动态 / 优先事项？
请对以下所有选项回答‘是’或‘否’。”更多信息见附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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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节）。在爱沙尼亚，社会伙伴与政府于
2023 年签署了一项三方“善意协议”，目标
是到 2027 年将法定最低工资逐步提高到平均
总工资的 50%。该协议使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能够每年根据对经济状况和失业指标的评估，
协商工资水平。实际来看，自 2020 年以来，
爱沙尼亚的最低工资涨幅约为 5%（欧洲晴雨
表，2024 年）。

  3.3.2  通过社会契约和行业集体
谈判应对生活成本危机

在许多国家，三方社会对话帮助政府和
社会伙伴制定缓解通胀影响的解决方案，比如

收入政策协议。这些协议通常需要协调工资谈
判，以促进工资适度增长，防止过度通胀压力
（Busemeyer, Carstensen & Emmenegger, 
2022）。它们还可能为通胀的分配影响设定目
标，比如调整税收和福利门槛，或实施针对低
工资群体的政策。到目前为止，高层社会对话
做法主要出现在欧洲，一个显著例子是葡萄牙
2022 年关于工资和竞争力的三方协议（见框 
3.12）。

最低工资一直难以跟上生
活成本的涨幅

框 3.12   葡萄牙关于工资与竞争力的三方协议

2022 年 10 月，葡萄牙政府与该国大多数社会伙伴完成了《2023-2026 年中期协议：
改善收入、工资与竞争力》的谈判。

该协议旨在通过提高工资和实施政策举措，促进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同时增强企业竞
争力、推动生产力增长。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一项战略性规划，重新平衡国民收入中工资和其
他劳动相关补偿的分配，目标是到 2026 年劳动收入占比至少达到 48.3%，与欧盟平均水平
看齐，实现 3 个百分点的增长。为达成这一目标，协议要求每月最低工资每年平均名义增长
4.8%，到 2026 年达到 900 欧元。2024 年 1 月起，最低工资提高至 820 欧元，自 2023 年
以来涨幅达 7.9%，创下葡萄牙最低工资最大涨幅纪录。

税收和福利制度的修订也确保了，为抵消高通胀而设计的工资增长，不会导致劳动者
纳税增加。劳动者收入还因相关条款而增加，这些条款允许失业救济金与工资部分累加，同
时提高加班工资和因经济原因解雇的补偿金。

政府推出财政激励措施，奖励近期签署或续签集体协议的企业，以促进工资增长，契
合协议设定的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工作岗位收入差距的目标。

为提升竞争力，政府承诺精简官僚程序、建立新的社会保障支付渠道，并为中小企业
维持 17%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协议还包含应对青年失业的举措，比如针对青年劳动者的激
励计划，支持签订月薪超 1330 欧元的开放式无固定期限合同。最后，为应对不断攀升的能
源成本，协议从国家预算中额外划拨 30 亿欧元用于能源消费。

注：《中期改善收入、工资与竞争力协议》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签署。葡萄牙工人总联盟未签署该协议，主张工资问题应仅由集

           体协议决定。

来源：Guardiancich & Molina（待出版）；OECD, 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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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在缓解高通胀对公共部门工
人的影响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部门工
资设定不仅对收入政策有直接影响，左右着很
大一部分劳动力的工资动态，而且在一些国家，
它还为其他部门的工资设定树立先例。虽然在
一些国家，公共部门雇员受最低工资法规约束，
但在许多国家，他们被排除在外（ILO, 2016
年）。谈判已促成公共部门的重要工资协议，
例如在：西班牙（2022 年 10 月，标志着恢复
在大金融危机期间丧失的权利）；爱尔兰（《营

在许多国家，三方社会对
话帮助政府和社会伙伴制
定 缓 解 通 胀 影 响 的 解 决
方案

框 3.13  摩洛哥 2022 年社会契约：提高最低工资应对生活成本危机

在摩洛哥，推动社会对话并使其制度化的一项重大里程碑，是 2022 年 4 月 30 日首相、
社会对话高级委员会主席，以及代表性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 1 签署了一项社会契约，
该契约包含一套全面的改革和措施，旨在加强对话，并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人的工作条
件与工资。

该契约作为更广泛的三方社会对话进程的一部分，是为应对因新冠疫情而加剧的日益
严峻的生活成本危机。为保障公职人员的购买力，契约提高了公共部门工人的最低工资。
使公共部门工人受益的其他措施包括：完善公共行政晋升制度；提供 15 天的陪产假；以及
加强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

关键的是，2022 年社会契约还承诺到 2028 年 2 逐步将农业工人最低工资与一般最低
工资接轨。

除工资保护外，契约还包含加强社会保护计划所提供福利的条款，包括增加对大家庭
的社会转移支付。设立常设三方对话观察站是契约中最具创新性的措施之一。在三方结构
的管理下，该观察站将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助力研究与培训，以及为三方行动者在劳动
世界治理方面的行动提供信息，来加强摩洛哥的社会对话。

为持续推动旨在改善工作条件并增强摩洛哥经济竞争力的对话，政府和社会伙伴于
2024 年 4 月 3 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其中包括进一步提高私营和公共部门工人的最低工资，
以及非工资福利，如减税和免税，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总体而言，这些收入改善协议
已使摩洛哥超 400 万工人受益（摩洛哥政府，2024 年）。

1	 摩洛哥 2022 年社会契约

2	 摩洛哥是 11 个采用法国模式（设一般最低工资与农业工人较低工资）的非洲国家之一。换算成月工资时，摩洛哥这两种工资
标准差异显著。农业工人较低工资设定为一般最低工资的 62%（国际劳工组织和非洲联盟，待出版）。

3	 摩洛哥 2024 年协议

造发展势头协议》，涵盖 2021 年和 2022 年）；
以及摩洛哥（见框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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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法定最低工资，但拥有强大劳资
关系传统和高集体谈判覆盖率的国家而言，它
们依靠行业集体协议来维护劳动者及其家庭的
购买力。例如，在那些具备完善的行业与企业
集体谈判协调机制的国家，这类架构往往有助
于实施协调一致的高层社会对话应对举措。以
瑞典为例，社会伙伴通常以三年为周期进行谈
判，而通胀危机引发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选择
一年期合同，使得 2023 年期间 700 项行业协
议中有 470 项重新谈判（欧洲晴雨表，2024 年；
Molina, 2023）。

为保护实际工资，集体协议中可能纳入
工资调整与通胀挂钩的条款。与法定最低工资
调整类似，通过集体谈判保护实际工资，是借
助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自动指数化机制实现
的。这类机制会使实际工资在通胀高于预期时
自动调整，从而带来实际工资的刚性和名义工
资的灵活性（De Spiegelaere, 2023）。在某
些情况下，即便没有自动指数化机制，谈判过
程中也会明确提及消费者价格指数，或在协议
中加以引用。

许多集体协议还包含影响整体工资结构的
额外增长条款。这些增长有时会在协议有效期
内定期谈判，目的是分配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
益（ILO, 2022c）。然而，有证据表明，在高
通胀时期重新谈判集体协商工资以提高其实际
价值，比调整法定最低工资更困难、更缓慢（欧
洲晴雨表，2024 年）。

这可能源于四个主要因素。首先，尽管
存在将集体协议与通胀挂钩的机制，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低通胀的背景下，

大 多 数 国 家 近 年 来 已 放 弃 工 资 指 数 化 制 度
（Molina, 2023）。其次，工资谈判的交错性
质（比如，在某些情况下，集体谈判协议重新
谈判的方式不规则）意味着，名义工资针对通
胀突然上升的调整可能需要数年时间。第三，
在集体谈判覆盖率下降、社会对话机构不发达
的环境中，社会伙伴并非总能有权力在所有行
业谈判大幅涨薪，部分原因在于现有经济因素
可能削弱雇主支付更高工资的能力。最后，尽
管许多国家通过“持续生效”（确保协议在续
签前不会失效，或使其有效期超出终止日期的
机制）支持集体谈判的延续性，但工资实际价
值仍有被侵蚀的趋势（ILO, 2022b）。因此，
受已到期集体协议覆盖的劳动者无法抵御通胀
压力。

尽管如此，在几个欧洲国家，通过集体
谈判协商确定的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已开始上
升（欧洲晴雨表，2024 年）。与此同时，大
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通胀下降促使实际工资回
升，尽管它们通常仍未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
（OECD, 2024b）。例如，在高通胀时期，行
业集体谈判已使一些国家和行业实现显著加
薪，弥补此前的实际工资损失，这些加薪往往
还辅以其他福利，如一次性付款（有时可免缴
税费和社保缴费）或额外带薪休假（见表 3.3）
（ILO, 2024d）。

行业集体谈判已使一些国
家和行业实现显著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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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包含通胀驱动型工资增长条款的行业集体协议示例

国家 行业（年份和 / 或期限） 与通胀相关条款的关键内容

巴西 制药业，圣保罗州（2023-

2025 年）1

协议规定，月收入低于 9653.30 巴西雷亚尔的工人工资增

长 5.5%；考虑到通胀率为 4.4%，实际增幅约为 1.1%（相

较于此前 12 个月）。月收入高于 9653.30 巴西雷亚尔的工

人也获得了 530.93 雷亚尔的固定工资增长。

丹麦 金融科技（2023-2025 年）2 2021 年，社会伙伴签署了该国首个全行业集体协议。2023

年，达成新的行业集体协议，两年内工资累计增长 8.0%。

德国 海港（2022 年）3 协议旨在应对高通胀对德国北海港口超 1.2 万名码头工人的

影响。从事常规和通用货物作业的工人工资增长 7.9%，从

事集装箱企业作业的工人工资进一步增长 9.4%。协议还包

含 2023 年所有港口作业的额外 4.4% 工资增长，以及一项

应对通胀的特别条款。

意大利 保险业（2022-2024 年）4 协议为约 5 万名工人提供超 9% 的工资增长。还包括 2000 

欧元的一次性付款，以抵消近期未调薪的影响，应对高通胀。

荷兰 油漆、装修、物业维护及玻

璃安装（2021-2025 年）5

2022 年协议使小时工资增长 2.75%，2023 年增长 10.3%。

2024 年和 2025 年小时工资增长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

挂钩。社会伙伴将开展磋商，评估行业发展及其他因素。

南非 汽车业（2022-2025 年）6 协议首年工资先增长 8.5%，次年增长 7% 或通胀率（取较

高者），第三年同理。协议还包含首年为 1 万名南非兰特收

入的工人提供一次性付款，以及提高住房补贴。

土耳其 金属业（2022-2023 年，

2021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7

协议最初规定前六个月工资增长 28%，接下来六个月增长

30%。若通胀上升，雇主将调整工资以维持实际工资增长。

第三和第四个六个月期间，工资调整将与通胀挂钩。首年社

会福利增长 35%，次年调整基于通胀情况。

1	 巴西圣保罗州制药行业协议（2023-2025 年）。

2	 丹麦金融科技雇主协会与丹麦金融服务工会之间的框架集体协议（2023-2025 年）。

3	 更多信息见 https://www.verdi.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co++943f2920-22f9-11ed-93b0-001a4a16012a。

4	 意大利保险业协议。

5	 荷兰油漆、装修、物业维护及玻璃安装行业协议（2021-2025 年）。

6	 更多信息见 https://www.engineeringnews.co.za/article/vehicle-manufacturers-numsa-sign-wagedeal-2022-10-19。

7	 更多信息见 https://www.industriall-union.org/turkish-metalworkers-win-after-united-fight。

来源：改编自 ILO, 20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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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仍是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一个
重要因素。世界各地的女性面临着结构性障碍
和不利处境，这些是由工资、就业机会和培训
获取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这些挑战阻碍了实
现人人有体面工作的进程（ILO, 2019c），并
限制了通过充分利用女性对经济的参与来解决
收入不平等、释放生产力和实现经济增长的能
力（Gonzales et al., 2015; OECD, 2023b）。

3.4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解
决性别薪酬差距问题

性别歧视仍是导致劳动收
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推进性别平等是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催化剂，这一原则已深深
融入《2030 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 5 “性
别平等” 明确致力于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同时，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领
域的 45 个对性别问题敏感的具体目标和 54 个
相应指标中（Dugarova, 2018）。具体而言，
可持续发展目标 8.5 力求到 2030 年实现“同 
工同酬”1。

为加快努力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国妇女署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
发起了“同工同酬国际联盟”2。这一多方利益
相关者伙伴关系汇聚了 60 多个国家的政府、雇
主组织、工人组织、企业，以及学术和民间社会
行为体，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框 3.14  推进性别平等的国际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动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的职责，已载入《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并体
现在相关国际劳工标准中。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性别平等的四项关键公约如下：

	 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

	 1958 年《（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第 111 号）

	 1981 年《有家庭责任的工人公约》（第 156 号）

	 2000 年《保护生育公约》（第 183 号）

第 100 号和第 111 号公约，也位列《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所列举的十项核心公约之中。

2019 年《暴力和骚扰公约》（第 190 号）及《建议书》（第 206 号），同样确立了
劳动者享有免于职场暴力和骚扰的权利。这些文书着重强调了政府、雇主和工人在维护与
促进该权利方面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包括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来落实。举例而言，第 190 号
公约要求政府通过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开展社会对话，识别高风险行业和工作安排（第
8 条第 (b) 款）。

1	 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8 相关具体目标和指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sdgs.un.org/goals/goal8#targets_and_indicators.

2	 有关“同工同酬国际联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equalpayinternationalcoal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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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诺得到了一套强有力的国际劳工
标准框架的强化，尤其是 1951 年《同酬公约》
（第 100 号公约，见框 3.14）。国际劳工组
织《未来工作百年宣言》（国际劳工组织，
2019a）也强调，要通过利用三方机制和社会
对话的潜力，“切实实现机会和待遇方面的
性别平等”。

在对性别薪酬差距和性别就业差距进行
审视后，本节将阐述高层社会对话在解决性别
薪酬差距和打击职场歧视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
用，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途径实现。首先，高层
社会伙伴可助力调整最低工资政策（包括扩大
其法律覆盖范围），以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因
为低薪劳动者中女性占比过高。其次，雇主组
织和工人组织能够确保行业集体谈判推进“同
值工作同等报酬”的法律原则（ILO, 2018）。
第三，高层社会对话可开创性别平等的变革性
议程 1（例如，在远程灵活工作等问题上）。
第四，高层社会对话能够确保女性主导行业的
工资待遇不落后于男性主导行业。

  3.4.1  薪酬与就业获取方面的性
别差距

尽管一些国家在解决薪酬决定中的性别歧
视问题、推进“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上取

得了进展，但与男性相比，劳动力市场中的女
性在薪酬和就业获取方面仍面临不利处境。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2018/19 年全球工
资报告》，基于对涵盖全球约五分之四工资就
业者的 73 个国家数据的分析，全球性别薪酬
差距（原始平均值）估计约为 20%，各国之
间差异显著（ILO, 2018, 14）。在考虑男性和
女性在教育、年龄、工作时间以及公共 / 私营
部门就业方面的差异后，“经因素加权”的全
球性别薪酬差距平均值仅略低于原始测量值
（18.8%）（ILO, 2018）。实际上，在许多国
家，在考虑教育和其他因素导致的性别差异后，
性别薪酬差距反而扩大，部分原因是女性受教
育水平高于男性，但在就业中，相较于受教育
程度相近的男性所获工资，女性的教育优势未
得到充分回报。

在高收入国家，工资分布顶端的女性群体
中，性别薪酬差距往往更为显著。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情况则更为多样。在一些国家，
这是因为与男性相比，从事工资就业的女性占
比小得多，从而产生了小样本（偏差）效应（ILO, 
2018, 49）。

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估计也显示出巨大
的性别薪酬差距。与正规就业男性的平均月工
资（设为 100%）相比，非正规工资就业的女
性平均挣得 42%，非正规工资就业的男性平均
挣得 58%（ILO, 2023b）。在许多地区，从事
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在非正规经济中最脆弱群体
里占比过高。这些群体包括家庭帮工、居家工
人和家庭佣工。这些群体的人员往往面临极少
或根本没有的反对歧视保护，且获得带薪病假
等基本社会保护的机会有限（ILO, 2023b）（见
框 3.15）。

高层社会伙伴可助力调整
最低工资政策（包括扩大
其法律覆盖范围），以缩
小性别薪酬差距，因为低
薪劳动者中女性占比过高

1	 劳动世界中性别平等的变革性议程，旨在通过挑战不平等的权力动态、转变制度规范和结构，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它以国际劳
工标准和框架为基础，如《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百年宣言》（2019a）以及 2021 年《以人为本从新冠疫情危机中复苏全球行动呼吁》，
这些文件强调认可女性对劳动力队伍的多样贡献，并倡导消除长期存在的性别差距（ILO, 202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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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遭遇
进入正规就业的重大障碍。2023 年，全球女
性劳动力参与率为 48.7%，显著低于男性的
73.0%。这 24.3 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每有
1 名非经济活动男性，就有 2 名女性处于类似
无经济活动状态。

在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南亚，持续存在约
50 个百分点的巨大参与差距（ILO, 2024e）。
缩小性别就业差距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在许
多国家劳动年龄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减少的时
期，这些努力尤为重要（ILO, 2017, 2018）。
缩小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方面的性别差
距，可进一步促进产出增长，经合组织国家到
206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平均提高 8.8%
（Fluchtmann, Keese & Adema, 2024）。

框 3.15   理解性别薪酬差距

国际劳工组织的分析强调，在许多国家，平均性别薪酬差距无法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
与男性在教育水平（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往往高于男性）或其他劳动力市场特征的差异来解
释。相反，它主要源于性别歧视的三个特征：

	 对同值工作，支付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的做法；

	 与男性主导职业的工资相比，女性主导职业的工资往往更低（按各自就业份额衡量）；

	 “母亲薪酬差距”，即有工作的母亲（相较于有工作的父亲以及无受抚养子女的有工作女性）
所经历的工资歧视，由多种因素导致，包括在薪酬决策以及招聘、晋升和裁员决策中，
对有受抚养子女的女性套用刻板印象的规范和人力资源做法，这对母亲们的职业生涯造
成不利影响。

其他导致性别薪酬差距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文化性和法律性因素包括：按行业和 / 或职
业划分的性别隔离程度高；家庭中无酬照料工作和家务劳动分配不均；同工同酬立法不完善
以及家庭支持政策不足。

来源：ILO, 2018, 2019c。

缩小劳动力参与率和工作
时间方面的性别差距，可
进一步促进产出增长

  3.4.2  高层社会对话的作用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雇主组织和工人组
织能够为解决薪酬差距问题做出显著贡献，比
如确保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并努力扩大其覆
盖范围（ILO, 2018）。由于在所有地区，低
薪劳动者中女性占比过高（包括拿最低工资
或低于最低工资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ILO, 
2020a），在最低工资政策方面开展高层社会
对话，有助于缩小男女薪酬差距。

然而，最低工资政策不应延续性别歧视。
这意味着，对于实行行业或职业最低工资的国
家，不能在以女性为主的行业或职业中设定更
低的工资标准，且以女性为主的行业或职业不
应被排除在最低工资法律覆盖范围之外。

例如，家政工人以女性为主，她们往往缺
乏最低工资保护，因为劳动法常常将她们排除
在外。据估计，全球约有 2600 万家政工人（约
占家政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尽管所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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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劳动者提供最低工资保护，但他们却无
法依法享有这一权利（ILO, 2021b）。即便在
法定最低工资覆盖到家政劳动力的国家，他们
也可能无法得到平等对待，因为在许多国家，
针对家政工人存在单独的次最低工资标准。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 650 万家政工人
的最低工资低于其他所有劳动者的最低工资。
此外，由于家政工作往往以非正规形式开展，
普遍存在不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的情况，导致工
资剥削问题严重（ILO, 2021b）。非正规性的
普遍存在，加之家庭环境中家政工人分散、孤
立的特点，常常削弱他们组织起来和参与集体
谈判的基本权利（ILO, 2021b）。因此，高层
社会对话是实现变革的关键机制，如框 3.16 所
示，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改善家政工人的薪
酬和工作条件。

高层社会对话以行业集体谈判的形式，

为解决基于性别的薪酬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另一
种有效工具，尤其在工资范围的中低端（ILO, 
2018 年），比如通过将类似岗位男女“同值
工作同等报酬”原则确立下来。例如，2022
年美国足球行业签署的协议，确保了男女国家
队球员的经济平等（见框 3.17）。行业协议还
可作为推进劳动世界性别平等变革性议程的渠
道，比如通过解决工资设定中的性别偏见、推
动工资透明度措施，来应对对女性所从事工作
的系统性低估问题（Hayter & Bastida, 2024; 
Rubery & Koukiadaki, 2016）。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
650 万家政工人的最低工
资低于其他所有劳动者的
最低工资

框 3.16  家政工人的工资保护

根据 2011 年《家政工人公约》（第 189 号），家政工人指在雇佣关系中，以职业为
基础从事家政工作的人员。这些工人无论是由家庭直接雇佣，还是通过服务提供商雇佣，
都承担着一系列工作任务，包括儿童照料、老年人照料、园艺、安保、驾驶、烹饪、清洁
和家务职责。

家政工作行业雇佣了 7560 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占 76%）。在全球范围内，
它是女性就业的一大来源，占全球女性就业的 4.5%。然而，约十分之八的家政工人从事非
正规工作，这一比例是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即便家政工人提供关键服务，他
们往往也难以获得各类权利和保护，比如在工作时间、最低工资以及免受暴力和骚扰保护
等方面（ILO, 2024f）。

第 189 号公约要求将最低工资保护覆盖到所有家政工人。然而，据估计，全球约有
3460 万家政工人（占总数的 45.8%）要么被排除在最低工资保护之外，要么所在国家未设
立最低工资。另有 650 万（占总数的 8.6%）家政工人所在国家，针对家政工人的法定最低
工资低于其他劳动者（ILO, 2021b）。

针对这一突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一些国家已借助高层社会对话，将最低工资保护范
围扩大到家政工人。在阿根廷，家政工作相关立法推动成立了一个国家三方委员会，负责确
定工资标准和就业条件。该委员会在 2015 年达成了首份最低工资协议（Pereyra, 2018）。
在意大利，国家级集体谈判对家政工人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规范（De Luc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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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行业集体协议可能包含条款，规定
实施客观、无性别偏见的工作评估和分类方法，
同时制定措施识别并纠正性别薪酬差距，包括薪
酬透明度工具和同工同酬审计（ILO, 2023b）。

多哥新闻与媒体行业 2022 年的集体协议
就是这种机制的一个实例。协议包含就业平等
条款，各方承诺在招聘记者和其他媒体专业人

框 3.17  美国足球领域的同工同酬

2022 年，美国足球联合会、美国女足国家队球员协会和美国男足国家队球员协会签署
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确保美国男女国家足球队实现同工同酬，并改
善工作条件。这些协议的核心是“同值工作同等报酬”原则，保障所有性别球员在包括国
际足联世界杯在内的所有赛事中获得相同补偿。协议还为两队建立了统一的商业收入分享
机制，并包含保障球员安全与健康的条款 1。

具体而言，美国足球联合会与美国女足国家队球员协会达成的协议，正式认可美国女
足国家队工会是“所有美国女足国家队球员唯一且专属的集体谈判代表”（第 1 条）。协
议还引入全面的非歧视原则，确保美国足球联合会和美国女足国家队球员协会不会基于宗
教、种族、性别、性别认同、年龄、婚姻或家庭状况、性取向、退伍军人身份或工会从属
关系等因素，歧视或偏袒任何球员 2（第 6 条）。

这些开创性协议标志着职业足球领域在实现性别薪酬公平方面迈出重大一步，也为全
球其他体育联合会树立了榜样。

注：更多信息见

1.	 https://www.ussoccer.com/stories/2022/05/ussf-womens-and-mens-national-team-unions-agree-to-historic-collective-
bargaining-agreements。

2	 美国足球联合会与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球员协会间协议

员以及就业合同实践中，打击一切形式的歧
视。协议中定义的歧视，涵盖任何可能损害
就业或职业事务中平等机会或待遇的区分、
排斥或偏袒形式，包括基于性别的偏见（ILO, 
2023b）。框 3.18 展示了西班牙的三方高层社
会对话如何推动设计出薪酬透明度工具，帮助
企业识别公司层面的歧视性薪酬做法，并最终
在劳动力市场中重新评估女性的工作和技能。

框 3.18   通过三方高层社会对话提高薪酬体系透明度：西班牙的工作评估工具

2022 年，西班牙劳动与社会经济部协同平等部，发布一项指令，推出工作评估工具 1，
以协助企业遵守《工人章程》第 28 条以及关于同工同酬的第 902/2020 号皇家法令第 4 条
中规定的平等和薪酬透明度要求。

该工具设定了一个透明、标准化且免费的流程，帮助企业制定平等计划并开展性别薪
酬审计。其首要目标是识别公司内男女员工间任何歧视性薪酬做法。审计结果可作为进一
步就工作条款和条件进行磋商与谈判的依据，包括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

该工具通过三方高层社会对话开发而成，在塑造过程中，有隶属于平等部的妇女研究
所专家参与。

1   更多信息，见 https://www.mites.gob.es/en/portada/herramienta_valoracion_puesto/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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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谈判或扩展行业协议，将更容易面
临低工资问题的工人纳入其中，有助于推进薪
酬公平，尤其在以女性为主的行业或职业中
（Pillinger, Schmidt & Wintour, 2016）。 葡
萄牙制鞋业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就是一个例
证，该行业女性从业者占比过高。这份 2017
年签署、2021 年重新谈判的协议，对行业工
资结构进行了重组，确保与生产任务相关的所
有职业角色基本工资平等，成功消除了基于性
别的薪酬差距（ILO, 2023b）。

然而，集体谈判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方
面的成效，取决于国家或行业层面现有的劳资

集体谈判的集中化程度越
高，各层级间的协调越强，
性别薪酬差距往往越小

关系框架，包括集体谈判的覆盖范围（见第 1
章）。研究强调，集体谈判的主导层级以及不
同层级间的协调程度，也会对性别薪酬差距产
生影响。总体而言，集体谈判的集中化程度越
高，各层级间的协调越强，性别薪酬差距往
往 越 小（Sissoko, 2011; Williamson & Baird, 
2014）。

***

总而言之，本章突出了高层社会对话在
应对劳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本章聚
焦于高层社会对话的两种关键形式，即涉及社
会伙伴的最低工资设定，以及行业集体谈判，
并强调了将这两种形式相结合、形成互补性做
法的附加价值。实例说明了最低工资政策如何
与行业工资谈判，以及与能带来实际工资增长
和其他非工资福利的高层收入政策产生积极互
动。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实践经
验表明，这些高层社会对话的制度形式，对压
缩工资差距、确保生产力收益更公平分配，做
出了显著贡献。

本章还强调了高层社会对话机制的重要贡
献，即借助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积极主动、着
眼长远且具包容性的行动，缓解生活成本危机
的影响，缩小性别薪酬差距。国际社会为应对
严重劳动收入不平等所做的努力，迫切需要对
高层社会对话进行新的投入，以确保为所有劳
动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铺就一条长期且
可持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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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章 高层社会对话以
实现有效且包容
的双重转型



技术进步、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全球化格局的演变，正在
深刻地改变社会、经济和工作场所。尽管这些变化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
可能导致失业、就业不足、技能错配、不平等加剧，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
由技术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所驱动的转型，正在影响就业岗位、技能需求
和产业格局，并带来独特的风险与机遇。

“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数字连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重
塑工作场所，推动技能需求的转变，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使一些岗
位被取代，并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绿色转型”向低碳经济迈进，意味着转向可持续的商业和雇佣实践，
并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这一转型在应对环境挑战、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并正在引发就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以支持绿色能源、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高层社会对话对于应对上述挑战、确保包容性的决策过程至关重要。
然而，高层社会对话在高收入国家更为显著，在这些国家中，对转型的承
诺已较好地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且社会对话机制更加制度化。本章通过研
究和案例展示高层社会对话在推动实现公平“双重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就数字化转型和去碳化的必要性达成社会共识；推动惠及弱势群体的包容
性转型；为劳动世界配备适配的技能；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保护工人和
企业免受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并实施以双重转型为核心的
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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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话有助于增强社会应对需要集体解
决方案问题的能力（Grimshaw, 2023; Meardi, 
Gardawski & Molina, 2015; Ostrom, 1990; 
Vaughan-Whitehead, Ghellab & Muñoz de 
Bustillo Llorente, 2021）。在如今的劳动世界
中，高层社会对话正通过提升政策制定的包容
性和长期有效性，推动由数字化转型和环境可
持续性驱动的各项转型。通过汇聚多样化的意
见和视角，包括传统上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
的群体，政府、工人和企业可以共同应对转型
带来的不确定性，确保迈向可持续未来的集体
努力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1

就数字化转型而言，高层社会对话是应
对其对劳动世界影响的核心机制，这些影响涉
及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
分析、区块链、云计算、移动技术和机器人技
术（Murgia, 2024）。社会对话使工人、企业
和政策制定者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数字创新的框
架，解决有关其对就业数量和质量可能影响的
担忧，从而确保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
得以公平分配（Muñoz de Bustillo Llorente, 
待出版）。回应雇主对新技能的需求，并发展
技能形成体系，以保障工人的持续就业能力，
尤其是那些最有可能失业的人群，是社会对话
带来的重要转型效益之一（Li, 2022）。

对于向环境可持续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高层社会对话为政府和社会伙伴提供了交流
观点、分享知识并共同应对环境问题的空间

（Galgóczi, 2020; Newell et al., 2023; Sharpe 
& Martinez -Fernandez, 2021）。通过协商、
咨询和信息交流，政府和社会伙伴可以就公平
分担转型的成本与收益达成共识，倡导负责任
的实践，并协同识别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
全面把握各方需求和利益，例如非正规就业者、
原住民和部落居民的需求，对于确保采取整体
性的方法，促进所有人的包容性经济发展和社
会正义至关重要。

国际劳工组织在其《社会对话报告》第一
版发布前开展的一项涵盖约 500 项集体协议
（企业级和行业级）的全球调查表明，尽管双
重转型至关重要，但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协
议涉及数字化转型相关议题，而不到四分之一
涉及绿色转型议题（ILO, 2022a, 89, 93）。

本报告所开展的研究也显示了高层社会
对话中的类似趋势。一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对
2022 年 1 月 至 2023 年 9 月 期 间 118 项 高 层
社会对话过程和结果的审查（Guardiancich & 
Molina, 待出版）表明，大约四分之一（共计
31 项过程或结果）涉及与双重转型相关的主题，
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欧洲（参见图 4.1）。

另 一 方 面， 根 据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2023 年
关 于 社 会 伙 伴 对 国 家 社 会 对 话 机 构 看 法 的
调 查 数 据（“ 国 家 社 会 对 话 机 构 调 查”；
Guardiancich, 待出版；另参见附录 7）分析
显示，在评估的 14 个政策领域中，受访者认
为高层社会对话已处理过的议题中，“数字化
转型”和“气候变化”分别排在第 8 位和第 11
位（参见附录 4）。2 此外，虽然其他优先事项，
特别是生活成本危机和疫情后复苏的相关成果
获得了四分之三以上受访者的积极评价，但对
于双重转型的成果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仅约一
半（参见图 4.2）。

4.1 

数字与环境议题相
关的高层社会对
话：仍有改进空间

1	 关于公平转型概念的不同观点的综述，参见 Wang & Lo, 2021。

2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问题：“根据您的经验，国家社会对话机构是否处理过危机或关键国家发展 / 优先事项的影响？请对以下所有选
项回答‘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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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来自 38 个国家的 42 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中的 71 名受访者，

来源：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Guardiancich, 待出版）：另参见附作 7。

  图 4.1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按主题和区域划分的后疫情高层社会对话成果和进程

注：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观察到的 42 个国家的 118 个高层社会对话进程和成果中，20 个与数字化转型相关，11
个与绿色转型相关。

来源：Guardiancich & Molina，待发表 ; 另见附录 4.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欧洲及中亚

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危机上升 后疫情复苏 数字化转型 绿色转型 其他

  图 4.2   国家社会对话机构产出的内容（%）

 是  否  未回答

新冠疫情及其他健康紧急情况 

就业与失业 

促进集体谈判 ( 在行业 / 企业层面 ) 

生活成本 

促进管理层与劳动者之间的职场
合作（在企业层面 ) 

劳资冲突 

企业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 

不平等 

移民与难民 

气候变化 

人口统计学 ( 如老龄化 ) 

能源 

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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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还表明，即使是
在拥有深厚社会对话传统和运作良好的国家社
会对话机构的国家，雇主与工人之间达成共识
仍颇具挑战。例如，在比利时，有组织的劳工
强调在气候变化相关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
在意大利，据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受访者表示，
工作的未来及人工智能的影响等议题在国家社
会对话机构议程中仍然极为罕见。在斯洛文尼
亚，气候变化完全不在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职
责范围之内。部分受访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缺
乏制度能力和 / 或缺乏处理气候变化议题的授
权，解释了它们在此类议题上的局限性。例
如，来自孟加拉国的受访者指出：“除了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外，其他行为体未能参与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或具备相应专业知识”，而这些
行为体本可为环境保护议题带来更广泛的视角
（Guardiancich, 待出版）。

认识到数字技术对劳动世界所产生的变革
性影响，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百年宣言》
呼吁各成员国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潜力，以实现
体面劳动和可持续发展，并确保所有人享有尊
严、自我实现以及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ILO, 
2019a, 第二部分 (A)(ii)）：

4.2 

高层社会对话与数
字化转型

通过社会对话，可以就技
术 的 目 的 和 设 计 做 出 选
择，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
制，从而引导政策朝着积
极方向发展

在劳动世界中，新的数字技术已经在就业
人数、商业模式、工作条件、技能需求、新兴
企业和行业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以及现有企业
日益增强的数字化进程中产生了实际或预期的
影响，其中包括“平台化”工作的兴起（Charles, 
Xia & Coutts, 2022; Fernández-Macías et al., 
2023）。由于这些新技术的引入时间相对较短，
其在不同部门和国家中的采用速度和强度也各
不相同，因此目前尚无法完全预见所有积极或
消极影响。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影响，
目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Gmyrek, Berg & 
Bescond, 2023; OECD, 2023a）。然而，通过
社会对话，可以就技术的目的和设计做出选择，
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从而引导政策朝着积
极方向发展（ILO，2024a）。

数字转型提高了传统高层社会对话议程的
重要性，例如薪酬、工作条件和技能体系建设
等方面。同时，也为社会对话开辟了新的视角，
包括：

通过社会对话等方式，充分发挥技术进步与
生产力增长的最大潜力，以实现体面劳动和可持
续发展，确保尊严、自我实现，并使所有人都能
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



121第四章  高层社会对话以实现有效且包容的双重转型

	 理解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建立使用数字技术的保障机制，例如远程工
作、平台工作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调整现有政策并探索新机制，以创造有利于
劳动者和雇主双方的数字工作环境（参见表
4.1）。

过去十年中围绕“未来工作”的高层社会
对话实践为更新后的社会对话议程奠定了基础
（参见框 4.1）。

关于数字转型的高层社会对话主要出现在
数字技术渗透程度较高的国家和行业（参见框
4.2）。正如接下来三个小节所分析的那样，在
这些国家和行业中，高层社会对话在应对与数
字转型三个关键方面相关的多重社会、法律和
经济挑战与机遇中发挥着不同作用：

	 平台工作

	 传统企业的数字化

	 数字技能

   表 4.1  数字化转型中高层社会对话的议题与作用

挑战 / 机遇 社会对话的作用

对持续技术创新带来的复杂机遇和挑战
的认识

就保护工人和企业免受技术进步引发的破坏性影响的解决方
案类型和内容达成共识，同时最大化其好处，如提高生产力
和工作灵活性

平台经济的出现 调整或制定政策和平台工作及相关方面的监管，如薪酬

不受地理距离限制的连接性增加（远程
工作 / 在家办公），以及企业数字化（例
如使用数字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来管
理和监控工作和生产

调整或制定政策（或自我监管）以最大化其益处并保护劳动
条件和工人的权利，例如对于远程工作协议的管理，包括与
新技术相关的内容，如数据驱动或人工智能管理

对数字技能和素养的需求增加，以及通
过再培训和提升技能以适应技术驱动型
经济的需求，并促进职业转换

规划能够预见、应对行业和职位概况变化的数字技能需求，
并设计、实施和监测相关技术、职业教育、培训系统和项目

框 4.1  关于未来工作的高层社会对话：为新的社会对话议程奠定基础

在过去十年中，围绕“工业 4.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层社会对话（例如在德
国和法国），已经明确了应由政府和社会伙伴共同采取政策行动以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的关键原则（Woź niak-Ję chorek et al., 2024）。

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倡议”（ILO, 2017a, 61-64）框架下，在超过 100 个国家组织
的国家三方对话进一步细化了这些原则，并强调三方和双边社会对话在以下方面的重要性：

 	 促进转型过程中的平稳过渡，并确保转型期间成本与收益的公平分配以及社会保障支持；

 	 探索雇主与雇员关系的演变趋势，以制定既新颖又灵活的新规则来保护劳动者；

 	 推动新型工作组织方式，防止劳动基本原则和权利被削弱或规避；

 	 组织并代表个体经营者、独立承包商，以及平台经济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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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2  互联网使用趋势与数字就业模式

图 B4.2.1 展示了将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衡量数字化渗透程度的一个简单代理指标，表
明全球范围内互联网迅速普及的同时，按人均收入划分的各地区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图
B4.2.2 则显示了不同地区按数字化强度划分的就业分布情况。

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在低数字化强度岗位中的就业比例最高，而在中高
数字化强度岗位中的比例最低。高度数字化密集型就业主要集中在美洲、欧洲和中亚地区。
总体而言，低收入国家的企业在数字化采纳方面虽有所增长，但仍相对滞后。因此，数字
技术对这些国家劳动世界的影响预计较小，尽管高收入国家引入新技术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例如通过回流此前外包的生产活动）。

  图 4.2.1  1990-2022 年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下的互联网用户比例（%）

注：2022 年的数据仅包括中高收入国家。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

低收入 中低收人 中等收人 中高收人 高收人 全球

  图 4.2.2   按数字化程度和地区划分的就业分布情况

非洲 

美洲 

阿拉伯国家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欧洲及中亚地区

低度数字化程度 中度数字化程度 高度数字化程度

注：图中数据为基于 113 个国家最新可获得年份的未加权平均值。数字就业通过经合组织（OECD）经济活动数字化强度指数
来衡量，该指数将各行业划分为低度，中度或高度数字化三类，本表未包括分类中无数字化强度分类的行业：T 类（“家庭作为
雇主的活动，家庭自用的未细分商品和服务生产活动”）、U 类（“域外组织和机构的活动”）以及 X 类（“其他未归类情况”）。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协调微数据集》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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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社会对话主体和制度已深入嵌入的
国家，高层社会对话有助于调整或制定有关薪
酬、福利和工作条件的新政策、法规或自律机
制，保护劳动者权利，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不同类型数字技术可能需要不同的社会对话回
应（参见表 4.2）。

  4.2.1  应对平台工作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经济中最显著的部分是平台经济。在
过去十年中，高层社会对话在该领域的角色逐
步扩大，包括行业层面的社会对话。社会伙伴
既认识到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创新机遇（例如劳

动者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
以及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也意识到其所伴
随的挑战（ILO, 2021a, 2024b, 83-87）。社会
对话在制定平台经济相关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包括：

 	 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和社会保护；

 	 为企业提供法律确定性和公平竞争环境，特
别是在用工成本方面；

 	 增强政府在劳动法、税收和社会保障法规方
面的执法能力（Aloisi & De Stefano, 2022; 
ILO, 2021a, 211-213）。

   表 4.2  高层社会对话如何应对数字技术的影响

数字技术类型 数字技术的关键特征 高层社会对话的作用

数字应用 通过平台工作连接工人

和客户 / 雇主

制定政策以澄清 / 扩展平台工人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判权利

促进数字平台工人的就业保障、职业安全与健康、社

会保障和最低薪酬 / 福利

增强平台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

促进公平竞争

信息和通信技术

工具

实时通信、文件共享和

任务执行，不受物理位

置限制（远程工作）

探索关于工作时间安排、远程工作和远程工作协议的

新政策

使工人技能适应既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工人的需求

人工智能（包括

大语言模型）

自动化重复任务、管理

核心业务运营（包括人

力资源）、生成类似人

类文本的算法

制定专门政策和咨询机构，以跟上创新步伐，并管理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如数据收集、机器学习的使用、

算法管理）对工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确保透明度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使用方法

区块链和物联网 使用传感器、信标和可

穿戴设备来促进数据收

集和交换（区块链）以

及供应链监控（物联网）

制定建立保护工人在数字工作监控期间权利的新政策

（工作场所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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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工作者参与社会对话的机会可能受
到两个主要障碍的限制。首先，他们缺乏一个
共同的工作场所，难以更方便地组织起来维
护自身权益、加入工会，并在社会对话过程
中 得 到 代 表（Johnston & Land-Kazlauskas, 
2019）。其次，由于集体谈判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被视为价格垄断行为，一些司法管辖区将
被归类为“独立承包人”的工人达成的此类协
议视为反竞争行为，因此他们在法律上被排除
在集体谈判之外（Countouris & De Stefano, 
2021）。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辖
区采取了措施澄清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结果
各不相同。1

在许多国家，雇佣关系仍是获取劳动权利
和社会对话资格的基础，因此明确雇佣组织及
其与劳动者之间依赖关系的本质至关重要。在
尚未就如何分类此类劳动者（雇员还是自雇者）
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各国根据实际情况、监管
框架和判例法采取了不同的做法（ILO, 2024b, 
49-54）。

在少数国家，高层社会对话在解决这一问
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新加坡，根据
全国三方平台工作者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平台
工作者未被归类为雇员，这是基于他们相较于
雇员享有更大的灵活性（新加坡人力部、全国
职工总会和新加坡中小企业联合会 , 2023）。
相比之下，在西班牙，三方协议达成的《骑手
法案》2 承认从事食品配送的平台骑手为雇员。
在瑞士，平台工作者的雇佣身份应由社会伙伴
协商决定，若协商不成，则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Bonvin, Cianferoni & Perrig, 2023）。

在一些国家，专门设立的高层社会对话机
构被授权组织平台工作者，推动双边社会对话，
并制定国家政策和立法，以应对平台工作的广
泛议题，包括平台工作者的薪酬、工作时间、
社 会 保 障 及 健 康 与 安 全（Hadwiger, 2022; 
ILO, 2021a, 2024b）。例如，法国和韩国设立
了常设的高层社会对话机构，以确保平台（自
由职业）工作者的集体代表权，并促进达成三
方和双边协议，涉及薪酬、工作条件和社会保
障。在巴西和新加坡，国家三方委员会被授权
制定关于平台工作者的国家法律。在印度拉贾
斯坦邦，设立了三方福利委员会，负责注册平
台工作者并改善他们获得社会保障的渠道（参
见框 4.3）。

这些机构正在推动平台劳动者组织起来
并参与社会对话，例如在智利、日本、肯尼亚
和菲律宾，平台劳动者可以直接通过自己的组
织参与；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平台劳动
者可以通过与其他工会合作间接参与，参与工
会调整章程，以便能够代表自雇人士和自由
职业者（ILO, 2024b, 83-84）。与此同时，雇
主和企业会员组织也在调整服务，以覆盖在
社会对话中代表性不足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
企业和严重依赖数字技术的企业（ILO & IOE, 
2019）。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也开始加入雇主
和企业会员组织或成立自己的商业协会来代表
其利益（ILO, 2024b, 87）。

根据高层社会对话流程中确立的原则，协
调平台工作的集体谈判也正在行业和企业层面
逐渐出现，同时伴随着职场合作。正如《国际
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报告》第一版所述，这些倡
议涵盖从国家级和行业级的三方和双边协议到
城市层面的举措（ILO, 2022a, 89-93）。

1	 例如，在美国，关于工人分类的新规（2024 年 1 月 10 日出台）为平台经济中的数百万人提供了向雇员身份转变的机会，并使其享有
相关福利，包括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和失业救济权利（参见《最终规则：根据〈公平劳动标准法〉对雇员或独立承包人的分类》，RIN 
1235-AA43）。在英国，法院则裁定不承认平台工人与雇主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不支持其通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参见《大不列颠独
立工人工会（上诉人）诉中央仲裁委员会及其他（被上诉人）》一案）。

2	 西班牙，2021 年 5 月 11 日第 9/2021 号皇家法令，经 2021 年 9 月 28 日第 12/21 号法律通过予以正式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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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3  高层社会对话机制参与制定平台用工法规的案例

巴西

2023 年，巴西政府设立了一个三方工作组（称为“App 工作组”，包括主要数字平台
的代表），讨论有关数字平台工作条件的立法草案，并就一系列关于通过科技平台提供服务、
货物运输、人员运输及其他活动的监管提案达成共识。提案在提交议会通过之前已提交总
统审议 1。

法国

2021 年，法国政府成立了就业平台劳动关系管理局（ARPE），组织网约车平台工人
的代表选举，并通过社会对话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2。截至 2023 年，就业平台劳动关系管
理局的谈判促成了多项规范网约车平台工人薪酬和工作条件的双边协议。

韩国

韩国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于 2018 年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平台用工问题，并
促成了三项三方协议（Kim, 2021）：《关于数字转型三方认知与政策任务的基本协议》（2020
年 2 月 18 日）、《关于振兴 IT 与软件相关平台经济及支持平台工作者的三方协议》（2020
年 5 月 27 日）、《关于解决快递员未纳入工伤保险问题的双边协议》（2020 年 9 月 8 日）。

新加坡

新加坡于 2021 年 9 月设立了平台工人三方咨询委员会，负责支持平台工人并改善其
社会保障。该委员会的目标包括提高住房与养老金保障水平、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时提供财
务保障，以及加强代表性。委员会建议，对于那些对平台工人具有显著管理控制权的企业，
应要求平台为其提供基本服务。评估控制程度的因素包括：数据驱动的服务供需匹配算法、
价格与报酬的有效设定或上限，以及对工作绩效的控制与指导。2022 年 11 月，政府接受
了委员会的建议，并承诺相应调整国家立法（新加坡人力部 , 2022）。

印度拉贾斯坦邦

2023 年 7 月 24 日，《基于平台的零工劳动者（登记与福利）法案》规定成立拉贾斯
坦平台零工劳动者福利委员会，职责包括：登记零工劳动者和“聚合商”（即通过在线平
台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所有者及制造商）；设立平台零工劳动者福利基金；并确保劳动者能
够获得社会保障福利。该委员会共有 12 名成员，其中 6 名为政府代表，其余分别为零工劳
动者、聚合商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各 2 名 3。

1	 巴西第 11513/2023 号法令。

2	 法国 2021 年 4 月 21 日第 2021-484 号政令，关于通过平台开展工作的工人的代表方式及其行使代表权的条件。

3	 印度《2023 年第 30 号拉贾斯坦平台零工劳动者（登记与福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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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以多种方式与一些“新经济”
主要平台（如亚马逊和优步）签署的集体协议
互动。例如，社会伙伴可决定将现有行业协议
（如运输和物流行业的协议）的覆盖范围扩展
至与这些平台相关联的平台工作者。这在多个
欧洲国家已有实践（参见表 4.3）。

在其他国家，高层社会对话促成了平台
与其平台工作者代表之间签署专项协议。例如
在法国，2023 年在平台就业社会关系管理局
（ARPE）签署了三项关于网约车司机的协议，
规定了每趟行程的最低净收入、每小时最低收
入、平台运营透明度规则，以及账户暂停和停
用的条件（参见框 4.3）。1 同样，在韩国，三
方协商机制也推动了相关协议的达成——2021

年，韩国雇佣劳动部、韩国综合物流协会（及
四家物流公司）与多个工会达成了联合协议，
旨在防止快递司机因过度劳累而死亡（Kim, 
2021）。

在其他情况下，高层社会对话虽然没有直
接促成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协议，但仍发挥了
重要而间接的作用。例如，在哥伦比亚，劳动
部进行协调后，代表约 15 万名送货和网约车
平台工作者的数字平台工作者工会（Unión de 
Trabajadores de Plataformas Digitales）与该
国最大平台“Soy Rappi”的运营方 Rappi SAS
于 2023 年 9 月签署了一项集体协议。该协议包
含多项措施，旨在保障骑手的健康与安全，并
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哥伦比亚劳动部 , 2023）。

   表 4.3  部分欧洲地区的行业集体协议对平台劳动者企业层面协议的影响

平台 活动 / 行业 地点（年份） 倡议类型

Amazon 
Italia 
Logistics

电子商务、
物流和配送

意大利
(2021 年 )

与多个工会（Filt Cgil、FITCISL、UILT 和临时工工会）
达成协议，承认工会作为工人代表，并承诺公司遵守《国
家集体谈判协议》（CCNL）中规定的货运运输和物流服
务工人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该协议还涵盖了负责 “ 最后
一英里 ” 配送的工人，这些工作通常由其他公司和独立
承包商执行。

Bzzt 打车服务 瑞典
(2018 年 )

与瑞典运输工人联盟达成集体协议，为他们的打车司机
提供与出租车司机行业协议覆盖的工人相同的保障。

Just Eat 食品配送 意大利
( 托斯卡纳 )
(2021 年 )

与三个工会（CGIL、CISL、UIL）达成的集体协议，授
予托斯卡纳所有 Just Eat 骑手带薪假期、病假、社会保
障和工会代表权。该协议基于《国家集体谈判协议》。

Just Eat 食品配送 西班牙
(2021 年 )

与 CCOO 和 UGT 工会基于西班牙酒店业部门集体协议达
成的集体协议。该协议涵盖约 2000 名被视为雇员的工
人，并规定了信息和协商权利，包括算法的使用。

1  参见《送餐员行业协议，2023 年》以及《2023 年 9 月 19 日协议：关于 VTC 预约平台运作透明度及暂停与终止服务条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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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社会对话进程和协议主要
涉及基于地理位置的平台，即任务需在特定物
理地点完成的平台，例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
配送员。这类平台工作本质上具有地域性，
更适合在特定管辖范围内组织劳动和社会对
话（Hadwiger, 2022; ILO, 2021a; Johnston, 
2020, 28）。

相比之下，在网络型平台上，任务是在线
远程完成的，通常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例如
“众包工作”和数字自由职业工作，社会对话
较为稀缺。这种跨境特性要求开展跨国界的社
会对话或其他全球性倡议（Mexi & Papadakis, 
2023）。 一 个 典 型 案 例 是 德 国 金 属 工 会 IG 
Metall 所发起的倡议（参见框 4.4）。

   表 4.3（续）

Nemling 电子商务与
配送

丹麦
(2023 年 )

与代表配送司机的 3F Transport 工会达成集体协议，规
定了与其他丹麦工会化司机相同的条件。Nemling 可以
继续以分包商的形式雇佣司机，但薪酬水平与受雇司机
相同。

( 未指定 ) 物流和配送 意大利
(2020 年 )

几个雇主协会和工会之间的协议，将《国家集体谈判协议》
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该行业的所有骑手，包括基于应用程
序的配送工人。

Voocali 翻译服务 丹麦
(2018 年 )

与零售及相关行业文职人员和工人的部门工会（HK）
达成集体协议，将部门集体协议扩展到 Voocali 的自
由 职 业 者 和 雇 员 之 间， 以 及 HK 和 丹 麦 商 会（Dansk 
Erhverv）之间。条款包括所有附属口译员的最低小时费
率和完成任务的保证付款。

注：	CCOO：西班牙工人委员会联盟；CCNL：国家劳动集体合同，适用于货运和物流服务工作者；Filt Cgil：意大利运输劳动者联合会 - 意
大利总工会；Fit Cisl：意大利运输联合会 - 意大利劳动者联盟；HK：丹麦商业和办公室；UGT：工人总联盟；Uilt：意大利运输劳动
者联盟 - 意大利劳动联盟。

来源：ILO; Eurofound 平台经济数据库 ; Bertolini & Dukes, 2021; Hadwiger, 2022; IOE, 2021; Jesnes, Ilsoe & Hotvedt, 2019; Madland, 
2022; 意大利，《第 47bis 条实施协议》 D.lgs. 81/2015 CCNL 物流、货运、快递，2020 年 11 月 2 日

框 4.4  德国众包行为守则调解办公室

德国 IG Metall 工会设立了众包行为守则调解办公室，用于解决工人与平台之间的争议，
无论工人身处何地。多家平台签署了该行为守则。

调解办公室由工人、工会、平台、一个众包协会和一位中立主席组成。它制定了一套
基本准则 1，旨在促进平台、客户与众包工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推动遵守行为守则，并协
助解决工人与签署平台之间的纠纷。

截至 2022 年 12 月，已有共计 146 起案件提交至调解办公室。其中约 60 起通过协商
/ 友好的方式解决，或根据调解办公室作出的决定 / 决议得以处理。

1	 参见 https://ombudsstelle.crowdwork-igmetall.de/en/seite/rules。

来源：ILO, 2021a, 24；调解办公室 2017-2022 年度报告，https://ombudsstelle.crowdwork-igmetall.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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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管理传统企业的数字化、
远程工作与（生成式）

	 人工智能

除了平台经济之外，高层社会对话在促进
和规范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
作用，并确保这些变化既有利于雇主也有利于
劳动者。数字技术鼓励远程工作，改变了工作
的执行方式和地点，增加了不受地理距离限制
的连接与协作。如果管理得当，这些变化可以

对生产率和劳动条件产生积极影响（Charles, 
Xia & Coutts, 2022; Choudhury, Foroughi & 
Larson, 2021）。

西班牙的一项协议展示了行业层面高层
社会对话在全面监管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参见框 4.5），它还为扩大集体谈判范围奠
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
自新冠疫情以来这一趋势有所增加（参见图
4.3）。

框 4.5  西班牙就业与集体谈判第五框架协议

2023 年 5 月签署的《就业与集体谈判第五框架协议》，由西班牙两大雇主联合会（西
班牙雇主组织总会和西班牙中小企业总会）以及工人联合会（工人委员会总工会和总工人
联合会）共同签署。

该协议为 2023-2025 年远程办公、“离线权”（即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关闭工作设备
的权利）以及双重转型（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集体谈判设定了框架。协议承诺社会
伙伴通过参与式流程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制定具体措施，使工人代表了解数字化对企
业就业、工作条件、技能及培训需求的影响。

协议鼓励利用集体协议界定适合远程办公的工作类型与任务，就最低现场工作时间达
成一致，补偿远程办公所产生的费用，制定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的适当使用，并保障工人
代表定期获知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的权利。

来源：西班牙劳动总局 2023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就业与集体谈判第五框架协议注册与公布决议》。

  图 4.3  2000-2021 年西班牙受关于采用新技术条款的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工人比例（%）

注：纵轴显示了受包含远程工作及员工关于新技术采用的信息和咨询权利条款的集体协议覆盖的员工比例。

来源： Mufoz de Bustilko Lorente，待出版，基于《集体劳动合同统计》，2023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员工参与新技术的采用 员工参与与新技术采用相关的工作组织 远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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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远程工作

关于数字化的高层社会对话经常涉及远程
工作，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并且在三
方协商后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参见框 4.6）。
集体谈判和职场合作可以作为进一步适应高层
社会对话协议和自上而下立法的工具，并将其
定制化以适应特定行业和企业的需求。

这些协议和合作模式要求雇主向劳动者及
时通知技术变更，建立工作场所委员会或类似
机构以确保新技术的顺利过渡，制定行业培训
框架（如数字技能），并在某些情况下赋予劳
动者“离线权”（ILO, 2022a, 89-92）。

4.2.2.2  算法管理与大语言人工智能模型

随着数字化加速，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数
字工具进行数据收集、供应链监控，以及通过算
法技术收集和处理有关劳动者的信息，用于安
全、质量保证和工作组织与监督（Adams-Prassl 
et al., 2023）。一个相关的挑战是如何平衡雇主
提高生产率和质量的利益与劳动者的权利。

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职场合作正在逐步
出现（Doellgast, Wagner & O'Brady, 2023）。
然而，更高层的社会对话，包括集体谈判，在
这些问题上仍然较少见。目前，主要集中在保
护工作条件和劳动权利方面，通常是在行业层
面，尤其是在西欧地区。例如，在西班牙，银
行业的协议包含了以下条款（IL, 2022a, 92）：

 	 劳动者对监控的知情权；

 	 在安装摄像头、录音设备和定位设备之前需
获得他们的同意；

 	 劳动者访问记录的权利；

 	 隐私和数据保护；

 	 算法设计透明度；

 	 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

新兴研究表明，最近在人工智能大型语
言模型 1（如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
方 面 的 进 展 提 供 了 提 高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机 会

（Brynjolfsson, Li & Raymond, 2023）。同时，
考虑到其对就业、工作质量和收入的影响，这
对政策造成挑战（Gmyrek, Berg & Bescond, 

框 4.6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管理远程办公安排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高层社会对话过程及其成果已设定或加强了关于数字化转型的
指南和协议，以确保业务连续性。

2020-2021 年间，关于远程办公的双边和三方社会对话产生了“软”（非约束性）成
果，如保加利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2020 年 9 月 14 日）、荷兰社会经济理事会（2020 年
10 月 19 日），以及牙买加新冠经济复苏特别工作组“重建牙买加”（2020 年 6 月 30 日）
所采纳的联合意见指南和路线图所示。

在一些国家，如刚果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通过三方社会对话过程制定了关于远程工
作和灵活工作安排的法律，为远程工作者提供免于被解雇的保护，并允许通过集体谈判来
规范远程工作安排、享有断联权、由雇主提供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以及 / 或对使用私人设
备进行远程工作给予适当补偿。法国也在其首个跨行业远程工作协议（2023 年 4 月 11 日）
中处理了类似领域。

为支持封锁期间的业务连续性，政府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直接补贴和对数字技术、电
子商务和创新的投资激励措施，其中一些措施也源自高层社会对话（ILO, 2021a）。

来源：ILO, 2021a; 2022a, 89-92。

1  大型语言模型是一种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执行多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它们通过大规模数据集进行训练，从而具备识别、翻译、预测或
生成文本及其他内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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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OECD, 2023a），并且出现了可能惩罚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工智能鸿沟”（UN 
& ILO, 2024）。

在此背景下，高层社会对话仅最近才开始
出现，通常是作为对公众对人工智能工具快速
曝光及其对薪酬和收入影响担忧的回应。例如，
在美国媒体和文化产业中，作家协会东部和西
部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与电影和电视制片人
联盟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1，建
立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的保障措施，而
不减少薪酬或削减工作岗位（Hoffman, 2023; 
UNI Global Union, 2023）。该协议支持使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研究和编写剧本构思，但
不用于取代作家或减少他们从数字流媒体获得
的“重播费”2，这是作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该
协议还包括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透明度条
款、电视剧制作的最低人员配置水平、薪酬增
长的新机制，以及解决流媒体对重要重播费影
响的新方法。3

未来几年内，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管理人工
智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紧迫。最新研究表明，
全球约有五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可能受到人工智
能兴起的影响，这一趋势应通过社会对话来塑
造，以确保当前和未来社会能够最大化受益，
而不放大现有的不公平和歧视（Cazzaniga et 
al., 2024; Schor, 2018）。因此，由技术专家（如
开发者和科学家）支持的社会对话至关重要，
以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用来增强而非替代人
类（Brynjolfsson, Li & Raymond, 2023）。

鉴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社会对
话制定解决方案的能力被认为是对强制性自
上而下立法的一种可信替代方案（Krämer & 
Cazes, 2022）。对于那些缺乏必要条件使企

业和劳动者受益于这种新技术和转型的国家而
言，通过社会对话给予政策关注尤为重要，例
如培训和求职系统、政府资助、税收激励和社
会保护（Lane & Saint-Martin, 2021）。

  4.2.3 数字时代的技能

在不断变化的数字环境中，一个设计良好
且灵活的技能培养体系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
不为过（参见：Berg et al., 2023; Ciarli et al., 
2021; Grimshaw & Miozzo, 2021）。 快 速 发
展的数字技术正在创造对具备合适技能劳动者
的更大需求，因为数字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数
据分析变得日益普遍。相应地，使劳动者能够
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的技能培训与发展，
也能刺激企业的创新、生产率和竞争力。

培训与再培训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参见
表 4.4）。现有的正式培训项目必须跟上技能
需求变化的步伐。解决方案需要个性化，并适
应与技术相关的职业极化趋势，应重点关注最
弱势、最需要提升和重塑技能的劳动者群体，
尤其是在中等技能岗位。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发展也将要求我们特别关注受过高等教育的专
业人士——他们很可能会受到显著影响，既有
正面也有负面的影响。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
持续存在数字化技能人才短缺和技能错配的问
题，导致职位空缺和生产率损失（Charles, Xia 
& Coutts, 2022, 24-25）。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管理人
工智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
紧迫

1  《2023 年美国编剧工会电影与电视基本协议谅解备忘录》，2003 年 9 月 25 日。

2 “重播费”指支付给演员、电影或电视导演，以及其他电视节目和电影制作参与者的经济补偿。这些补偿通常在有线电视重播、光盘发行
或授权流媒体播放时支付（Dalton & 美联社 , 2023）。

3  各国政府需与雇主和工人组织合作，“承认版权及相关权利在艺术与娱乐领域中的重要性，并确保这些权利得以有效落实，通过法定报酬、
集体谈判、其他形式的协商或其组合方式，使制作人、表演者和作者获得合理报酬”，这一点在 2024 年 2 月 17 日通过的《艺术与娱乐
领域工作未来技术会议结论》中再次被重申（ILO, 2023a, 第 19j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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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雇主和工人在数字岗位技能政策中的参与

职业变化类型 技能影响
社会对话的作用

互惠目标 合作与冲突的潜力

由于核心任务自动化导致的
岗位需求下降

技术技能的过时 一揽子调整措施，
包括自愿裁员补
偿、转岗培训与
重新安置至其他
岗位，以及工作
组织的再设计，
以充分利用自动
化，同时识别新
的高附加值活动

如何识别应接受再培训与重
新安置的在职员工，而非被
裁减？

如何在再培训项目中平衡通
用技能与组织专属技能？

新的培训计划应由谁承担成
本？

既有职业中任务组合的变化
如：农民使用智能手机、医
生数字化病历、法律服务转
向线上

需要提升基础技
能（读写和算术）、
核心就业能力（如
沟通），以及更
新技术技能，此
外还需具备基本
的、横向的信息
通信技术技能

工人与雇主共同
参与职业任务及
职责的重新设计，
协同推进任务替
代性技术的应用，
并配合任何必要
的培训项目

如何管理现有员工参与新型
任务替代技术的过程？

如何确保技能的升级与持续
性，以及受影响职业的地位，
不因数字转型而加剧现有等
级结构？

哪些能力应被视为核心专业
领域予以保留？

哪些可由新技术有效替代？

创造出相对全新的职业群体
的新工作与任务

这些岗位高度依赖技术，同
时也常与传统技术技能结
合，如制造业中的 AI 与机
器学习专家

例如：流程自动化专家、信
息与网络安全分析师、用户
体验与人机交互设计师、交
互设计师、机器人工程师、
区块链专家以及“协作机器
人”培训师

需要先进的（专
业）数字技能来
理解并利用最新
的前沿技术。还
常常需要非 IT 领
域的专业技能作
为补充

高等教育与职业
教育培训体系需
具备能力提供所
需的专业技能，
雇主也应积极投
入员工的技能再
培训

如何建立一个面向数字时代、
先进而可及的教育体系？

如何平衡雇主在引进现成技
能与内部培养技能之间的成
本与战略激励？

如何保障在职业技能发展和
薪酬方面，员工投入的培训
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

来源：ILO, 2021b,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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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自数字转型初期以来就被
用 来 应 对 这 些 挑 战（Contreras Rodriguez, 
2021）。例如，在加拿大，临时性的高层社会
对话机构“加拿大未来技能委员会”（2019-
2021 年）提出建立一个数字技能认证平台，用
于绘制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项目中
所获得的技能。1 成功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缩小
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Future 
Skills Council, 2020, 38-43）。类似的努力也
在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双方、三方行业技能，
及以及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中展开，
作为其总体任务的一部分（参见第二章）。

包含再培训和提升技能条款的行业集体协
议，主要涉及那些受技术快速变革和企业持续
重组（包括合并）影响较大的行业，这些因素往
往造成大量失业，如电信和银行业。2 例如在希腊，
一项覆盖该行业 70% 劳动力的银行业的集体协
议是同类中的首份，它通过再培训和技能提升
条款来保护劳动者免受因技术变革造成的结构
调整和裁员影响，从而满足行业的数字化需求
并增强就业能力（WageIndicator, 2022）。

通过社会对话解决数字技能需求，是将工
作设计决策纳入技术采用过程的重要切入点，
这需要认真考虑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Adams 
& Wenckebach, 2023）。 参 与 式 方 法 不 仅 能
积极促进技能的使用，还能改善工人的自主
性、绩效与监督、幸福感和安全性（Parker & 
Grote, 2022）。认识到这一原则，德国最新修
订的《企业共同决策法》（《企业委员会现代
化法案》）扩大了工人在人工智能使用方面的
影响权，特别是在影响工作流程和操作的人工
智能应用中（Adams & Wenckebach, 2023）。

大型科技公司的协议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
国家政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2023 年 12 月
11 日美国劳联产联与微软达成的协议。该协
议承诺公司不仅要向员工提供有关人工智能技

术趋势的信息，并在其开发人工智能过程中纳
入员工意见，还承诺推动公共政策支持高科技
行 业 员 工 的 数 字 技 能 提 升（Microsoft News 
Center, 2023）。

  4.2.4  跨国社会对话与国家社会
对话之间的联系

关于技术转型管理的高层社会对话在欧洲
国家比其他地区更为普遍，不仅因为欧洲的数
字化渗透率高，还因为欧盟内部的跨国社会对
话呼吁成员国和社会伙伴利用社会对话来规范
这些转型。例如，《欧盟远程办公框架协议》
自 2002 年以来已在多个案例中触发了社会对
话和相关协议，至今仍是奥地利、丹麦、爱沙
尼亚和西班牙等国远程办公监管的关键参考依
据（Miguel, 2020）。

由欧洲行业层面的社会伙伴签署的双边合
作协定和其他联合成果，在受技术变革影响的
行业中也发挥着类似作用，如电信、金属与工
程以及保险业。例如，2023 年欧盟电信行业
社会伙伴发布的联合声明（附有联合指南）推
动了欧盟成员国在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就远
程工作安排开展社会对话，内容包括：

 	 离线权；

 	 防止过度监控（与员工本职工作无直接关联）；

 	 对算法决策 / 管理的咨询权；

 	 培训与技能提升机会。3

同样，2024 年欧洲酒店业社会伙伴发表的
联合声明也承诺欧盟成员国的社会伙伴利用社
会对话并开展集体谈判，以提高劳动者接受培
训、再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机会，从而应对数字
转型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技能短缺问题（EFFAT 
& HOTREC, 2024）。然而，其他区域一体化
组织在这方面仍相对滞后。

1	 参见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future-skills/council.html。

2	 Jaylexia Clarck，《金融部门的社会对话与工作的未来》，国际劳工组织委托撰写的报告，2023 年 11 月。

3	 参见《欧盟电信社会伙伴关于远程工作的联合声明》及《欧盟电信社会伙伴远程工作指南》，2023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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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
展目标体现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向净零碳能源过
渡以及经济去碳化的共识，同时促进收入增长、
提高生产率并推动长期包容性经济增长（参见
第一章）。然而，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可能削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并进一
步加剧现有的不平等。

与此同时，气候与环境政策也会对就业和
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在应对这些风险与机遇

的过程中，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成果并非
自动实现，而高层社会对话在此过程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确保绿色经济转型得以妥善管理并
体现“公平转型”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5 年发布的《公平转
型指南》为迈向人人共享的环境可持续经济与
社会提供了路线图，涵盖了应重点考虑的主要
政策领域，以确保在推动体面劳动和社会正义
的同时，有效管理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参见框
4.7）。该指南强调，在制定和实施符合国情的
宏观经济、产业、劳动与技能政策时，应注重
社会对话与政策协调，从而帮助企业在绿色低
碳转型过程中实现繁荣、创造体面岗位，并保
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4.3 

气候行动与环境变化
背景下实现公平转型
的高层社会对话

高层社会对话在确保向绿
色经济的转型能够得到妥
善管理和公平推进方面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框 4.7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体和社会的公平过渡指南：行动框架

意识到向低碳（绿色）经济转型的形式因具体环境、经济和社会挑战及国情而异，自
2015 年起，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背景下推广“公平过渡”的概念，《巴黎协定》重申了“劳动力公平过渡和支持创造符合
各国发展优先事项的体面工作和高质量就业的必要性”。

在此方面，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5 年由管理机构批准的《公平过渡指南》（ILO 2015）
是概述促进公平过渡的原则和潜在政策切入点的关键国际参考文件（参见图 B4.7）。这些
指南由政府代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制定，并得到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全球范围内获
得广泛支持和认可。

2023 年第 111 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关于实现所有人的环境可持续经济体和社会公
平过渡的结论（ILO, 2023b），强调推进公平过渡以实现社会正义、消除贫困和支持体面
工作的必要性。结论进一步认可了 2015 年的指南，这些指南应作为行动基础和政策制定的
核心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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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基于实证证据，探讨了在五个相互关
联的主题下开展的双方面或多方面的高层社会
对话进程与协议，分析其在推动和塑造转型过
程中的作用。所选主题包括（参见表 4.5）：

 	 按照国际承诺减少碳排放；

 	 就去碳化达成共识；

 	 关注处于不利处境的劳动者群体的需求；

 	 提升绿色经济所需的技能；

 	 应对日益严重的高温作业压力。

框 4.7  ( 续 )

   图 B4.7 公平转型的行动框架

什么 如何

促进包容性、可
持续和就业丰富
的经济

确保社会公平 管理进程 为公平转型提供
资金

宏观经济和增长政策

产业和部门政策

企业政策

技能开发

联业安全与健康

社会保障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权利

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

来源：ILO, 2023c.

政策一致性与协调

   表 4.5  公平转型中高层社会对话的部分议题及其预期作用

议题 高层社会对话的作用

国际标准与公平转型承诺 提出并监督实施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以符合各国国情

对淘汰不可持续的化石燃料生产与
消费模式的抵制

提高公众意识，促成政府与社会各方在脱碳需求上的共识

大量工人及企业在政策制定中被结
构性排除在外

推动绿色转型进程，确保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参与

应对将劳动力从化石燃料行业中转
移所带来的技能提升与再培训压力

通过技能培训制定联合解决方案，实现公平转型

气候变化对工人及企业的影响 重审社会对话议程，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如热应激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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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推动落实国际承诺以实现
公平转型

2023 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关于迈向
人人共享的环境可持续经济与社会的公平转型
结论》（ILO, 2023b）重申了社会对话与三方
合作在制定有效气候政策和推动公平转型中的
重要性。1 该文件还强调必须咨询受影响社区，
包括非正规就业者和企业在内的相关利益方
（ILO, 2023b, 第 6 段）：

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人是变革的关键推动
者，必须根据有效的社会对话采取紧急、协调一
致和政策一致的联合行动，并通过重申国际劳工
组织在多边体系中在公平转型领域的授权和领导
作用来加以推进。成员国应特别重视尊重、促进
和实现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等“使能权利”，
因为这些权利对于社会对话至关重要。社会伙伴
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协商、信息交流及其他形
式的对话，也对实现公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高层社会对话作为一种治理工具，
也为落实其他多项国际倡议提供了框架，例如
各国通过国家自主贡献向联合国报告其减排努
力的方式（参见框 4.8）。这些国际机制及后

续政策文件构成了通过社会对话推动环境可持
续经济转型的基础支柱。

实证研究表明，高层社会对话（特别是国
家社会对话制度）在绿色转型政策方面的潜力
尚未被充分挖掘。社会伙伴并未系统性地参
与有关可持续经济转型的政策制定及协调一致
的国家战略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如国家减缓与
适 应 计 划 和 去 碳 化 战 略（ 参 见 Papadakis & 
Cauqui, 2023, 13-14）。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值得
关注的实践案例，反映了后疫情经济复苏计划
中对社会优先事项的重新界定，以及社会各界
对气候变化给劳动世界带来的潜在威胁有了更
高的认识（ILO, 2021c; Molina, 2022, 5）。例
如，科摩罗和塞内加尔签署的三方“公平转型
宣言”，促使签署方承诺投资于私营和公共项
目，优先提升绿色技能、扩大社会保障，并将
社会对话纳入其复苏计划的一部分。2

框 4.9 总结了 2017 年至 2023 年间国际劳
工组织开展的调查主要发现，尽管在有效性与
包容性方面仍存在差距，但总体上显示出高层
社会对话在绿色转型中的积极趋势。

框 4.8 《巴黎协定》、社会对话与国家自主贡献

2015 年《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条约，由 196 个缔约方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并自 2016 年 11 月起生效。其主要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
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其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

该协定要求各国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概述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
努力。国家自主贡献包含旨在实现贡献目标的国内措施，包括增强抵御能力并适应气候变
化影响的计划行动。

为了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更新必须涉及公众参与，包括国家社会伙伴、地方社区和原
住民（Global Deal, 2023a; ILO, 2022b）。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肯尼亚增强版的 2020 年
国家自主贡献就是承诺通过包容性社会对话实施《巴黎协定》的例子。1

1 参见：阿根廷《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2020 年）；哥斯达黎加《环境与能源部》（2020 年）；以及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NDC/2022-06/Kenya%27s%20First%20%20NDC%20%28updated%20version%29.pdf。

1	 “公平转型”指以尽可能公平和包容的方式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确保相关各方的利益……通过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不让任何人掉队（ILO, 
2023c, 第 28 段）。

2	  科摩罗：《公平生态转型与蓝色经济》（2023 年 2 月 18 日）；塞内加尔：《关于公平转型的三方声明》（202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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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联合政府、企业和劳动者
共同推动去碳化进程

绿色转型政策由于淘汰高污染化石燃料生
产和消费模式所带来的分配效应，以及伴随而
来的经济困难，往往引发社会紧张局势。要制
定有力的绿色转型政策，必须依赖广泛的社会
支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以解决经
济繁荣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的或被认为存
在的对立关系（Mazzucato, 2022; Mazzucato 
& Silvers, 2024）。制定新的社会契约意味着
需要重新定义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的传统伙
伴关系，重点在于：投资新技能与新岗位，确
保生产力提升与工资增长同步，优先制定公平
分配转型成本与收益的政策。

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虽然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政策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显而易见，但
防止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好处却较为分散且滞
后。政策制定者容易做出让步，这可能会阻碍
环境议程的推进，尤其是在收入下降、劳动力
市场碎片化加剧、不平等问题扩大的情况下。1

框 4.9  关于气候变化和公平过渡政策中高层社会对话角色演变的研究证据

一项 2017 年的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45 个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其参与社会对话和
未来工作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内容（ILO & AICESIS, 2018）。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有增加参与的趋势，但在气候相关行动方面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

在一个从 0 到 3 的评分体系中，3 表示高度参与，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气候相关行动上
的平均得分是 0.96。与研究机构和倡议的合作显示出较高的参与度（1.16），但在能力建设
（0.67）和发展行动计划（0.71）方面的得分较低。一半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尚未参与全面
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然而，荷兰因其全面的方法脱颖而出，例如 2013 年的《能源可持续
增长协议》，这导致了多项措施和国家能源转型政策的出台。

在新冠疫情期间，另一项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检查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381 项高层社
会对话成果，如联合声明和协议，以应对危机并促进恢复。调查显示，包括双边部门社会对
话在内的高层社会对话已经塑造了 22 项关于绿色政策的结果，包括全面的国家恢复战略。
例如，在巴巴多斯，2020 年 9 月 15 日推出的就业和可持续转型计划是一个大规模的可持续
旅游投资项目，它是由社会伙伴设计的，承诺通过节水和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来绿化该行业
（ILO, 2021c, 22）。

本报告进行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调查显示，公正过渡及相关政策是国家社会对话机构
讨论的主题之一（参见第 4.1 节）。不利的一面是，调查显示，国家社会对话机构的授权并
不总是积极处理公正过渡和相关政策的问题，尽管也有例外情况，如阿尔及利亚、比利时、
科特迪瓦、新西兰、菲律宾和乌拉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Guardiancich, 待出版）。

制定新的社会契约意味
着需要重新定义政府、
企业和劳工之间的传统
伙伴关系

1	 例如，2024 年初，欧洲农民因反对氮排放限制、补贴削减，以及能源价格上涨而发起抗议，迫使欧盟在其环境议程上做出重要让步
（Hancock & Bound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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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当不平等程度较
高，且社会保障和主动劳动力市场政策相对薄
弱时，加强环境政策的严格性会对政府的支持
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Furceri, Ganslmeier & 
Ostry， 2024）。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适当的
社会对话机制，调整工资水平、扩大社会保障
和职业培训，并在转型过程中应对非正规就业
和不稳定工作状况（OECD, 2023b）。

一些高层社会对话的实例表明，它在政府、
社会伙伴及整个社会之间就去碳化的必要性达
成共识，并制定必要的路线图，以缓解对工人
和企业的社会经济影响。这一功能通常由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如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专门
研究、建议或其他非约束性产出来履行。在全
球范围内，欧盟成员国的国家社会对话机构在
这 方 面 走 在 前 列（Eurofound, 2023, 22-23; 
Molina, 2022）。1

通过协商与谈判达成的协议较为罕见（参
见表 4.6）。一旦达成，这类协议往往旨在补
偿受绿色转型影响的员工，并制定其他适应措

施。例如，波兰于 2022 年签署的关于能源转
型的三方社会协议，规定了逐步关闭煤矿至
2049 年的措施，包括受影响工人工资的调整（参
见框 4.10）。在韩国，2021 年一项全国性的
双边工业转型协议承诺社会伙伴应对绿色工作
场所推广、最低工资、技能提升及职业安全健
康等相关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表明，将国家层面社
会对话所产生的政策转化为具体措施，以支持
企业改变生产流程、减少排放并促进绿色工作
场所，仍是全球面临的挑战（ILO, 2022d）。
这一挑战可通过结合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使
能干预”措施加以应对，包括（ILO, 2022d, 
20）：

 	 针对绿色企业和绿色技能发展的行业特定
政策；

 	 支持资源效率与创业的措施；

 	 在国家、行业、区域、地方和企业层面协调
围绕公平转型的社会对话进程。

   表 4.6  通过行业社会对话达成绿色转型的部分协议

国家 行业 类型 / 社会
对话的目的

参与方 过程结果 核心条款

阿根廷
(2022-23)1

能源、天
然气、锂
矿及其他
具有绿色
就业潜力
的部门
（如回收
与维修）

围绕绿色转
型战略、气
候变化政策
（国家自主
贡献）、氢
能工业化与
就业创造进
行磋商

社会伙伴组织
代表、私营企
业与民间社会

针对具体行业的
劳动力适应计划

在国家、省级和
企业层面建立推
进计划的机制

制定“公平转型”
的政策清单与劳
动力诊断

鼓励绿色投资，推
动环保创新

制定绿色就业指标
（设立国家绿色就
业咨询委员会）

推行积极的绿色就
业市场政策

私营部门与国家 /
省级政府之间的协
调机制

1	 例如，在保加利亚、法国、希腊、爱尔兰、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和西班牙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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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续）

法国
(2019-23)2

制药业 就生态转型
与可持续出
行开展谈判

雇主组织包
括 LEEM 与
FCE CFDT；
工会包括 FNP 
FO、CMTE、
CFTC、UFIC-
UNSA

在 2019 年 国 家
集 体 协 议 框 架
下，达成部门性
协议，适用于制
药行业

基于社会对话与集
体 协 议， 到 2050
年实现碳排放减少
50%

拥有 300 名以上员
工的公司需设立环
境委员会，评估环
境决策的影响

德国
(2018-21)3

煤炭产业 就增长、结
构性变革与
就业问题
（煤炭委员
会）进行协
商

德国工会联合
会（DGB）、
矿 化 工 能 源
产业工会（IG 
BCE）及受影
响地区的其他
利益相关方

完成煤炭共识报
告，承诺向碳中
和经济转型

德国《煤炭淘汰
法 》（2021）
纳入上述共识内
容

投资于职业培训、
技能再提升与转型

通过集体谈判协议
（如补偿工资损失
与培训）推动能源
转型

韩国
(2021-22)4

金属产业 就产业转型
（数字化、
自动化与脱
碳）进行谈
判

韩国金属工人
工会与韩国金
属产业雇主协
会

达成产业层级协
议与联合声明，
承诺减少碳排放
并落实相关资金
保障

自 2021 年 起 最 低
工资提高 5.1%

提供就业保障、技
术培训

设立保障职业安全
健康与劳资管理的
机构，辅助产业转
型计划

瑞士
(2022)5

公共部门 就垃圾管理
展开谈判

瑞士垃圾处理
设施运营协会
（ASED） 与
瑞士城市联盟

达成行业性协议 计划在垃圾处理设
施中引入二氧化碳
捕集与存储技术

1  ILO, 2022c.

2 《全国制药行业集体协议附录：关于生态转型的协定》（2019 年 4 月 11 日签署）.

3  Brinkmeier, 2019; Furnaro et al., 2021.

4  Guardiancich & Molina, 待出版 .

5  瑞士联邦政府，2022.

注：ASED：瑞士垃圾处理设施运营者协会；CFDT：法国民主工会联盟；CFTC：法国基督教工会联合会；CMTE：法国海运、交通与装
备工会联合会；DGB：德国工会联合会；FCE：法国化工能源联合会；FNP：法国港口与码头国家联合会；FO：工人力量工会；IG 
BCE：德国矿业、化工与能源产业工会；LEEM：法国制药企业协会；UFIC：中层管理与干部联合会；UNSA：法国自主工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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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  推动兼顾女性、非正规就业
者、企业，以及原住民和
部落成员需求的公平转型

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性
别维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受环境
退化、气候变化和普遍不平等问题影响的群
体中占比很高。妇女比男性更容易面临粮食
不安全、极端天气事件暴露增加以及因气候
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早期研究表明，
约有 80% 因气候事件而流离失所的人是女性
（UNDP, 2016）。妇女在高度依赖非正规就
业的职业、行业和工作场所中比例过高（ILO, 
2023d, 51），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妇女从事无
偿、季节性和兼职工作的可能性高于男性（ILO, 
2022c, 36）。

在气候变化最严重地区，非正规就业的
高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Dodman et al., 
2023）。尽管男性因其从事污染密集型职业
而受到更大影响，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有

28% 的绿色岗位由女性担任，这意味着她们从
绿色转型带来的机会中受益的可能性低于男性
（André et al., 2023, 10）。

这凸显了在转型过程中重新调整生产活动
方向时，制定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政策的必要性，
包括推动绿色工作场所建设。实现这些政策需
要高层社会对话，但相关案例仍较为罕见。然
而，法国最近一项关于绿色转型和社会对话的
国家级（跨职业）双边协议，展示了高层社会
对话与企业层面社会对话之间的互动关系，特
别是通过集体谈判和工作场所合作机制，在中
小企业中推动绿色工作场所的建设（参见框
4.11）。

框 4.10  波兰电力厂 2022 年社会契约

波兰中期和长期能源转型计划对国家煤炭工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包括工人流离失所。
为了帮助他们获得财政支持和新的就业机会，2022 年末，国有资产部长、能源和褐煤行业
的工会以及来自 Polska Grupa Energetyczna、Enea、Energa 和 Tauron 的 30 家公司代表
签署了一项三方社会协议——能源和褐煤行业转型协议。

国家能源安全局管理全国三分之二的电力生产是该协议签订前提条件。协议概述了国
家能源安全局旗下公司员工的利益，包括一笔 8000 兹罗提的“整合奖”，相关公司被邀请
根据集体谈判协议承诺每年增加工资，同时额外福利，如年度奖金和特别奖项。

协议还包括对正在清算的煤矿工人保护措施，离职员工将获得带薪假期和遣散费。接
近退休年龄的员工可以选择最多四年的采矿和能源假期，福利相当于最终工资的 80%。其
他工人则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相当于最后一个月工资 12 倍的现金遣散费。受影响的工人数
量可能超过 32000 人。

来源：Eurofound, 2023, 24; Guardiancich & Molina, 待出版。

妇女比男性更容易面临粮
食不安全、极端天气事件
暴露增加以及因气候灾害
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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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与环境之
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突出了将非正规就业者和
企业纳入公平转型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性（ILO, 
2022c）。正因如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
能会给非正规就业者和企业带来不成比例的经
济负担，因此必须让其参与保护性措施的设计
过程。这一做法也为促进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契
机，例如推动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化过渡。然而，
专门针对正规化与绿色转型的高层社会对话倡
议仍然稀缺，尤其因为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会阻

碍其代表进入那些负责制定相关政策机制的渠
道（如促进能效补贴、绿色金融以及培训和技
能 发 展 项 目； 参 见 ILO, 2022d; Global Deal, 
2020; 2023a）。

一个体现环境可持续性与正规化进程协同
效应的典型案例来自肯尼亚（参见框 4.12），
该案例不仅展示了振兴社会对话的重大机遇，
也表明工会有机会扩大其成员基础（Anyango 
et al., 2013）。

框 4.11  法国通过性别敏感型社会对话推动绿色转型

2023 年 4 月 11 日，法国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包括代表中小企业的代表）签署
了一项《国家跨行业绿色转型与社会对话协议》（CFTC et al., 2023）。该协议承诺各方将
绿色转型视为优先事项，并为此目的呼吁开展社会对话。

协议指出，各级协议中都将包含有关生产环境影响的条款。协议强调必须在社会对话中
采取性别敏感的方法。对于设有工会代表但尚未签订集体协议的公司，雇主必须启动关于薪
酬、实际工时安排及组织方式，以及企业增值分配（例如通过利润分享或员工储蓄计划）的
年度协商。

对于同一地点雇员人数不少于 50 人的公司，协商重点应放在男女职业平等、工作生活
质量 , 以及改善员工流动性的措施上，这些措施可包括降低通勤成本的举措、推广环保交通
工具，以及为电动车、混合动力车、拼车、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提供费用支持，以改善上下班
出行条件。

来源：CFTC et al., 2023.

框 4.12  缓解内罗毕新型公交系统对非正规交通工人的影响

在肯尼亚，交通运输业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预计将严重影响传统运输行业的从
业人员。2019 年，更加环保的快速公交系统在内罗毕投入使用。尽管快速公交系统对环境
和乘客带来积极影响，但它影响了约一半的从业人员，共计约 7 万人，主要是私人拥有的
“matatu”小型面包车司机。

由公共当局促成的社会对话在全体工人联合会、Matatu 工人联合会和公共交通运营商
联合会之间展开，最终形成了《内罗毕快速公交系统劳动影响评估报告》。该报告为保护受
影响的非正规工人提供了依据，包括透明合同、再培训和重新安置面临失业风险的工人、通
过发牌和登记使 Matatu 行业正规化，以及将 Matatu 司机纳入快速公交系统。

来源：Global Deal,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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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和部落居民是另一类在绿色转型中
面临风险的脆弱群体。可持续能源所需的资源
可能威胁他们的生计，延续暴力和排斥的历
史遗留问题，并引发“绿色殖民主义”的认知
（Monet, 2023）。例如，为电动汽车电池和
风力发电所需而开采镍、锂、钴和铜等矿物的
项目，可能影响原住民和部落居民的生态系统，
引发安全问题并导致被迫迁移。

国际文书指出，以环保为导向的项目应正
视此类影响，并制定缓解策略（ILO, 2019b）。
研究表明，原住民和部落居民在环境影响评估、
实现可持续性、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和企业发
展，以及基于传统知识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创
新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ILO, 2017b; 
IPCC, 2019, 4; Lam et al., 2020）。例如，原
住民采用的“再生农业”实践可以成为应对气
候变化和因土壤贫瘠而导致生产力下降的有效
手段。

《1989 年土著和部落居民公约（第 169
号）》是目前唯一仍在开放批准、全面涉及原
住民和部落居民权利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尤
其是确立了协商权。根据第 169 号公约，一些
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机构，尤其是在拉美
地区，由于该地区对第 169 号公约的批准率高
于其他区域，这些机构被用于就影响原住民和
部落居民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及项目进行包容性
协商（参见表 4.7）。依据第 169 号公约的原
则并通过这些机制，各方已在环境影响评估方
面达成共识，例如阿根廷的光纤电缆建设项目、
智利的一个光伏发电项目，以及秘鲁关于气候
变化的《框架法案》（ILO, 2022e; 秘鲁人民辩
护署 , 2017）。

根据第 169 号公约，一些
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
机构，尤其是在拉美地区

   表 4.7  拉丁美洲原住民与部族成员协商机制示例

国家 机构名称 协商机制

阿根廷 原住民事务国家研究院 原住民协商与参与委员会

智利 社会发展与家庭部（社会服务副部、
国家原住民发展合作署）

国家原住民发展公司理事会

哥伦比亚 内政部（原住民、罗姆族与少数族
群事务司）

与原住民及其组织的常设协调圆桌会议

墨西哥 原住民人民国家研究院 原住民人民国家委员会（隶属于原住民
人民国家研究院）

巴拉圭 巴拉圭原住民研究院 巴拉圭原住民研究院咨询委员会

秘鲁 文化部（跨文化事务副部） 原住民政策工作组

来源：ILO, 2019c,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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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为劳动的世界配备绿色转
型所需的技能

《2004 年人力资源开发建议书（第 195
号）》第一段指出：

各成员国应基于社会对话，制定、实施和审
查与经济、财政和社会政策相一致的国家人力资
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政策。

在向环境可持续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既有
岗位流失，也有新岗位产生。然而，一个关键
问题是：由于政策决策（如禁止塑料使用或关
闭矿井）可能导致岗位立即减少，而新岗位的
出现则相对缓慢，这往往取决于吸引投资者、
营造有利投资环境以及鼓励绿色投资的努力（例
如 Curtis, O'Kane & Park et al., 2024; Dordmond 
et al., 2021）。此外，新产生的就业机会不一
定出现在原有岗位流失的同一地理区域。当然，
这种转型需要大量投资于再培训和技能提升项
目，部分原因在于技能水平的变化范围广泛、
培训方法各异（参见表 4.8），以及主动的劳
动力市场政策（Botta, 2019）。

   表 4.8  发展绿色工作技能与实现公平转型

技能等级 变革性质 典型的技能应对方式 职业示例

低技能岗位 一般性变化，例如：
提高环境意识，或
对工作程序进行简
单调整

在岗学习，或参加短期
技能提升与再培训项目

职业技能变化类岗位：
    垃圾 / 废物收集员

中等技能岗位 出现部分新的绿色
岗位

一些现有岗位的技
术技能和知识发生
显著变化

短期到长期的技能提升
与再培训项目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与 培 训
（TVET）课程

新兴绿色岗位：
    风力涡轮机操作员
    太阳能板安装员

职业技能变化类岗位：
    屋顶维修工
    暖通空调（HVAC）技术员
    管道工

高技能岗位 绿色新岗位主要集
中在高技能领域

部分现有岗位对技
术技能和知识提出
更高要求

大学学位教育

较长期的职业技术提升
课程（TVET）

新兴绿色岗位：
    农业气象学家
    气候变化科学家
    能源审计员
    能源顾问
    碳排放交易分析师

职业技能变化类岗位：
    建筑设施管理人员
    建筑师
    工程师

来源：ILO, 2019d,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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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层社会对话来识别当前和未来的技
能需求（即技能预测）、制定和提供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项目、管理与资助公私营技能培训，
以及确保培训质量，可以在整体上显著提高其
成效（Global Deal, 2023b）。社会伙伴通过
社会对话参与技能发展举措至关重要，例如可
更好地指导国家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战略（如产
业政策，参见第 4.5 节），识别技能缺口，并
使劳动力发展与可持续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同
时确保技能政策支持环境目标和可持续经济增
长。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显示，雇主和工人在
技能协调中的参与度越高，环境政策与技能政
策之间的协调性就越强（参见图 4.4）。

研究还发现，在许多国家，雇主组织在绿
色岗位技能政策制定中的参与频率通常高于工
人组织（参见图 4.5），这取决于不同的制度
安排。在少数国家，社会伙伴组织作为经济社

会理事会等类似机构的成员，参与有关一般经
济、教育和环境问题的讨论，例如澳大利亚、
丹 麦、 德 国、 毛 里 求 斯、 黑 山 和 英 国（ILO, 
2019d, 181）。他们还参与专门的部门技能机
构、技能需求预测机制（尤其是在职业教育与
培训层面），以及多利益相关方技能发展平台
（通常是政府机构），这些平台通常还包括公
共或私营公司、培训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参见
第二章）。然而，大多数这类委员会和机构具
有广泛的职能，不仅关注绿色岗位技能和公平
转型，更广泛地涵盖以下内容：

 	 技能政策设计、体系建设、协调与监测；

 	 职业标准、培训规章和资格框架的制定与
更新；

 	 培训与再培训项目；

 	 联合研究。

  图 4.4  雇主和劳动者在技能政策中的参与度以及环境与技能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注：(I) 技能和环境政策之间协调性的标准包括：协调性、对行业和工人需求的响应性、良好的覆盖和互补性、社会伙伴在决策中
的积极参与。以及由研究和劳动力市场信息充分告知的政策及相关行动（包括融资、监测和评估机制），(2)1-10 分制，纵轴：
10= 高度协调：0= 无协调，模触：10= 完全参与：0= 无参与，(3) 国家代码：AR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US= 澳大利亚；BGD= 
孟加拉国；BRA= 巴西；BRB= 巴巴多斯；CHN= 中国；DEU= 德国；DNK= 丹麦；EGY= 埃及：ESP= 西班牙；EST= 爱沙尼亚；
FRA= 法国；GBR= 英国；IDN= 印度尼西亚；IND= 印度；KOR= 大韩民国；MLI= 马里；MNE= 黑山；MUS= 毛里求斯；PHL= 菲
律宾；SEN= 塞内加尔；THA= 秦国；UGA= 乌干达；USA= 美国；ZAF= 南菲。

来源：ILO、2019d.37.

环境政策与技能政策
之间的协调一致性

劳动者和雇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成为
协调技能和环境政策的制度框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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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雇主和劳动者在绿色工作技能政策中的参与程度

注：(I) 1-10 分制：10= 完全参与：0= 无参与，(2) 国家代码：AR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US= 澳大利亚；BFA= 布基纳法索；
BGD= 孟加拉国；BRA= 巴西；BRB= 巴巴多斯；CHN= 中国；CRI= 哥斯达黎加；DEU= 德国；DNK= 丹麦；EGY= 埃及：ESP= 西
班牙；EST= 爱沙尼亚；FRA= 法国；GBR= 英国；GHA= 加纳；GUY= 圭亚那；IDN= 印度尼西亚；IND= 印度；KGZ= 吉尔吉斯坦；
KOR= 大韩民国；MLI= 马里；MNE= 黑山；MUS= 毛里求斯；PHL= 菲律宾；SEN= 塞内加尔；THA= 泰国；TJK= 塔吉克斯担；
UGA= 乌干达；USA= 美国；ZAF= 南菲；ZWE= 津巴布韦。

来源：ILO、2019d.38.

雇主在绿色工作技能政策中的参与程度  工人在绿色工作技能政策中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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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三方或双边社会对话有利于设计和实
施特定行业的培训项目，尤其是在那些受去碳
化影响较大的行业，如能源和石油。例如，在
英国，2022 年工人与雇主合作开发了“能源
技能护照”，帮助离岸石油和天然气工人获
取可转移至离岸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能（ILO, 
2023c, 45）。

在意大利，2022 年 7 月 21 日同一行业内
签署的一项双边集体协议覆盖了 4 万名工人，
承认与紧急能源转型相关的变革将需要现有技
能的转变，并承诺加强技能提升和再培训。该
协议还建立了认证培训的机制，并设立了劳动
管理培训委员会，提出专门针对老年工人和女
性的培训计划（Planet Labour, 2022）。

在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理事会（代表超过
1000 家可再生能源公司的顶级机构）成立了
一个由企业、工会、培训机构和技能预测机构
组成的“清洁工作参考小组”，以应对绿色技
能严重短缺的问题（Molina, 2022, 11）。

  4.3.5  气候变化对劳动者的影响：
聚焦高温压力

热浪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对劳动者的
健康和安全构成巨大风险，并影响劳动生产率
（ILO, 2024c）。自 1850 年有全球记录以来，
2023 年是最热的一年（WMO, 2024）。1 人体
对高温的自然反应是减缓活动，国际劳工组织
的研究表明，高温每年使劳动生产率下降 2.2%
（ILO, 2019e）。

近年来，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与高温压力
相关的挑战，并逐步通过立法和技术指导工具
来实施和推广适应措施。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
农业和建筑业等领域。然而，随着全球变暖成
为工作条件中的重大问题，越来越多类型的工
人（例如孕妇或哺乳期妇女、老年工人，以及
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和行业（如运输业 2 和医
疗保健业 3）正在采取应对措施。

本报告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哥斯达黎加、
法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政府和社会伙伴正缓
慢地将高温压力纳入职业健康与安全的社会对
话议程，并在特定倡议中制定国家、地方和企
业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政策和规章，有时取得了
显著成果，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参见框 4.13）。
4 在新加坡，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的三
方社会对话促成了理解和管理公司层面热风险
的指南和其他工具。5 在美国迈阿密，社会伙
伴和地方政府建立了三方流程，分享知识并设
计工具，为雇主和户外工作者提供关于防暑保
护的建议 6

行业三方或双边社会对话
有利于设计和实施特定行
业的培训项目，尤其是在
那些受去碳化影响较大的
行业，如能源和石油

1	 世界气象组织在 2024 年 1 月宣布，利用六个主要国际数据集监测全球气温后发现，2023 年全球年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
高出 1.45±0.12 摄氏度。2023 年 6 月至 12 月期间的全球气温创下历年同期新高，7 月和 8 月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两个月（世界
气象组织 , 2024）。

2	 例如，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专为分布广泛的劳动力行业（如邮件和包裹投递）开发了“户外湿球黑球温度计算器”（参见
https://www.osha.gov/heat-exposure）。该工具利用标准气象输入来估算湿球黑球温度（这是一种综合温度指标，用于估算温度、湿度、
风速和太阳辐射对人体的综合影响），从而实现远程风险评估。

3	 相关活动主要包括为应对与高温有关的疾病而对卫生系统进行准备的措施。

4	 François Eyraud，《法国的高温压力与社会对话：关于高层级社会对话对应对高温压力的政策和措施所作贡献的研究》，国际劳工组
织委托撰写，2023 年 12 月；Laura Maffei，《关于高层级社会对话对应对高温压力的政策和措施所作贡献的研究：以西班牙、哥斯达
黎加和墨西哥为例》，国际劳工组织委托撰写，2023 年 11 月。

5	 参见 https://www.tal.sg/wshc/resources?keyword=heat%20stress。

6	 参见 https://www.miamidade.gov/environment/library/2022-heat-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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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温压力的行业集体谈判主要集中在
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中，如建筑、农业、林业和
渔业的工作时间管理和补偿措施上。在德国，
2023 年建筑行业的集体协议规定，因天气条
件（包括极端高温）而在 4 月至 11 月期间未
工作的小时数可以在接下来的 40 个工作日内
补回，并且额外支付 12.5% 的正常工资作为补
偿（Brinkmeier, 2023）。在意大利，2019 年
6 月达成的林业和家具行业的集体协议规定，
派遣到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的地方工作的工人
将获得基本工资 10% 的特别津贴。1

关于高温压力的行业集体
谈判主要集中在受影响最
大的行业中，如建筑、农
业、林业和渔业的工作时
间管理和补偿措施上

 框 4.13  哥斯达黎加通过高层社会对话应对高温压力对工人健康的影响

由于担心因工作场所高温暴露而引发的慢性肾病传播问题，三方职业健康委员会于
2015 年达成了一项关于预防高温压力并保护暴露于高温环境下的工人健康的法规草案。由
此产生的法律（第 39147 S-TSS 号法令）适用于户外作业人员。

该高层社会对话机构还促进了针对工人和雇主的能力建设，并为集体谈判和工作场所合
作提供了空间，防止户外作业人员遭受高温压力。这促成了企业和工人代表在企业层面协商
达成的预防方案和计划。在甘蔗行业，受访者指出，根据该法令，公司在公司层面达成的协
议取得了一些良好进展，特别是观察到慢性肾病发病率明显下降。

在成功推动高温压力相关立法后，政府和社会伙伴开发并实施了提高认识的宣传活动、
指导方针和培训，加强相关法规的应用。他们还采取措施扩大该法令的适用范围，涵盖所有
暴露于高温环境下的工人，包括室内工作者。所采取的行动还包括开展研究和生成数据，以
便社会伙伴更好地评估迄今所采取措施的影响。

来源：Laura Maffei，《国家级社会对话在制定应对高温压力政策和措施中的作用：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研究》，国际劳
工组织于 2023 年 11 月委托撰写的报告。

1	 意大利，《关于更新适用于中小型木材、软木、家具和装饰品行业工人以及林业和森林工业工人的全国集体劳动合同的协议》，2019 年 6 月，
第 7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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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通常被广义地定义为政府支持特
定行业或部门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举措，近年来
在发达经济体中重新兴起，往往受到国家数字
化转型和 / 或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推动。例如，
在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 年 8 月 9
日）和《缓解通胀法案》（2023 年 2 月 2 日）
分别支持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和交通领域
的发展。同样地，欧盟也通过了《欧洲芯片法案》
（2022 年 2 月 8 日），以支持其半导体产业；
而“下一代欧盟”计划（2020 年 12 月 14 日）
则旨在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气候与数字化战
略引导经济增长，从而实现成员国经济绿色转
型，并缩小数字鸿沟（Mazzucato, 2022）。

产业政策作为发展工具已有数十年的历
史，尤其用于推动经济多元化和结构性转型。
然而，当前推动现代产业政策发展的主要动力
包括：多重危机叠加后重建经济的需求（如新
冠疫情和生活成本危机）、绿色转型的紧迫性，
以及数字技术在未来经济韧性与竞争力塑造中
的重要地位。

一项最新的全球产业政策回顾研究表明，
尽管应对气候变化、增强供应链韧性，以及维
护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也是重要因素，但战
略性竞争力仍是各国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动因
（Evenett et al., 2024）。该研究还发现，不
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更积极地
采用新措施，通常通过补贴手段；而发展中国
家则更多依赖进出口贸易限制。

从长期来看，产业政策已不再只是自上而
下的激励措施，而是日益转向建立公共与私
营部门之间持续协作的机制，以实现经济和
社 会 目 标（Aiginger & Rodrik 2020; Rodrik, 
2022）。由于产业政策旨在引导资本和劳动
力流向特定目标，因此最应参与决策的是那
些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即雇主和工
人），他们不仅处于推动政策实施的最佳位
置，也有助于确保政策获得广泛接受和支持
（Campbell，待出版）。

一项全球性研究（Campbell，待出版）
及本报告所开展的部分国别研究显示，在产业
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伙伴主要参与构建国家
社会对话机构（参见表 4.9）。在大多数被分
析国家中，社会伙伴参与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
施，尤其是在南非等拥有既定社会对话机构的
国家。然而，由于工会在参与涉及双重转型的
技术复杂议题方面能力不足，工人的参与程度
明显低于企业方（参见框 4.14）。

4.4 

产业政策与高层社会
对话：双重转型的关
键纽带

社会伙伴参与产业政策的
设计与实施，尤其是在南
非等拥有既定社会对话机
构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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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9  部分国家产业政策与社会对话机制

国家 产业政策示例 产业政策目标 与产业政策相关的社会对话实践

阿根廷 《阿根廷生产
2030》

改造国家生产体系，以改善
社会、经济与环境结果

管控废弃物进口
识别循环经济发展受限因素
建立循环经济登记制度

哥斯达
黎加

《包容性与脱碳
经济国家领土战
略 2020-2050》
（EETID 2050）

推出为期 30 年的战略，通
过去中心化、数字化与脱碳
实现经济活动现代化

正在审议建立“经济与社会咨询委员会”
的法案，以强化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社
会对话机制

德国 《区域经济结构
改善联合工作组
计划》（2022）

推动生产向气候中立与可持
续方向转型与重构

促进区域价值链发展

鼓励创造就业与体面劳动

涉及产业政策的部门性集体谈判、信息
协商、共同决策权磋商等机制

摩洛哥 《产业加速计划
（2014-2020）》

增强部门融合、扩大投资
通过产业领袖与中小微企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创造 50 万个就业岗位
工业占 GDP 比重从 14% 提
升至 23%

2011 年《宪法》第 13 条强调：
推动集体谈判、加强工会协商权，并建
立“协商机构”，以使社会各方参与公
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

韩国 《区域就业创
造战略（2017-
2022）》

应对地方人口与经济活动下
行的挑战

区域性社会对话倡议
《国家产业转型双边协议》中涵盖绿色
工作场所的条款

南非 《再想象的产业
战略》及其各行
业“总体规划”
（2019-2023）

通过国家、组织化劳工与私
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
制定行动导向的产业政策，
旨在促进增长、提升青年就
业、增强竞争力与技术升级

在 NEDLAC 平台上就多项政策（含产业
政策）开展社会对话

“总体规划“通过三方协商，确定 3 至
4 项关键行动目标，以推动重点产业增
长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 《芯片与科学法
案》（2022）

加强制造业、供应链与国家
安全；投资研发、科技与劳
动力发展，保持在纳米技术、
清洁能源、量子计算与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该法案规定，公共资金拨付需以建立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为条件，并需纳入社会
伙伴

授权投入 100 亿美元，用于在全国各地
建设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中心

这些中心将整合地方政府、高等院校、
工会、企业与社区组织的力量，共同推
进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发展

来源：阿根廷：Joaquín Etorena Hormaeche，《通过社会对话设计与实施的公平转型政策：阿根廷案例》，国际劳工组织委托撰写（2024
年 1 月）；哥斯达黎加：Cheng，待出版；德国：Voss，待出版；摩洛哥：Belghazi，待出版；韩国：Bae，待出版；南非：Godfrey，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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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高层社会对话相对薄弱，但《芯
片与科学法案》却设想让社会伙伴不仅参与政
策设计，更重要的是参与其执行过程，因为公
共补贴的发放是以包含社会伙伴在内的公私伙
伴关系为前提条件的。相反，若不在产业政策

中嵌入社会对话机制，则可能导致代价高昂的
冲突性转型。例如，三大汽车制造商推行向电
动汽车生产转型的战略时，未依据《通胀削减
法案》正式要求事先征求相关方意见，结果引
发了大规模罢工事件（参见框 4.15）。

 框 4.14  南非产业政策中的高层社会对话

在南非，2019 年初重新启动的产业政策明确提到了“总体规划”的使用。这些规划并
非迫使各方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是旨在建立政府与行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确
立共同愿景和协作平台，并为战略调整提供基础。

本报告于 2023 年开展的实地调研显示，三方社会对话在总体规划战略的各个阶段——
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总体规划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框架所设定
的广泛目标制定，例如《新增长路径》（2010 年）、《国家发展计划》（2012 年）、《重
塑工业战略》（2019 年）以及《经济重建与复苏计划》（2020 年），而这些框架本身正是
通过包容性的社会对话机制（尤其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与劳动委员会中）设计而成。

高层社会对话是制定和执行总体规划的主要途径。例如，《2018-2035 年汽车业总体规
划》就包含了鼓励生产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激励措施，该规划是在广
泛的三方协商基础上制定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工会参与时间较晚（如《商业林业总体
规划》），甚至完全未参与其中（如《全球商业服务总体规划》）。尽管企业通常具备参与
总体规划的能力，但并非所有政府部门（除了贸易、工业与竞争部门之外）或有组织的劳工
都具备相应能力。

来源：Godfrey，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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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表明，高层社会对话是一种灵活的问
题解决机制，能够提升政府和社会伙伴设计并
落实有效且具有包容性的长期转型战略的能
力，其中包括由数字化变革和环境与气候行动
驱动的转型。尽管全球进展不均衡，高层社会
对话仍是管理双重转型所带来的颠覆性变化、
同时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最佳路径。

鉴于这些转型对劳动世界产生的多方面影
响，高层社会对话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机制，
用以应对当前挑战的高度不确定性，并设计出
风险与机遇共享的集体解决方案。

 框 4.15  美国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汽车制造商达成协议

2023 年 11 月，代表约 15 万名汽车工人的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美国三大汽
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通用汽车和福特）达成了多雇主协议，结束了在美国持续 40 天的
大规模罢工。该协议规定在未来四年半内工资提高 25%，并包括生活成本补贴，同时推动
了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领域的工会化（IndustriALL, 2023）。

这场罢工获得了环保团体和公众的支持，发生在《缓解通胀法案》通过一年多之后。当时，
汽车制造商正寻求对非工会化的低薪电池工厂获取税收优惠和贷款，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
对此表示抗议，认为州政府对《缓解通胀法案》中去碳化政策的补贴实际上是在助长低薪
就业。

一些人认为，这项协议挑战了当前以“股东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
长期以来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与工人需求对立起来，制造出一种“虚假两难”。该协议
表明，针对绿色转型的产业政策可以成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工具，带来高质量的工
会化工岗位，并赋予工人在经济让步和企业决策方面更大的影响力（Mazzucato & Silvers,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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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经济政策背景下，采用量身定制的策略，高层社会对话能够纠
正经济政策制定中的“短期主义”偏向，并提升包容性，从而促进体面劳
动和可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减少过高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并推动公平转型。

本章指出，社会对话对于修复“破裂的社会契约”至关重要。这一目
标正是国际劳工组织推动社会正义的核心宗旨所在，因为它服务于联合国
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UN, 2021a）中所确定新社会契约三大基础：
建立人民与制度之间的信任；确保包容、保障与参与；以及衡量并重视对
人民和地球真正重要的事项。社会契约是一种不成文的约定，其形式因地
因时而异，因此高层社会对话提供了一种机制，使社会契约能在任何环境
中得以具体体现。

迫切需要加强高层社会对话中的相关主体与制度建设，以便社会对话
能够有效助力实现上述修复目标与政策目的。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本章提出的必要行动领域相互关联，包括：正视高层级社会对话所面临的
挑战；在法律与实践中促进结社自由权利，并切实承认集体谈判权；扩大
社会伙伴组织的成员基础，并增强其代表性；为社会伙伴配备必要的专业
知识、资源与工具，以使其能实质性地参与高层级社会对话进程；以及系
统评估高层级社会对话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包括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
关指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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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高层社会对话在对抗不可
持续发展力量方面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强
调了当前社会经济政策制定中因短期主义和缺
乏包容性所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所带来的
风险（UN, 2021, 14-15）。这些问题与社会对
话的原则和目标直接冲突（参见第一章）。由于
社会对话通常需要社会伙伴在做出决策前进行
多轮协商与讨论，在那些注重短期收益的环境
中，社会对话可能会被视为妨碍经济体或企业迅
速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即使是在拥有强大
社会对话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ILO, 2019a）。

然而，这种观点背后的错误逻辑在全球金
融危机后得到了检验。为了加快劳动力市场的
应对速度，许多国家采取了结构性调整改革，
将社会伙伴边缘化，并削弱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以及福利国家制度）。从长期来看，这些
改革加剧了经济衰退（Papadakis & Ghellab, 
2014）。更普遍的研究表明，为应对高公共债
务而实施的单边财政紧缩政策往往严重抑制了
社会对话（参见框 5.1），并产生长期的负面
反馈循环（参见第一章，图 1.2）。

在实践中，高层社会对话是推动长期包容
性变革和实现全民体面劳动的催化剂。社会伙

伴所具备的实际经验与专业知识使他们能够参
与制定促进充分就业和可持续企业的政策，同
时平衡有效劳动者保护的需求，缓解收入不平
等，并确保适当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参见第
二章和第三章）。社会伙伴的贡献有助于在薪
酬调整、雇佣与解雇保护法律中的灵活性与安
全性之间、以及高管薪酬等方面找到恰当的平
衡点（Lazonick & Shin, 2019）。

尽管雇主、工会和政府之间存在不同的立
场，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利益诉求，但基于
高层社会对话的决策机制可以缓解甚至扭转
短期主义和非包容性策略对劳动者、雇主、社
区乃至地球造成的有害影响。例如，通过跨部
门协调资源，工会和雇主组织可以实时监测工
作场所是否遵守尊重产品标准、流程标准和
劳动标准的法律规定（Outhwaite & Martin-
Ortega, 2019; Pike, 2020）。此类活动可以为
希望留住忠诚员工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带来持久
效益，并提升生产力与创新能力（Eurofound 
& Cedefop, 2021）。

在经济不确定性时期，高层社会对话也能
提供稳定性。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政府，甚
至包括一些社会对话传统较弱的国家，也迅
速认识到授权雇主和工人组织共同制定政策回
应措施的价值，以保障收入、就业岗位并维持
企 业 运 营（Brandl, 2023; ILO, 2020a, 2021, 
2022）。同样地，高层社会对话在构建长期共
识和包容性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用以应
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带来的冲击与不确定性。
例如，高层社会对话可以通过解决数字化和绿
色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来减少冲突，使
劳动世界相关方提供其专业知识和解决方案，
最终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参见第四章）。

5.1 

促进包容性和长
期经济发展的高
层社会对话

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相
关的风险与社会对话的原
则和目标存在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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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高层社会对话在缓解长期
企业集中带来的劳动力分
割风险方面的作用

高层社会对话在以长期主义为导向的经济
发展模式中可以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这是因
为 高层社会对话能够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长
期的信任建立和相互理解。这对经济和社会都
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社会伙伴能够通过
识别未充分利用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建
立“协作创新”的平台，并确保向更高生产率
路径的平稳过渡，从而为长期生产力提升贡献
知识与倡议（参见第二章和第四章）（Lindsay 
et al., 2018; Rodgers, 2002）。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一些国家和行业，
尽管推行了长期主义的经济战略，但对包容性
的关注却十分有限，这给有效的高层社会对
话带来了重大挑战。例如，在高度分割的买方
垄断劳动力市场、新兴的数字平台经济模式
（ILO, 2022, 32; Rahman & Thelen, 2019），
以及由少数大型“明星企业”主导的行业中
（Autor et al., 2020; 参见第四章），情况就是
如此。当领先企业追求长期战略成功时，若其

 框 5.1   财政紧缩政策促使各国采取简化的社会协商模式

旨在应对高额公共债务的财政紧缩政策过去曾严重抑制了社会对话。例如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爱尔兰和南欧国家的影响表明，紧缩政策往
往被呈现为“不可协商”的议题，导致社会对话和民主协商被简化至最低限度（Papadakis 
& Ghellab, 2014, 4）。这些政策常常引发一系列改革，削弱了集体谈判机制、最低工资制度、
养老金体系，以及就业保护法律，进而对可持续增长、工资上涨、就业创造以及社会保障
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Ghellab & Papadakis, 2011, 81-92）。

在后疫情时代，政策重点正从经济刺激转向财政整顿与减债，这一转变可能已经挤占
了用于社会保护、卫生和教育的支出空间，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UNDP, 2023）。尽管各
国确有责任解决因金融市场设计误解、治理缺陷和腐败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问题，
但其带来的冲击往往由工人、企业和纳税人承担。

推动可持续复苏并消除财政赤字是一项全社会的任务，需要广泛磋商与周密准备
（Bourgon, 2009; Hadzi-Vaskov, Pienknagura & Ricci, 2021）。 因 此， 在 财 政 整 顿
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有必要加强社会伙伴的声音，并重新平衡其谈判能力（Ghellab & 
Papadakis, 2011）。各级别的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必须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以避免“单
边主义”——这种做法有可能加剧公众对国家和国际治理机构的不信任，助长经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以及早在疫情爆发前便已开始的去全球化趋势（Papadakis, 2021a）。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Hadzi-Vaskov, Pienknagura & Ricci, 2021）：

政府需要倾听民众声音并作出回应，同时也应努力通过制定政策来预见人民的需求，确保每个人都能
公平地享有繁荣的机会。扩大就业、控制危机的长期影响、保护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仍应是优先事项。为
了确保改革成功并避免冲突，必须就国家角色及其如何可持续地应对财政压力展开广泛的社会对话。否则，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可能会因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而进一步加剧。

高层社会对话在构建长期
共识和包容性政策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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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未能广泛惠及经济和社会的大部分群体，
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变得非常显著
（Grimshaw，待出版）。

对于劳动者而言，进一步的市场集中可能
反映并加剧基于性别、阶级、性取向、种族和
残疾等因素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而这种不平等
有可能因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生产和管理工具
的使用而被放大。1 一些工人可能享有更稳定
的就业机会，发展职业道路，并获得优质的教
育和医疗服务。

相比之下，另一些工人则可能在各种缺乏
同等劳动保障的工作形式之间流动，例如跨越正
式与非正规工作界限的在线自由职业（Hammer 
& Fishwick, 2020; Marsden, 2011）。这些日益
突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需要进行适应性调
整，尤其是因为特定职业群体（如家政工人、
社区服务人员和卫生保健工作者）、特定行业
和用工安排中的劳动者（如平台工人和临时工）
更容易被排除在劳动保护体系之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伙伴不仅需要为其
成员争取更好的保护，还应扩大其覆盖范围，
将那些处于高绩效经济部门边缘的企业和工人
纳入其中，例如从事个人服务、低技术制造业
或工作条件较差的平台劳动者。例如，工会可
以在高绩效经济板块的边缘开展动员行动，回
应那些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收益分配中面
临被边缘化风险的工人和社区的需求，正如反
对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向电动汽车生产转型的
运动所展示的那样（参见第四章）。同样地，

在某些情况下，社会伙伴也努力联合起来，改
善非正规就业和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参见
第三章），改善平台经济从业者的工作状况
（Hadwiger, 2022），或发起提高低收入商业
服务业工人薪资的运动，利用创新的基层对话
机制来改善工作条件（Tilly, 2015）。

  5.1.3  高层级社会对话在抵制短
期主义、促进平等与包容
方面的作用

在其他情况下，高层社会对话运作于这样
一种经济政策环境中：一方面政策和企业承诺
实现更大的平等与包容，另一方面又面临克服
短期经济约束的需求。尽管政府和企业往往将
平等、多元与包容的理念纳入“使命驱动型盈
利”的公司战略和公共政策中，但其实际操作
中仍常常优先追求短期经济利益。

这种做法所体现的包容性特征，为社会伙
伴在劳动世界中推动并强化平等提供了丰富的
机遇。例如，高层社会对话非常适合实现这
一目标，具体方式包括：推动同值工作同等报
酬原则的落实（参见第三章）；以及使劳动保
护及其可持续性更具包容性，涵盖女性、非正
规工人和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参见第二章）
（ILO, 2022, 96-100; Baird & Murray, 2014; 
Besamusca & Tijdens, 2015）。

一个关键的例子是高层社会对话在确保
“远程办公”政策以包容性原则为基础方面的
作用。其目标包括（Choudhury, 2022; Chung 
et al., 2021）：

 	 帮助员工维持宝贵的社会联系，包括社会
资本和组织归属；

 	 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对有
工作的父母而言；

 	 协助企业从“虚拟地理流动性”中获取价值。

高层社会对话在确保所有
劳动者——无论其劳动合
同类型如何——享有体面
的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

1	 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在使用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进行招聘和决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族、性别及其他偏见的问题，参见 Adams-Prassl, 
Binns & Kelly-Lyth（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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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远程办公所具备的包容潜力，需要
配套的社会政策采取包容性的方法来加以实现，
而高层社会对话在确保所有劳动者——无论其
劳动合同类型如何——享有体面的社会保障方
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包括坚持权利的可转移
性（如养老金权益、病假和年假）、反对不公
平解雇、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提供求职支持和
再培训计划（Hansen & Leschke, 2022）。

当经济发展以短期主义为导向时，社会伙
伴要维持包容性策略就会更加困难。在所有财
政支出都被用短期标准来衡量的情况下，要获
得长期的政治承诺来支持包容性社会保障非常
具有挑战性，这也加剧了社会契约的不确定性。
此外，如果劳动法规和雇主实践鼓励滥用短期
合同或不稳定、非正规的用工形式，社会伙伴
将难以提供足够的支持与保护，尤其在那些社
会对话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家更是如此。

例如，虽然社会对话可能成功制定出新的
规则以应对职场性别骚扰问题，但如果尚未建
立透明与问责的文化，且在非稳定就业和高
人员流动率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女性可能不
愿 举 报 此 类 事 件（Oosterom, Namuggala & 
Nankindu, 2023）。因此，需要政府与社会伙
伴采取互补性的长期行动，以确保女性和弱势
群体能够通过合适的申诉机制，在无惧报复的
前提下表达自身需求与利益。

另一个推动多元共治、缓解短期主义的重
要切入点，是通过自愿性倡议，例如企业社会
责任项目和跨国公司协议。许多这类倡议直接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和《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有助于加强结社自由和集体
谈判权的落实。通过这些倡议，工人代表和工
会可以在企业或雇主组织层面（包括行业层面）
与其开展合作，监督和评估超越企业法律义务
或股东承诺的劳动实践，包括改善工作条件和
工资待遇（ILO, 2019b; IOE, 2015; Rodriguez 
Gomez et al., 2020）。此外，高层社会对话在
贸易政策中推动劳动与可持续性原则落地的角
色（参见第二章），也是在不同国家背景和经
济环境下引入多元共治理念的重要路径之一。

在《我们的共同议程》（UN, 2021, 4）中，
联合国秘书长写道：

现在是时候更新政府与其人民之间以及社会
内部的社会契约了，以重建信任，并拥抱一个全
面的人权愿景。人们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反映在
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必须包括女性和女孩的积
极参与和平等参与，没有她们，就不可能有真正
有意义的社会契约。此外，还应包括更新治理安
排，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开启全民社会保
障、健康保障、教育、技能培训、体面劳动和住
房的新时代，并确保到 2030 年实现人人享有互
联网的基本人权。

近年来，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兴起了一场关
于通过重塑社会契约来推进社会正义的讨论
（参见框 5.2）（ILO, 2016a, 2023a; IOE, 2023; 
ITUC, 2021; Lagarde, 2019; OECD, 2023）。

呼吁重建社会契约的理念，源于若干全球
倡议多年来所提出的主张，即需要彻底改革国
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应对全球气
候危机、各国及国家间的不平等问题以及短期
主义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参见图 5.1）。这
些倡议的共同点在于呼吁赋权边缘群体的声
音，并通过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方法，加强
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与经济治理问责机制
（ILO, 2024b, 7）。

5.2 

通过高层社会对
话制定新的社会
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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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5.2  实现社会公平需要重建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隐含的安排，界定了政府与公民之间……或不同人口群体之间
的关系”（ILO, 2016a）。它体现了以下内容：

 	 社会如何组织运行的共同理解；

 	 指导集体机构运作和资源分配（包括公共产品界定）的规范与规则，以及个人与集体在此过程中
的责任；

 	 旨在实现社会正义的各项政策。

换言之，社会契约决定了“一个社会中哪些事项应以集体方式提供、如何提供、由谁来提供”（ILO, 
2024a, 1）。

学者和国际组织普遍认为，在全球化、技术变革、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以及多重危机叠加的
背景下，许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社会契约已显得过时（ILO, 2023a; Shafik, 2021）。尽管过去几十年
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人均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下降以及数亿人摆脱贫困——但各国及各人群群
体中仍存在广泛的失望情绪，具体表现为：

 	 公众与其所依赖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之间出现了“日益加深的脱节”，对这些制度的信任度也持续
下降（UN, 2021）；

 	 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非正规就业和贫困现象广泛存在，并受到自动化和数字化等因素加剧的影响，
对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压力（OECD, 2023）；

 	 社会对公平、多元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呼吁更多关注人类与地球福祉（UN, 
2021）。

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三项应对上述挑战的新社会契约基础：建设并加强民主制度；推动包容、保
障与参与；更坚定地重视对人民和地球真正重要的事项。

在进一步发展这三项基础的过程中，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指出了新社会契约应包含的关键要素
（ILO, 2024a, 29-73）：

 	 尊重人权，包括体面劳动的基本原则与权利；

 	 在整个决策周期中实现具有包容性且有效的治理；

 	 振兴旨在创造充分、富有成效并由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就业机会的政策与战略；

 	 将环境维度内化于政策之中，并强调实现公平转型的必要性；

 	 确保社会进步成果的公平分享；

 	 提供充分的劳动保护；

 	 推动工作场所的民主化进程；

 	 确保基本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普遍可及的社会保障；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的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构建社会契约。

基于上述要素重建社会契约，对于实现国际劳工组织社会正义范式的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至关重
要，这四个维度旨在确保（ILO, 2023a）：

（1）	普遍的人权与能力提升（包括国际劳工标准）；
（2）	平等的机会获取（包括有意义的工作机会以及对社会贡献的合理回报）；
（3）	成果的公平分配（包括经济增长利益的公平共享）；
（4）	公平转型（以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最小限度地降低人们在面对技术、人口结构和环境变

革时所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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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在振兴社会契约方面的努力会有
所不同。尽管如此，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很可能
体现出公平、公正以及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权
力平衡”的普世原则，但其具体形式不会完全
一致，而是会反映出世界各地社会、文化、经
济和政治条件的多样性。而这恰恰体现了高层
社会对话的一项优势：它是一种稳健、本质上
灵活且敏捷的制度机制，能够引导和推动变革，
为社会契约的更新提供方向（ILO, 2024a）。

多元共治、参与式代表、基本权利与自由
以及问责制等核心原则，应当构成现代化社会
契约的基石，并以高层社会对话为核心机制，
同时与上述旨在推进社会正义的全球倡议保持
一致。与此同时，高层社会对话也具备本地适
应性，能够回应各国面临的特殊挑战。

事实上，从国际劳工组织的角度来看，只
要高层社会对话得到充分保护、促进和加强（参
见第一章），它就是实现所有应包含于新社会
契约中的关键要素的一种有效手段（参见框
5.2），从而实现联合国秘书长所指出的新社会
契约的三大基础：

（1）	建设和强化民主制度；

（2）	促进包容、保障与参与；

（3）	更加坚定地重视对人民和地球真正重要
的事项。

  图 5.1  推动建立新社会契约的全球关键节点及其与社会对话的关联

来源：ILO 2004, 2019c, 2023, 2024; UN 2015, 2021; UN DESA 1994; and WCED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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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建立人与制度之间的信任

在《我们的共同议程》（UN, 2021, 24）中，
联合国秘书长写道：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契约保证了人们过上有
尊严的生活条件，不让任何人掉队，并使所有人
都能参与社会，正如《2030 年议程》所承诺的
那样。这意味着采取措施解决歧视问题，确保人
权得到保护，人们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

通过社会对话实现工人和雇主的集体代
表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是民主的核心（ILO, 
2019d）。正如本报告所示，高层社会对话的
各种机制允许社会伙伴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和
部门层面的经济、工业和社会政策，从而补充
了代议制民主的制度，特别是政府和议会的政
策制定和立法过程。

基于信息共享、咨询和谈判的社会对话改
善了劳动世界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缓
解了阻力，减少了僵局和社会动荡（Rodrik, 
1998）。因此，社会对话可以增强民众对信任
的感觉，并增加对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制
度的信心，这些制度是应对日益增长的民粹主
义、民主赤字，以及政治和经济机构中的腐败
行为的关键保障（Nord et al., 2024; UN DESA, 
2021）。

高层社会对话通过透明的决策模式代表多
样化的观点，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它通过
以下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塑造和支持促进充分、
有成效且由劳动者自主选择的就业政策以及
扩大劳动和社会保护（参见第二章）；减少劳
动收入不平等并增加公平分享进步成果的机会
（参见第三章）；确保工作世界转型过程中的
公平性（参见第四章）。

此外，在社会伙伴被视为合法且有能力的代
表时，信任氛围促进了长期合作和共识，包括在
经济敏感问题上，例如管理生活成本危机（参见
第三章），以及以防止赢家与输家之间产生冲突
的数字化监管和绿色转型（参见第四章）。

  5.2.2  确保包容性、保护与参与权

在《我们的共同议程》（UN, 2021, 27）中，
联合国秘书长写道：

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提高了过程和结果
的效率与合法性，例如旨在促进工人保护和企
业可持续性的社会契约（Avdagic, Rhodes & 
Visser, 2011）。这种双重功能通常通过两种方
式实现：首先，直接从最受影响的行为者那里
收集关于最公平和最有效解决方案的信息；其
次，帮助在政策设计上达成共识，并促进对政
策执行的承诺（Baccaro & Galindo, 2018）。

通过高层社会对话产生的效率和合法性
收益导致相关各方对政府政策和法规的“所
有权”增加，这是成功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
（Guardiancich & Molina, 2020; Papadakis, 
2021a, 43-67）。尽管在高层社会对话中仍然
存在有效性和包容性差距（参见第一章），但
正在努力缩小这些差距，例如通过扩展社会伙
伴对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和企业的代表性（参
见第二章）、女性（参见第一至四章）、青年

（参见第一和第二章）以及土著和部落居民（参
见第四章）。

高层社会对话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
公平分配，从而对抗高水平的劳动收入不平等，
这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参见第三章）。

高层社会对话通过透明
的决策模式代表多样化
的观点，有助于加强社
会凝聚力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契约保证了人们过上有
尊严的生活条件，不让任何人掉队，并使所有人
都能参与社会，正如《2030 年议程》所承诺的
那样。这意味着采取措施解决歧视问题，确保人
权得到保护，人们能够满足其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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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多方面的相互关联的努力，以确保
实际工资跟上平均生产力的增长，具体措施包
括：

	 行业工资谈判与企业谈判挂钩；

	 定期且充足的最低工资上调，以将经济收益
分配给最低收入者，并减少生活在贫困中的
人口比例（ILO, 2022；参见第三章）；

	 社会转移支付计划减少收入不平等（Ghellab 
& Papadakis, 2011）， 并 在 新 冠 疫 情 大
流行期间促进收入保护和职业安全与健康
（ILO, 2020b）；

	 改善女性的经济包容性和性别敏感决策（参
见第一和第二章）。

此外，如果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之间有适当
的垂直协调，行业形式的社会对话（尤其是行
业集体谈判）可以通过引入新的生产理念、稳
定员工流动、改善终身学习和再培训，以及提
升工资前景，直接为企业生产力增长做出贡献
（参见第一和第二章）。互补的宏观经济政策，
如致力于充分就业（参见第二章）和包容性经
济增长，支撑并强化了社会对话对生产力的正
面效应。

最后，社会对话的行为者和机构有助于执
行公平的劳动实践并改善获得正义的机会，
从而帮助欠发达的劳动行政系统履行其职责
（Heyes & Rychly, 2021; ILO, 2023b）。在此
过程中，社会对话的行为者和机构“巩固了民
主治理，建立了强大而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机
构，为长期的社会和经济稳定与和平做出了贡
献”（ILO, 1999, 38-39）。

  5.2.3    衡量并重视对人和地球真
正重要的事项

在《我们的共同议程》（UN, 2021, 33）中，
联合国秘书长写道：

尽管我们的星球正经历快速而危险的变化，
经济模式却仍在假设无限扩张与增长，忽视了维
系生命和福祉的更广泛系统。我们需要一条既能
保护人民，又能保护地球的发展路径，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繁荣与进
步的含义，改变激励和衡量它们的方式，并改进
政策评估机制。

更新后的社会契约要求各国及经济主体重
新定义和发展以下方面的观念与衡量方式：

	 经济发展；

	 平等与包容的社会目标；

	 可持续消费、生产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
目标；

	 以人权为基础确保社会正义的方法。

高层社会对话的行为者和制度长期以来一
直在推动对人民和地球真正重要事项的衡量与
重视。具体表现如下：

	 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含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 169 项具体
目标和 232 项指标支撑，其制定过程广泛
征求了政府、社会伙伴，以及其他全球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

	 高层社会对话在评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进展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现有证据表
明，尽管仍存在有效性与包容性方面的挑
战 1，近年来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划与
实施过程中，社会对话的参与度略有上升
（Papadakis & Cauqui, 2023, 13-14）。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对 2022、2023 和 2024
年国别自愿陈述（VNRs）的审查显示，一

包容性的高层社会对话提
高了过程和结果的效率与
合法性

1	 例如，根据多份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审查报告，存在如与社会伙伴协商时间滞后、征求意见期限过短，或未充分采纳社会伙伴
意见等问题。参见：https://www.ituc-csi.org/2030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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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在推动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的
过程中，明确赋予了社会对话特定角色（参
见框 5.3）。

	 在企业人权“尽责”1 方面，由政府主导的
进程依赖于与企业和工会代表的协商，以制
定评估商业活动实际和潜在人权影响的国
家政策与立法，并据此采取行动、跟踪响应

结果，并向公众通报如何应对这些影响（ILO 
2019b）。

	 同样地，自 2014 年以来，在联合国工商企
业与人权工作组的指导下，许多国家开展了
旨在制定、更新和监督《工商企业与人权国
家行动计划》的进程，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代表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2

1	 本条依据包括《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 2011）、《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MNE 宣言）、
《经合组织跨国公司指南》，以及地区性标准，如《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的第 (EU) 2024/1760 号指令》（2024
年 6 月 13 日通过）。

 2	 国家行动计划（NAPs）被定义为：“国家根据《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制定的、旨在防止企业对人权造成不利影响的动态
政策战略”（UNWG, 2016）。截至 2024 年，以下国家已出台国家行动计划：比利时（2017）、智利（2017）、哥伦比亚（2015）、
捷克（2017）、丹麦（2014）、芬兰（2014）、法国（2017）、德国（2016）、爱尔兰（2017）、意大利（2016）、日本（2020）、
肯尼亚（2019）、立陶宛（2015）、卢森堡（2020）、荷兰（2022）、挪威（2015）、波兰（2017）、斯洛文尼亚（2018）、西班
牙（2017）、瑞典（2015）、瑞士（2020）、泰国（2019）、乌干达（2021）、英国（2016）、美国（2016）。

	 参见：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wg-business/national-action-plans-business-and-human-rights。

 框 5.3  国别自愿陈述中社会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的作用（2022–2024）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 2022 至 2024 年间提交的 119 份国别自愿陈述（VNRs）的桌面
研究，若干国家明确提到使用高层社会对话来应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8 及相关目标一致的
政策领域，包括：

	 打击童工劳动（刚果，2024；刚果民主共和国，2023）；

	 管理劳资纠纷（苏里南，2022）；

	 促进就业机会创造（尼泊尔，2024）；

	 提升技能水平与就业能力，改善培训机会（比利时，2023；文莱达鲁萨兰国，2023；
克罗地亚，2023）；

	 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刚果，2024；刚果民主共和国，2023；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24；卢旺达，2023）；

	 采用体面劳动国家计划（尼泊尔，2024；苏里南，2022；乌兹别克斯坦，2023；津巴布韦，
2024）；

	 制定新的产假和育儿假政策与福利（希腊，2022）；

	 加强或建立新的社会对话机制（斐济，2023；苏里南，2022）；

	 推动社会包容与减贫（葡萄牙，2023）；

	 消除职场歧视并促进女性就业（新加坡，2023）；

	 改革劳动立法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拉脱维亚，2022）；

	 强化对非正规就业者和自雇人员的保障（卢旺达，2023）；

	 发展公平转型与去碳化框架和政策（冰岛，2024；爱尔兰，2023；立陶宛，2023；尼泊尔，
2024；西班牙，2024）。

来源：参见 https://hlpf.un.org/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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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社会对话的行动者和机制必须克服诸
多障碍，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正义，并修复正
在瓦解的社会契约。国际劳工组织系统性地指
出了若干关键且相互关联的挑战，其中许多已
在本报告中多次提及，并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
的适当行动方案（参见表 5.1）。

	 保护、促进并实现结社自由权以及所有工人
有效享有集体谈判权，是社会伙伴和高层社
会对话机构有效运作的关键前提（参见第一
章）。正如国际劳工组织一贯倡导的那样，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动《1948 年结社自
由与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第 87 号）》和《1949
年组织权利与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
的批准与有效实施，以及确保雇主和工人组
织能够自由地为其成员的利益和权利发声，
应成为核心优先事项（ILO, 2018）。为自
主性的社会对话开辟空间，包括社会伙伴之
间的双边高层社会对话，可以成为民主空
间、公开讨论和不同意见表达空间缩小的重
要保障。

	 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以支撑高
层社会对话行为者和机构的运行，是对维护
这些权利的必要补充（参见 ILO, 2022, 184-
185）。这包括但不限于承认劳动行政部门
和社会伙伴在劳动世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并赋予他们知识与技能，以捍卫工人和雇主
的权利与利益。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是
为他们提供信息技术培训、技术和法律专业
知识以及分析工具，以促进就技术性议题进
行谈判与共识建设，例如就业政策和社会保
护（参见第二章）、最低工资设定（参见第
三章），以及有关公平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
政策，包括逐步复兴的产业政策（参见第四
章）。

	 应充分考虑解决参与高层社会对话的各方
之间、社会伙伴与政府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平
衡问题。解决这种不平衡意味着要改善平等
代表权，并增强社会对话中最弱势一方的力
量。这也意味着要在国家层面通过“整体
政府”方式（参见第二章）促进政策协调，
并通过执行机制（包括可获得、负担得起、
公平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真诚落实高层社
会对话成果（参见第一章）；同时在国际层
面，确保区域一体化安排（如欧盟和南部非
洲发展共同体）、政府间组织（如七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
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政策不
会限制而是拓展各国开展高层社会对话的
空间。

	 社会伙伴还应扩大其会员基础和覆盖面，将
那些在社会对话中经常被边缘化的群体纳
入进来，特别是：青年、非正规和农村工人
及企业单位、中小微型企业、采用各种雇佣
形式和合同安排的工人，甚至失业人群。这
是确保高层社会对话包容性和提升公众对
其信任的关键要素（参见第一章）。这种扩

高层社会对话的行动者和
机制必须克服诸多障碍，
以 更 好 地 服 务 于 社 会 正
义，并修复正在瓦解的社
会契约

5.3 

加强高层社会对话机
构及社会伙伴的能力：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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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阻碍高层社会对话的挑战与风险及所需应对措施

领域 挑战 风险 所需行动

法律框架 法律框架薄弱或不充分，
特别是在结社自由和集体
谈判权利方面，阻碍社会
伙伴的参与

妨碍社会对话行为者和
机构的有效性

缺乏对所有相关方多样
化需求和观点的考虑

以立法和实践的形式，积极开
展政策和法律行动，以促进结
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的有效
承认

能力 社会对话机构的资金不足

社会伙伴的技术和人力资
源能力不足

妨碍社会对话行为者和
机构的有效性

加强社会对话行为者和机构的
职责和能力，以解决技术复杂
问题、危机和过渡，并有效塑
造相关政策

权力动态 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权力不
平衡

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脱节

缺乏对社会对话结果的跟
进

阻碍真正的社会对话

损害达成共识和跟进结
果的能力

削弱各方和机构之间的
信任

加强社会对话中最弱势群体的
支持，包括平等代表权的保障

“政府整体”方法，促进政策
协调

可靠的执行机制

经济和政
治决策的
国际化

区域一体化安排、政府间
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优先
考虑宏观经济、就业和社
会目标的政治目标

限制国家层面决定的社
会对话空间和实施社会
对话结果的空间

协调行动和合作，导致国家、
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政策协调，
并为国家层面的社会对话开辟
空间

代表性与
包容性

妇女和弱势群体（如非正
规工人和企业以及青年）
的代表性不足

使社会伙伴难以通过社
会对话解决多种关切

改善在高层社会对话中未充分
代表的群体的整合，包括通过
促进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
以及与民间社会组织加强联盟
建设

团结与
合作

由于政治、民族和文化分
歧导致的社会伙伴分裂

妨碍不同群体之间的团
结与合作，并加深

加强教育和宣传运动，以促进
团结与合作

明确界定代表性的程序

监测 对社会对话过程和结果的
监测和报告薄弱

削弱社会对话中的合规
性和信任

基于证据的评估高层社会对话
的功能和影响

来源：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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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覆盖需要在法律和实践中保障所有工
人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还可以涉及
社会伙伴与代表这些群体的民间社会组织
（CSOs）建立联盟（ILO, 2013）。然而，
在建立此类联盟时，应事先征求社会伙伴的
意见，以避免稀释高层社会对话的风险（参
见框 5.4）。

	 强化社会伙伴的能力也意味着要防止其内
部碎片化 1，这可能削弱他们在高层社会对
话中的声音。特别是在工会化率极低的情况
下，多个组织“争夺成员、影响力和关注”

的现象可能对工会力量及其复兴前景产生
“ 削 弱 效 应”（Visser, 2019, 57）。 在 不
损害结社自由和多元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参
见第一章）防止这种碎片化是一项微妙的工
作，需依靠制度激励来促成组织间的共识。
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是根据最佳国际实践
和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观察结果（参见
第一章，框 1.6），建立或加强受法律保护
的程序，以界定社会伙伴的“代表性”，同
时注意在国家角色与社会伙伴自主性之间
保持微妙平衡（ILO, 2022, 54-55）。

 框 5.4  向民间社会组织开放高层社会对话

在一些国家，将高层社会对话向民间社会组织开放是一种长期实践，特别是在经济与
社会理事会及其他类似机构中——这些机构除处理严格的“劳动世界”议题外，还被授权
应对广泛的议题，例如环境行动。

然而，研究表明，将民间社会组织纳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做法（被称为“多利益相关方
协商”、“参与式治理”、“三方机制 +”或“公民对话”等术语，且经常被互换使用），
虽具潜力，但也可能对社会对话带来一定风险（Baccaro & Papadakis, 2009）。

例如，“多利益相关方协商”可能会掩盖代表性不足的机制，从而削弱社会对话的目
的及其社会伙伴的谈判能力。此外，这类协商并不遵循与社会对话相同的“行为者之间”
的规则，它们依赖于审议程序，参与者被邀请进行讨论，但并非为了达成具有具体约束力
的结果而进行协商或谈判。特别是那些缺乏明确授权和代表基础的正式机制中的民间社会
组织，存在被更强大行为体所吸纳的风险，并为由“精英”预先决定的议程提供合法性
（Papadakis, 2021a）。

国际劳工大会第 90 届会议（2002 年）通过的《关于三方机制与社会对话的决议》（ILO, 
2002）承认，当民间组织“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并以建设性方式追求这些目标”时，
社会伙伴愿意与其展开对话与合作。该《决议》强调了事先征求社会伙伴意见的重要性，
并强调应尊重“各方的角色与责任，尤其是涉及代表性问题时”。

1	 当组织只推动自身成员的利益，而未适当考虑其他组织或整个社会的利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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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对高层社会对话在决策中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影响进行系统而批判性的评估，对
于克服相关挑战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劳动
行政部门、社会伙伴和国际组织尚未系统收
集稳健的数据，这种评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都较为罕见（参见框 5.5）。这类数据可以
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帮助利益相关方评估影
响、识别趋势、更精准地定位受众、提高参
与度、优化沟通策略并衡量进展或不足。它
还可以通过定量研究（包括回归分析）为评
估高层社会对话与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表
现之间的联系提供依据。

高层社会对话被证明是应
对复杂局势、寻找解决方
案的有效催化剂

 框 5.5  评估高层社会对话作用与成效的必要性

衡量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在经济社会治理中的影响，对于提升其自身的有效性以及参
与其中的社会伙伴的表现至关重要。然而，此类评估目前仍较为罕见。正如国际劳工组
织 2016 年的一项审查所指出，在评估《促进实现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ILO, 
2008）推动四项战略目标一体化实施情况的影响时发现：“尽管在就业和社会保护领域
取得了进展，但许多国家在提供有关权利与社会对话的基本数据方面仍存在不足”（ILO, 
2016b, 第 52 段）。

此外，《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尚无专门指标来衡量国家社会伙伴的参与度以及
高层社会对话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的质量，除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1，该指标
用于衡量世界各地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落实状况（参见第一章和附录 3）。

对此，有两种可能的应对措施：一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论，如国际劳工组织社
会对话机构自我评估方法（SAM-SDI；参见附录 9），定期对高层社会对话机构开展“自
我评估”；二是建立一个全球性指标，用以衡量高层社会对话的有效性与包容性，例如将
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82 或 163 相关联。该指标还可评估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现有联系（ITUC, 
2021）。

2023 年底举行的第 21 届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决定可能制定一项新的劳资关系
统计指标标准，或将为收集更多、更高质量的高层社会对话数据注入新的动力（ILO, 
2024c）。

1	指标 8.8.2：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文本资料，以及国家立法中国家对劳工权利（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权）的合规程度，按性别和移
民身份划分。

2	可持续发展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确保人人有体面工作。

3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促进和平和包容的可持续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任和包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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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工作世界日益变化、权力结构不均
衡、经济政策短视、利益冲突频发的时代，高
层社会对话被证明是应对复杂局势、寻找解决
方案的有效催化剂，尤其是在推进体面劳动、
对抗高度不平等、公平实现数字和绿色双重转
型方面。

当高层社会对话建立在有效制度和包容性
代表机制的基础上时，社会对话能够促进公平、
平衡与社会正义，同时适应不同的政策环境、
国家差异和文化背景。通过推动劳动世界的民
主参与，高层社会对话还有助于培育更广泛、

更稳定的民主和公民参与文化，这正是对代议
制民主制度（尤其是政府和议会的政策制定与
立法过程）的必要补充。

然而，高层社会对话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取
决于其所倾听的声音与所代表的利益。因此，
采取行动弥补包容性方面的差距，必须与以下
几方面同步推进：解决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
体谈判权方面的缺陷；设计合作性方法，放大
社会对话中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声音；建立有
利于上述改进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及激励机制；
对高层社会对话的绩效进行系统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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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有效协商前提
条件的监督机构

1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Bosnia & Herzegovina, 2020; Côte d’Ivoire, 2019; Suriname, 2022）和第 144 号公约（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020; Cook Islands, 2022）的直接请求，CEACR 关于第 87 号公约（Belarus, 2022）、第 98 号公约（Chile, 2020; 
Portugal, 2022; Serbia, 2022） 和 第 144 号 公 约（Costa Rica, 2019; Madagascar, 2018） 的 观 察 意 见， 以 及 CFA 第 3363 号 案 件
（Guatemala, 2023）。

2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Hungary, 2022; Jamaica, 2022; Malawi, 2021），以及 CAS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
（Hungary, 2022）。

3	 参见 CEACR 关于第 87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El Salvador, 2018）。

4	 参见 CEACR 关于第 87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Netherlands (Sint Maarten), 2023）。

5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Croatia, 2020）。

6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Gabon, 2017; Guinea, 2022），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Ghana, 2021），
以及 CAS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North Macedonia, 2023）。

7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Ecuador, 2022; Liberia, 2021）。

8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Jordan, 2022; Trinidad & Tobago, 2022）。

9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Sweden, 2022）。

10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Greece, 2021）和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United Kingdom, 2022）。

11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New Zealand, 2021）。

12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Singapore, 2022）。

在审查成员国的法律和实践时，国际劳工
组织的监督机构，特别是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
家委员会（CEACR）和国际劳工大会标准实施
委员会（CAS），以及结社自由委员会（CFA）
会识别国际劳工标准应用中的挑战，并要求进
行立法修正或实践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很有
必要让社会伙伴参与协商。

有效协商的基础在于拥有强大且独立的雇
主和工人组织。这需要一个将结社自由原则和
集体谈判权利的有效承认纳入其中的法律框
架，并将其作为社会对话和三方合作的前提条
件。只有当这些原则植根于国家法律和实践中
时，协商才能变得有效和有意义。

作为基本原则，为确保协商被描述为“有
效”，应咨询最具代表性的雇主和工人组织。
政府需建立客观透明的标准，以任命社会伙伴
代表加入国家和国际三方机构，包括国际劳工

大会。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指出，在确定雇
主和工人组织代表性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1，例
如代表性的门槛 2、政府在提名公共机构中的
雇主代表时的干预 3、非自由选择的三方机构
雇主代表 4、官方确认工会代表所需的时间 5、
决定代表性的标准 6，以及少数工会的集体谈
判权利 7 等。

此外，为了确保有效的协商，所有劳动者
群体（无论其雇佣状态如何）都必须享有组织
和开展集体谈判的权利。公约和建议书适用问
题专家委员会定期审查不同类别劳动者享有的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的情况，包括家政工
人 8、临时工 9、平台经济工作者 10、影视行业
工作者 11，及企业高管 12 等。然而，公约和建
议书适用问题专家委员会坚持认为，在涉及雇
佣状态争议的情况下，由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
机构来确定是否存在雇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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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还需确保国家劳动行政服务机构或
其他政府相关部门承担起对与国际劳工标准相
关事项的三方协商提供行政支持和培训的责任
（根据《1978 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
公约（第 144 号）》第 4 条的要求）。这要求
政府相关部门与代表组织之间就参与者所需培
训的资金安排达成协议。

有效的社会对话协商应在政策决策之前或
法律制定前由政府开展。这一原则在《1960
年协商（行业和国家层面）建议书（第 113 号）》
中得到充分认可。公约和建议书适用问题专家
委员会近期重申，社会对话实际上嵌入了几乎
所有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中，并成为
体面工作议程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
对话，上述工具将无法有效运行，因为许多公
约条款明确要求与社会伙伴协商以确保实施。1

为使有关国际劳工标准的协商“有效”，
就必须在最终决策之前进行，不论采用何种程

1	 国际劳工组织，《变化的工作世界中的劳动管理》，ILC112/III(B)，2024 年第 3 章。

2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 1976 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 144 号）及 1976 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组织活动）建议书（第 152 号）
的一般调查》，2000 年第 31 段。另见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Chile, 2020）和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
（Comoros, 2020; Mexico, 2020; Nicaragua, 2018; Panama, 2017）。

3	  国际劳工组织，《变化的工作世界中的劳动管理》，ILC112/III (B)，2024 年第 3 章。

4	 参见 CEACR 关于第 122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Iraq, 2022）。

5	 参见 CAS 关于第 122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Cameroon, 2023; Costa Rica, 2023）和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Canada, 
2020）。

6	 参见 CEACR 关于第 122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Burkina Faso, 2022）和 CEACR 关于第 122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Canada, 2022）。

7	 参见 CAS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Serbia, 2018）。

8	 参加 CFA 第 3411 号案件（India, 2022）。

9	 参见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2020; Yemen, 2018）。

10	 参见第 144 号公约第 5（2）条和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Chad, 2020）。

序性质或形式。关键因素是被咨询者能够在政
府作出最终决定之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
有效的协商实际上意味着雇主和劳动者代表能
够在政府做出最终决策之前提出他们的观点。2

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协商与谈判，因为协商过
程通常很快变成一种相互让步的过程，涵盖了
所有谈判的基本方面。3

为了确保有效协商的进行，公约和建议书
适用问题专家委员会可能会要求政府提供在三
方机构中如何考虑社会伙伴意见和经验的信
息，并提供具体例子。4 有效的协商也等同于
全面 5、包容 6、高效 7 且全面坦诚 8 的协商。
协商需要定期举行 9，并通过协议固定时间间
隔 10。

有效的协商实践还要求注意时机的选择。
参考就业政策，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建议在
设计、发展、实施、监测和审查阶段等不同阶
段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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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强调了公民自由
与工会及雇主组织权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并指出，只有在不存在暴力、压力以及任何形
式威胁的环境中，真正自由且独立的雇主和工
人组织才能得以发展。这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
立法和实践措施，确保工会权利能够在尊重基
本人权的环境中得到行使。1

本质上，保障雇主和工人组织所享有的权
利，必须建立在对公民自由的尊重之上，这些
自由尤其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如果缺乏这些公
民自由，那么工会权利的概念将失去实质意义。2

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还强调了促进对
话与协商的重要性，并提醒各国政府，雇主和
工人组织享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至关重要，否则
便无法建立起有效的三方协商机制。3

近年来，国际劳工组织的监督机构注意到

附录 2	 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近期关于
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三方协商
所面临障碍的意见

一系列阻碍有效行使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利，
以及开展有效三方协商的障碍。在某些情况下，
监督机构指出，缺乏充分的立法来保障结社和
结社自由权，以及防止反工会歧视的保护机制
4，或相关法律未能充分落实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判的权利 5。 例如，在一次意见陈述中，公约
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CEACR）指出，某
国劳动法规定工人组织必须每 12 个月更换其
执行委员会成员，这一规定严重阻碍了该国工
人组织参与三方机制的能力。6

监督机构还强调有必要修订那些不符合
《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第
98 号）》7 的各种法律条款，并指出目前在防
止反工会歧视方面存在不足 8，以及未能确保
工人组织的独立性 9。在其他案例中，监督机
构还指出以下问题：与非工会工人签订协议
10、暂停雇主和工人组织的活动 11，以及工会
垄断现象 12。

1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Iraq, 2022）和 CFA 第 3405 号案件（Myanmar, 2022）。另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
第 26 条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关于缅甸未遵守 1948 年《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第 87 号）》和 1930 年《强迫劳动公约（第 29 号）》
的报告，《缅甸走向自由与尊严》，2023 年；以及 CAS 关于第 87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Myanmar, 2022）。

2	 参见 CFA 第 3412 号案件（Sri Lanka, 2022）第 303 页。

3	 参见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Nigeria, 2022）。

4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Maldives, 2021）和 CFA 第 3076 号案件（Maldives, 2022）第 567 页。

5	 参见 CAS 关于第 87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Ecuador, 2022）和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Sao Tome and Principe, 2021; 
Solomon Islands, 2022）。

6	 参见 CEACR 关于第 144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El Salvador, 2022）。

7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Paraguay, 2022）和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Vanuatu, 2018）。

8	 参 见 CEACR 关 于 第 98 号 公 约 的 观 察 意 见（Cambodia, 2020; Dominican Republic, 2020; Honduras, 2021; Malaysia, 2022; 
Switzerland, 2022）和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Libya, 2021）。

9	 参加 CFA 第 3404 号案件（Serbia, 2022）、CEACR 关于第 122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2022）和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直接请求（Viet Nam, 2022）。

10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Costa Rica, 2020; Romania, 2022）和 CAS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个别案例（Romania, 
2021）。

11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Sudan, 2022）。

12 参见 CEACR 关于第 98 号公约的观察意见（Uzbekist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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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衡量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在结
社自由及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方面的合规程度，
其依据为六个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文本资
源，以及对于那些尚未批准《1948 年结社自
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第 87 号）》和《1949
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第 98 号）》或
其中之一的成员国的国家法律。

使用的国际劳工组织文本资源包括：

	 公约和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CEACR）的
报告；

	 国际劳工大会标准实施委员会（CAS）的
报告；

 《国际劳工组织宣言年度审查》下的国家基
线（针对那些未批准第 87 号或第 98 号公
约或两者皆未批准的国家）；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4 条提出的申诉；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6 条提出的投诉；

	 结社自由委员会（CFA）的报告。

附录 3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的数
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基于国际劳
工组织文本资源和国家立法分析
各国在劳动权利（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方面的合规水平

该指标基于对上述文本资源按照详细的评
估标准列表进行编码，并将这些编码转换为指
标。每项评估标准代表一种违反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的情况，相关标准直接来源于《国际
劳工组织章程》、第 87 号和第 98 号公约，以
及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的相关评价体系。

指标范围从 0 到 10，0 表示最佳得分（表
明高度遵守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而 10
则表示最差得分（表明遵守结社自由和集体谈
判权利的程度低）。

自 从 2018 年 国 际 劳 工 统 计 学 家 会 议
（ICLS）通过关于劳动权利指标 8.8.2 计算方
法的决议 1，国际劳工组织被确认为管理机构，
该指标每年都会向联合国统计司报告，作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一部分。

截至本报告起草之时，数据已可用于报告
2015 年至 2022 年间所有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
的情况。

根据与三方成员的协商，以下文本体现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的报告中：

1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劳动权利）计算方法的决议》，ICLS/20/2018/Resolution II，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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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段文本：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旨在衡量国
家在基本劳动权利（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方
面的合规水平。它基于六个国际劳工组织监督
机构的文本资源以及国家立法。国家法律并非
为了生成遵守基本权利的统计指标而制定，同
样，任何国际劳工组织的文本资源也并非为此
目的创建。指标 8.8.2 是根据这些资料编制而
成的，其使用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劳工组织各
成员对这些资料结论的不同观点。”（国际劳
工统计学家会议 2018 年决议，第 17 段）

解释文本：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8.2 并不是一个
用于比较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之间合规性的工
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成员国有向国际劳工
组织监督系统报告的义务，因此国际劳工组织
文本资源对于已批准和未批准相关公约的成员
国是不同的。”（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 2018
年决议，第 18 段）

脚注：

该指标是针对那些由于文本来源中可能存
在信息不足的情况而需谨慎对待其得分的国家
而设定的。在此类情况下，得分会附加如下
说明：“由于文本资料中可能存在信息不足的
情况，与外部生成的指标进行比较后（参见
Metadata 第 4.f 节），该得分应谨慎对待。”1

（国际劳工统计学家会议 2018 年决议，修正
案第 8 条）

1	 关于 Metadata 参见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files/Metadata-08-08-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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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国际劳工组织
对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间的后疫情时
期高层社会对话（PLSD）的过程和结果进行
了综述。1 本次综述建立在国际劳工组织此前
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高层社会对话在应对新
冠疫情危机中的关键作用。2

为进行此次综述，国际劳工组织编制了一
个数据集以记录跨越五个类别的高层社会对话
过程和结果，具体分类如表 A4.1 所示。A 类（能
源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危机）包括三个子类别：
收入维持（包括社会转移支付和最低收入计划

等）、能源价格上限，以及工资增长与收入政策。
B 类（后疫情恢复）包含四个子类别：刺激经
济与就业、支持企业、保护工人，以及企业重
新定位。C 类（数字化转型）由三个子类别组
成：再培训、监管（包括平台工作、人工智能。
及算法在工作场所应用相关的政策），以及支
持企业。D 类（绿色转型）涵盖了四个子类别：
发展可持续能源和产业、关闭污染工厂和能源
设施、再培训，以及工作场所绿色化。最后，
E 类捕捉了未归入其他类别的各种倡议，例如
社会政策、教育改革和其他劳动力市场法规。

附录 4	 后疫情时期高层社会对话的过
程与结果综述（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方法说明

   表 A4.1  数据集类别

A：能源价格上涨和
       生活成本危机

B：后疫情恢复 C：数字化转型 D：绿色转型 E：其他

A1：收入维持
A2：能源价格上限
A3：工资增长与收

入政策

B1：刺激经济与就业

B2：支持企业

B3：保护工人

B4：企业重新定位

C1：再培训

C2：监管

C3：支持企业

D1：发展可持续能源
能源 / 产业

D2：关闭污染工厂 /
能源设施

D3：再培训

D4：工作场所绿色化

1	 若 2021 年末发生的高层社会对话过程和结果实例未被纳入此前的国际劳工组织分析中，则此次已被添加进来。

2	 国际劳工组织，《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作为治理工具的高层社会对话：全球和地区趋势及政策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研究简报，2020
年 10 月；国际劳工组织，《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后的社会对话：聚焦成果》，国际劳工组织研究简报，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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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从多个来源收集，包括：

	 Mind RH (https://www.mind.eu.com)：
Mind RH 提供有关全球劳动法、产业关系、
人力资源管理，以及职场数字化与组织转型
发展的信息。它定期发布关于政府部门和社
会伙伴在各类议题上举措的文章。

	 欧 盟 PolicyWatch (https://www.eurofound.
europa.eu/en/resources/eu-policywatch)：
该数据库包括为缓解新冠危机对企业和工
人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以及
社会伙伴在这些措施的设计和实施中所扮
演的角色。截至 2022 年，数据库已广泛涵
盖：为应对乌克兰战争而采取的紧急政策、
缓解通货膨胀影响的措施、支持数字化和绿
色转型的政策，以及向需要重组的公司提供
的支持措施。

	 产业关系分享 (https://www.irshare.eu/)：
该网站捕捉了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劳动法和
产业关系发展的信息。

	 国际雇主组织新闻库 (https://www.ioe-emp.
	 org/news) 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新闻库 

(https://www.ituc-csi.org/documents)。

从这些资料库和网站收集的信息未经修
改，可能含有报告错误。在可能的情况下，采
用了来自高层社会对话过程和结果的原始数据

来核实信息，以降低“代理”报告不准确的风险。
此外，还补充了国际劳工组织实地工作人员的
专业见解。同时，作为进一步的验证，还查阅
了其他报告和官方文件。

由于报告并非全面覆盖，可能在此次综述
中并未涵盖所有在所考察期间发生的高层社会
对话过程及结果（特别是在涉及行业层面的社
会对话过程及结果），和 / 或者使用非英语语
言进行报告。此外，由于全球各地的社会对话
和产业关系环境差异较大，以及各资料来源间
报告方法的不同，跨国比较数据可能不可行，
也很可能此次综述中欧洲高层社会对话的实例
被过度代表。

数据集并未评估特定社会对话机构的特
点、雇主和工人组织的自主性或社会伙伴面临
的法律和政治挑战。收集的信息基于简单编码
构建数据集，旨在收集以下信息：一般信息（国
家 / 地区 / 日期 / 覆盖时期）、社会对话过程（三
方 / 两方 / 其他、在机构内外）、社会对话结
果（标题 / 类型 / 范围 / 覆盖情况），及其分类（基
于表 A4.1 中所示的数据集类别）。

共对 42 个国家的 105 个高层社会对话实
例（包括结果和过程）进行了编码，产生了
118 个实例，因为有些实例涉及多个政策领域。
仅当社会对话过程导致结果时，才计为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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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LOSTAT 中，工会密度比率表示工会
会员人数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工会会员人数
工会密度比率 =                                 ×100
                                    员工总人数

一种更为全面的计算方法是使用“所有就
业人员”作为参考群体，包括作为雇员的依赖
性工作者和独立工作者。然而，由于多种原因，
历史上工会会员资格在作为雇员的依赖性工作
者中更为普遍。虽然两种测量方式对于更好地
理解全球工会密度比率都很重要，但为了保证
可比性，除非另有说明，ILOSTAT 中的工会密
度统计仅涵盖员工（不包括独立工作者和其他
非雇员类型的依赖性工作者）。

本报告起草时，已有 139 个国家提供了工
会密度比率的数据。为制作与工会会员相关的
指标，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家庭或劳动力调
查；工会的行政数据。该指标的制作基于国际
劳工组织的数据收集工作（包括年度 ILOSTAT
问卷调查及由各国专家在选定国家进行的几项
特别调查），并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大学 Jelle 
Visser 教授的贡献。

在 ILOSTAT 中，集体谈判覆盖率传达了
那些劳动条件由一项或多项现行集体谈判协议
（CBAs）决定的员工所占的比例（包括扩展条

款和前几年达成的协议）：
                                    劳动条件由
                                  集体协议决定
                                    的员工人数

     集体谈判覆盖率 =                               ×100
                                    员工总人数

类似于工会密度比率，集体谈判覆盖率可
以被计算为所有受现行集体协议约束的就业人
员所占比例。但是，出于可比性的考虑，并考
虑到在某些国家，独立工作者和非雇员类型的
依赖性工作者可能无法适用或参与集体谈判，
在 ILOSTAT 中，除非另有说明，集体谈判覆
盖统计也仅限于员工（排除独立工作者和其他
非雇员类型的依赖性工作者）。

本报告起草时，已有 99 个国家提供了集
体谈判覆盖率的数据。为生成集体谈判覆盖率
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三个渠道：行政登记册；
劳动力及其他家庭调查；企业调查。数据收集
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的三个主要渠道进行：年度
ILOSTAT 问卷调查；来自劳动力及其他家庭调
查的微观数据；由各国专家在选定国家进行的
特别调查。

更多关于数据和相关方法的信息参见 https://
ilostat.ilo.org/topics/industrial-relations/。

附录 5	 工会密度和集体谈判覆盖率：
	 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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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社会对话机制数据库
（以下简称“数据库”）汇编了全球范围内有
关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信息。
该数据库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和区域层面全面比
较各国的社会对话机制。

为建立该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与雇主活
动局（ACT/EMP）和工人活动局（ACTRAV）
密切合作，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用于收集有
关国家社会对话机制是否存在及其法律和政策
依据的信息，包括其组成结构、职责范围、组
织架构及主要成就等。随后，国际劳工组织的
专家进行了桌面研究，预填了针对所有国际劳
工组织成员国的调查问卷。

数据来源包括多个公开平台，例如国家社
会对话机制官方网站、劳动部门网站以及雇主
组织和工人组织的网站。预填完成的问卷提交
给了国际劳工组织驻各地办公室的社会对话专
家网络进行核实和完善。在此阶段，国际劳工
组织专家通过与相关利益相关方（包括国家社
会对话机制秘书处、劳动部门和社会伙伴代表）
沟通交流，对问卷信息进行了确认和补充。最
终，收集到的反馈被整理、分析、总结，并录
入内部数据库中。

本数据库最后一次更新时间为 2024 年 5
月。由于可能存在近期立法或实践方面的变化，
特别是在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职能和运作方面
的变化，因此无法保证数据库已涵盖所有最新
的发展动态。

附录 6	 国际劳工组织国家社会对话机制
数据库：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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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于社会伙伴组织对国家社会对话
机制有效性与包容性看法的调查”（以下简称
“本调查”）旨在收集来自国家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的意见、看法及评估。这些组织为国家
社会对话机制的成员（如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国家社会对话委员会、劳动咨询委员会和工资
委员会），对国家社会对话机制在形成共识及
产出成果（例如联合指南、建议书、声明、三
方 / 双边协议和社会契约，涵盖跨行业和特定
行业领域）方面是否具有包容性和有效性进行
评价，并通过这些成果影响或推动制定更具包
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法律和改革。

本调查于 2023 年上半年设计完成，主要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为社会对话机制开发的自我
评估方法（SAM-SDI）1，主要目标是识别良好
实践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从
而增强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有效性与包容性。

调查包括多项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分为
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聚焦于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并要求
受访者选择一个他们参与或最为熟悉的国
家社会对话机制。

	 第二部分旨在收集有关所选国家社会对话
机制包容性的信息，广义上指该机制的组成
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相关方以
及整个社会。

	 第三部分关注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有效
性”，特别是其政策周期（流程、成果及其
后续落实情况），目的是突出国家社会对话

机制近期实际成果的具体实例（如联合指
南、建议书、声明、协议和社会契约等）。

	 第四部分允许受访者就如何提升所选国家
社会对话机制的包容性和有效性提出其他
一般性的评论或建议。

调查通过 SurveyMonkey 平台进行，并提
供六种语言版本：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葡
萄牙语、俄语和西班牙语。44 个国家的雇主组
织和工人组织受邀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7 日填写问卷。在国际劳工组织雇主活动
局（ACT/EMP）和工人活动局（ACTRAV）密
切协作下确定入选的国家，优先考虑那些已建
立并正在运行国家社会对话机制的国家。国际
劳工组织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局通过各自派
驻各国的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向目标国家的相关
雇主和工人组织分发了调查问卷。

   受访者情况

共有 71 个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完成了调
查问卷（参见表 A7.1），涉及 42 个不同的国
家社会对话机制。来自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爱
沙尼亚的受访者表示，这两个国家目前没有设
立国家社会对话机制。

受访者的构成如下：

	 30 位来自雇主组织，41 位来自工人组织；

	 来自 38 个不同国家，分布如下：非洲 9 国，
美洲 7 国，阿拉伯国家 3 国，亚洲及太平
洋地区 9 国，欧洲及中亚 10 国；

附录 7	 关于社会伙伴组织对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有效性与包容性看法的调
查：方法说明

1	 更多关于国际劳工组织自我评估方法（SAM-SDI）的信息参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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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8 个国家仅收到 1 份回复，分别是：阿
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多民族国、格鲁吉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约旦、黎巴
嫩、摩洛哥、新西兰、北马其顿、阿曼、巴
基斯坦、菲律宾、塞内加尔、斯里兰卡、乌
拉圭和乌兹别克斯坦；

	 在 20 个国家收到了多份回复：

·	4 个国家的回复仅来自工人组织：法国、
意大利、葡萄牙和南非；

·	3 个国家的回复来自多个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比利时、喀麦隆和科特迪瓦；

·	16 个国家的回复同时来自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

·	 13 个国家的两个社会伙伴均针对同一
个明确可识别的国家社会对话机制作
出回应：孟加拉国、比利时、伯利兹、
喀麦隆、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加纳、
日本、莫桑比克、韩国、摩尔多瓦共
和国、新加坡和斯洛文尼亚；

·	 上述国家中，比利时和喀麦隆除针对
一个主要机制，还提及其他的国家社
会对话机制；

·	 剩下的 3 个国家（乍得、爱沙尼亚和
德国），虽然雇主和工人都作出了回
应，但分别针对的是不同的国家社会
对话机制。

在上述 16 个由 2 个社会伙伴共同就一个
明确的国家社会对话机制作出回应的国家中，
选取了其中 6 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因其回答
内容丰富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孟加拉国的国家三方协商理事会（NTCC）；

	 比利时的国家劳动理事会（CNT-NAR）；

	 哥伦比亚的工资与劳动政策常设对话委员
会（CPCPSL）；

	 科特迪瓦的国家社会对话理事会（CNDS 
CI）；

	 日本的劳动政策委理事会（LPC）；

	 斯洛文尼亚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ESS）。

   表 A7.1   受访者情况

区域
( 回复数 )

国家 社会伙伴名称 社会伙伴名
称简称

类型 国家社会对话机制
名称

国家社会对话机
制名称简称

非洲
( 来自 9 个
国家的 25
份回复；
覆盖 11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阿尔及
利亚

阿尔及利亚企业
总联合会

CGEA 雇主 国家经济、社会和
环境委员会

CNESE

喀麦隆 喀麦隆全国工人
团结工会联合会

Entente 工人 社会对话协调与跟
进委员会

CCSDS

喀麦隆 喀麦隆工人
总工会

UGTC 工人 社会对话协调与跟
进委员会

CCSDS

喀麦隆 喀麦隆自由
工会联盟

USLC 工人 国家劳动咨询
委员会

CNCT

喀麦隆 公共部门工会
中心

CSP 工人 社会对话协调与
跟进委员会

CC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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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7.1（续）

非洲
(来自 9个
国家的 25
份回复；
覆盖 11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喀麦隆 喀麦隆跨雇主
集团

GICAM 雇主 社会对话协调与
跟进委员会

CCSDS

喀麦隆 喀麦隆劳动
总工会

CCT 工人 社会对话协调与
跟进委员会

CCSDS

喀麦隆 喀麦隆自主工会
联合会

CSAC 工人 社会对话协调与
跟进委员会

CCSDS

乍得 乍得雇主全国
理事会

CNPT 雇主 经济、社会和
文化委员会

CESC

乍得 乍得工会联盟 UST 工人 国家社会对话
委员会

CNDS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自主
工会联合会

FESACI-CG 工人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科特迪瓦 人文主义
工会中心

CSH 工人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自由工
会尊严联合会

Dignite 工人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工人
总工会

UGTCI 工人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企业
总联合会

CGECI 雇主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科特迪瓦 科特迪瓦全国
工人联盟

UNATR-CI 工人 科特迪瓦国家社会
对话委员会

CNDS CI

加纳 加纳雇主协会 GEA 雇主 国家三方委员会 NTC

加纳 加纳工会大会 TUC 工人 国家三方委员会 NTC

摩洛哥 摩洛哥企业
总联合会

CGEM 雇主 （未标明） ——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经济
协会联合会

CTA 雇主 劳动咨询委员会 CCT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
工人组织

OTM 工人 劳动咨询委员会 CCT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雇主
全国理事会

CNP 雇主 社会对话最高
委员会

H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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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7.1（续）

非洲
( 来自 9 个
国家的 25
份回复；
覆盖 11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南非 南非工会大会 COSATU 工人 国家经济发展和
劳工委员会

NEDLAC

南非 南非工会联合会 FEDUSA 工人 国家经济发展和
劳工委员会

NEDLAC

南非 全国工会委员会 NACTU 工人 国家经济发展和
劳工委员会

NEDLAC

美洲
( 来自 7 个
国家的 9
份回复；
覆盖 5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伯利兹 伯利兹
全国工会大会

NTUCB 工人 国家咨询委员会 ——

伯利兹 伯利兹商会和
工业协会

BCCI 雇主 国家咨询委员会 ——

多民族玻
利维亚国

玻利维亚私营
企业家联合会

CEPB 雇主 （声明该国没有国
家社会对话机制）

——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全国企业家协会

ANDI 雇主 工资和劳动政策
永久协商委员会

CPCPSL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总工会 CGT 
Colombia

工人 工资和劳动政策
永久协商委员会

CPCPSL

危地马拉 农业、商业、工
业和金融协会协
调委员会

CACIF 雇主 （危地马拉）国家
三方劳动关系和工
会自由委员会

——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私营
企业委员会

COHEP 雇主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CES

牙买加 牙买加雇主
联合会

JEF 雇主 （未标明） ——

乌拉圭 乌拉圭工业商会 CIU 雇主 最高三方委员会 CST

阿拉伯国
家 ( 来自 3
个国家的 3
份回复；
覆盖 3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约旦 约旦工会
总联合会

CFJTU 工人 （约旦）
经济社会理事会

ESC

黎巴嫩 黎巴嫩
工业家协会

ALI 雇主 （黎巴嫩）
经济社会理事会

CES

阿曼 阿曼工人
总联合会

GFOW 工人 生产方联合对话
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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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7.1（续）

亚太地区
( 来自 9 个
国家的 13
份回复；
覆盖 9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国家工人联盟

—— 工人 国家三方
咨询委员会

NTCC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
雇主联合会

BEF 雇主 国家三方
咨询委员会

NTCC

日本 日本工会联合会 RENGO 工人 劳动政策委员会 LPC

日本 日本经济团体
联合会

Keidanren 雇主 劳动政策委员会 LPC

新西兰 新西兰
工会委员会

NZCTU 工人 未来工作三方论坛 The Forum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雇主
联合会

EFP 雇主 联邦三方
劳工委员会

——

菲律宾 菲律宾雇主
联合会

ECOP 雇主 国家三方工业
和平委员会

NTIPC

韩国 韩国企业联合会 KEF 雇主 经济、社会与
劳动理事会

ESLC

韩国 韩国总工会 FKTU 工人 经济、社会与
劳动理事会

ESLC

新加坡 新加坡全国
雇主联合会

SNEF 雇主 国家工资委员会 NWC

新加坡 新加坡
全国总工会

NTUC 工人 国家工资委员会 NWC

斯里兰卡 锡兰雇主联合会 EFC 雇主 国家劳工咨询
委员会

NLAC

乌兹别克
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工会联合会

FTUU 工人 共和国三方社会和
劳工问题委员会

RTC

欧洲和中亚
( 来自 10
个国家的
21 份回复；
覆盖 14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比利时 比利时自由工会
中央联合会

CGSLB- 
ACLVB

工人 高级劳动预防与
保护委员会

Conseil 
Supérieur

比利时 比利时总工会 FGTB 工人 中央经济委员会 CCE

比利时 比利时基督教
工会联合会

ACV-CSC 工人 国家劳工委员会 CNT-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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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7.1（续）

欧洲和中亚
( 来自 10
个国家的
21 份回复；
覆盖 14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比利时 比利时
企业联合会

VBO-FEB 雇主 国家劳工委员会 CNT-NAR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
雇主联合会

—— 雇主 爱沙尼亚
失业保险基金

Eesti 
Töötukassa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
工会联合会

EAKL 工人 （未标明） ——

法国 法国民主
劳工联合会

CFDT 工人 集体谈判、就业和
职业培训全国委员
会

CNNCEFP

法国 工人力量工会 FO 工人 集体谈判、就业和
职业培训全国委员
会

CNNCEFP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雇主协会

GEA 雇主 三方社会伙伴关系
委员会

TSPC

德国 德国雇主
协会联邦联盟

BDA 雇主 最低工资委员会 Mindestlohn-
kommission

德国 德国工会联合会 DGB 工人 谈判委员会 Tarifausschuss

意大利 意大利工人
工会联合会

CISL 工人 国家经济与
劳动委员会

CNEL

意大利 意大利总工会 CGIL 工人 国家经济与
劳动委员会

CNEL

意大利 意大利
工会联合会

UIL 工人 国家经济与
劳动委员会

CNEL

北马其顿 马其顿雇主组织 ORM 雇主 （北马其顿）
经济社会理事会

ESS

葡萄牙 葡萄牙工人
总联合会

CGTP-IN 工人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CES

葡萄牙 葡萄牙总工会 UGT 工人 社会对话
常设委员会

CPCS

摩尔多瓦
共和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雇主全国联合会

CNPM 雇主 国家咨询与
集体谈判委员会

CN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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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7.1（续）

欧洲和中亚
( 来自 10
个国家的
21 份回复；
覆盖 14 个
国家社会对
话机制 )

摩尔多瓦
共和国

摩尔多瓦
全国工会联合会

CNSM 工人 国家咨询与
集体谈判委员会

CNCNC

斯洛文尼
亚

斯洛文尼亚
雇主协会

ZDS 雇主 经济社会理事会 ESS

斯洛文尼
亚

斯洛文尼亚
自由工会协会

ZSSS 工人 经济社会理事会 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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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关于劳动法改革与社会对话之间关系
的综述，基于国际劳工组织驻各国专家所提供
的数据。这些国家分布于非洲、美洲、阿拉
伯国家、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并
由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总部专家协作完
成。目标国家为那些在问卷完成前五年内（即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间）实施了劳动法改革的
国家。调查问卷旨在回答两类问题：（1）社
会对话如何促进了劳动法改革；（2）立法与
监管框架如何带来了国家层面社会对话（包括
集体谈判）的更新，以及法律与制度性变革。

除由国际劳工组织驻地专家开展的研究
外，总部专家还提供了有关国际劳工组织提供
技术支持的国家，或者以其他方式引起国际劳
工组织关注的国家所实施或计划实施的劳动法
改革信息。从这一角度看，总部开展的研究也
参考了劳动法与改革科在 2019 至 2023 年间向
96 个成员国提供的劳动法改革咨询服务的数
据。此外，成员国向国际劳工组织监督机构提
交的信息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

为评估社会对话在劳动法改革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分析工作力求在信息可获得的情况
下确定：雇主和工人在咨询过程中提出的意见
是否反映在经政府 / 议会批准的最终修订版劳
动法文本之中。同时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1）
劳动法改革所涉及的关键议题；（2）在改革
过程中，国家级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是被征求
意见还是仅仅被通报情况；（3）如有相关，
咨询是如何进行的；（4）哪些因素可能决定
了社会对话在推动劳动法改革方面成功或失败
的原因。此外，受访者还被要求说明劳动法改
革是否导致了与社会对话框架相关的法律和制
度变化，包括集体谈判机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
制度调整。

研究共完成了对 19 个成员国的问卷调查，
包括：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埃斯瓦蒂尼、格
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莱索托、
马来西亚、墨西哥、莫桑比克、阿曼、巴拿马、
韩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非、斯里兰卡、乌
克兰和越南。此外，总部专家还提供了其他 11
个成员国的信息，包括：伯利兹、巴西、智利、
埃及、吉尔吉斯斯坦、北马其顿、秘鲁、葡萄牙、
罗马尼亚、苏里南和乌拉圭。

附录 8 	高层社会对话在劳动法改革中的
作用全球综述：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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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机构的自我评估方
法是一项由国际劳工组织向其成员国提供使用
的工具，帮助成员国增强其国家社会对话机构
在社会、经济和劳动领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
响力和效果。自我评估方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
提高社会对话的参与度、执行效率和成果的合
法性，来促进更具社会公平性和经济可持续性
的政策成果。

自我评估方法包含一节引言，说明了该方
法的背景、理论依据及概念框架，并提供了一

个全面的六步骤自我评估流程，引导社会对话
机构识别提升其有效性与包容性的方法。基于
对该机构优势与劣势的分析，制定并检验一项
行动计划，以改进其特征与运作方式。

2021 年以来，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下，
自我评估方法已在多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得
以应用。该工具具有灵活性，可根据不同机构
的构成、规模、资源可用性及任务要求进行相
应调整。1

附录 9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机构的自
我评估方法（SAM-SDI）：概述

1	 更多信息和资源参见：ILO, A Self-Assessment Method for Social Dialogue Institutions (SAM-SDI),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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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正义，促进体面
劳动

国际劳工组织是联合
国处理劳动世界事务的专
门机构。我们汇聚政府、
雇主和劳动者，通过促进
就业、保障劳动权利、强
化社会保护及推动社会对
话，共同推动以人为本的
工作未来愿景。

本报告为《国际劳工组织社会对话报告》第二版，
聚焦于高层社会对话这一关键工具，旨在推进体面劳动，
实现公平的劳动收入分配，应对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的挑
战，并促成一项新的社会契约，为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

高层社会对话指在国家和行业层面，将政府、雇主
及其代表组织、工人组织（统称社会伙伴）共襄盛举的
协商进程。该进程旨在围绕劳动、经济及社会政策等议
题开展谈判、协商和信息交流。高层社会对话包括社会
伙伴之间的双边机制（主要用于达成集体协议），以及
涵盖政府代表的三方机制。

通过展示各国的实例以及世界各地的成功实践，本
报告说明了高层社会对话如何能够成为应对复杂局面的
强大推动力，帮助找到平衡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解决
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并在劳动世界及更广泛的社会中
促进民主。

ilo.org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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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Geneva 22
Switzerland




